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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核实课征为量能课税在实践上之要求。因此，核实课征原则可谓是量能课税原则之配套

的原则，用以确保量能课税原则之落实。核实课征原则主要与税捐客体之有无、税捐客体对于税捐主

体之归属、税基之计算有关。这些要件事实之认定，皆应力求接近于事实，以符核实课征之意旨。在

实践上，不仅在税捐法立法的层次，而且在其适用的层次，都可能发生偏差。其偏差可能源自定义、对

概念或类型超出其文义而为扩张或限缩、课税事实之拟制，或限制证据方法的证据能力或提出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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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法院”大法官、台湾大学法律学院兼任教授。原文曾刊登于《植根杂志》２０１３年第２９卷第６期至第９期，

本文是其大幅修改版。



因为法律是一个价值系统，所以要检讨税捐法上关于税捐债务之有无及其范围的大问题，必

须取向于其建制之基础原则，才能导出能够贯彻于整个税捐法系统之解决意见。核实课征符合征

纳双方的利益，所以各方有一起探讨其在实务上之实践情形及学说对该问题之掌握的意义，以使

其朝向合理的目标，稳定发展。该探讨之体制内的运作即是核实课征原则之实践的司法审查。透

过司法审查，可以呈现其在实践上的落差、其落差存在之层面，以及其在实践上遭遇的困难。

一、核实课征原则

核实课征原则为量能课税原则之具体化。鉴于负担税捐之能力存在于税捐客体，所以，与税捐之核

实课征有关之税捐债务的构成要件皆与税捐客体有关，包括税捐客体之有无及其数量化，亦即税基之规

定。其次为税捐客体之归属。基于量能课税原则，关于税捐客体、税基及税捐客体对于税捐主体之归

属，不仅在规范规划上，而且在稽征实务上，原则上皆应依循核实课征原则。关于税捐客体是否存在及

其数量化后之税基的数额为何，有争议时，这是证据的问题。然如以无关联之证据认定税捐客体之有无

及其数量，表面上其所冲击者为与证据有关之程序规定，深层探讨，不但冲击到税捐法定主义，也冲击到

实质课税原则。这个问题特别表现在推计课税。量能课税原则或实质课税原则之实践，平实而具体言

之，即是在税捐客体之有无的认定、税基之计算（成本、费用、损失及税捐对于收入之归属），按实际发生的

情形核定，而不借助于推计。此即核实课征。其相对的稽征方法为推计课税。〔１〕在课税事实的认定，

特别是税捐客体之有无的认定及其数量（税基）的计算，核实课征所依据者为：能直接证明课税事实存在

或不存在之直接证据，而推计课征所依据者则为：仅能间接推论课税事实存在或不存在之间接证据。〔２〕

间接证据又称情况证据，虽非自始不具证据能力，但基于实质课税原则及量能课税原则，其引用原则上

应以纳税义务人违反其关于直接证据方法之产生及保存的协力义务为前提。如无该协力义务之违反，

则只有在法律有明文规定时，税捐稽征机关始得例外地为推计课税。〔３〕而且在这种情形，应让纳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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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实课征与推计课税相对，这跟自动报缴与查定课征之对比类似，但有些出入。在查定课征，固常利用

推计课税的方法，惟这应限于纳税义务人有违反关于账册、凭证之协力义务，以致妨碍税捐稽征机关之举证，或纳

税义务人自己选择以推计的方法计算税基及应纳税额的情形。有时自动报缴亦与发单课征相对比。这指关于税

捐之缴纳，是否由税捐稽征机关签发税款缴纳通知书送达纳税义务人，请求在指定之缴纳期限缴纳的情形。税款

缴纳通知书系一种课税处分。其送达具有使未定缴纳期限之税捐债务届清偿期，或对已届清偿期的税捐债务催告

给付的作用。一笔税捐债务之稽征如无课税处分介入，而纯粹赖于自动报缴，该税捐债务因未经行政处分核定，不

会达于确定，而只会因核课期间经过时，达于类似确定的状态。此所以“税捐稽征法”第２８条规定，“纳税义务人对

于因适用法令错误或计算错误溢缴之税款，得自缴纳之日起五年内提出具体证明，申请退还；逾期未申请者，不得

再行申请”，之道理所在。该五年期间相当于同法第２１条所定之核课期间。

证明系法院及当事人之活动，其作用在于使法院相信一个主张之真假。用来证明待证主张或事实之真

假的根据，通俗地称为证据，专业地称为证据方法。按证据方法与待证事实间之接近的程度，可区分为直接证据与

间接证据。能直接证明待证事实之存在者为直接证据；仅能证明让法官依其生活经验可由之推论出待证事实之存

在者为间接证据。在间接证据之采用，法院应先审查其与待证事实间之事务逻辑上的关联。Ｓｅｅ犎犪狉狋犿犪狀狀ｉｎ

犅犪狌犿犫犪犮犺／犔犪狌狋犲狉犫犪犮犺／犃犾犫犲狉狊／犎犪狉狋犿犪狀狀，ＢｅｃｋｓｃｈｅＫｕｒｚ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ｚｕｒＺｉｖｉｌｐｒｏｚｅｏｒｄｎｕｎｇ，４３．Ａｕｆｌ．，１９８５，

Ｅｉｎｆüｈｒｕｎｇｖｏｒ§２８４ＺＰＯＳ．７４１ｆ．

协力义务之违反的效力，除在违反者为纳税义务人时，税捐稽征机关得为推计课税外，并得对于违反者

课以行为罚。纵使违反者不是纳税义务人，亦然。这并为“司法院”八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大法官释字第三一七号

解释所肯认：“七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所得税法第一百十一条第二项，关于私人团体或事业，违反第八

十九条第三项之规定，未依限填报或未据实申报者，处该团体或事业五百元罚款之规定，系对税款扣缴义务人违反

法律上作为义务所为之制裁，以确实掌握课税资料，为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与‘宪法’并无抵触。”



义务人得在核实课征或推计课税间选择之。推计课税可能规定适用于系争税捐债务之全部课

税事实（例如“营业税法”第２３条、第２４条），亦可能规定仅适用于其一部分（“所得税法”第

１７条）〔４〕。

（一）税捐客体之有无

在税捐债务之构成要件中，税捐客体之有无的问题，在大前提的层次，首先源自为对抗以脱法

行为规避税捐，关于涉及租税事项之法律之解释，本于各该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经济上之意义及

实质课税之公平原则为之时（“税捐稽征法”第１２条之一第１项参照），就税捐客体之规定，为扩张

解释或甚至目的性的扩张。所谓租税规避，指“纳税义务人基于获得租税利益，违背税法之立法目

的，滥用法律形式，规避租税构成要件之该当，以达成与交易常规相当之经济效果”（“税捐稽征法”

第１２条之一第３项）。其次为拟制。拟制应有法律之明文规定，为其依据（“营业税法”第３条第３

项、第４项，“遗产及赠与税法”第５条）。另在小前提的层次，关于课税事实之认定，涉及证据能力、

举证责任、协力义务及推计课税（“税捐稽征法”第１２条之一第４项、第５项）。

１．地上物拆迁补偿费为营业外收入

关于营利事业所得税之税基，“所得税法”第２４条第１项就营利事业之收入并不排除营业外收

入。所以除非“所得税法”第４条有将一定种类之收入或所得列举为所得税之免税项目，否则，即

当课征所得税。惟其所得之计算，除有分离课税之特别规定外，在依“所得税”法第２４条第１项，适

用综合课征的情形，地上物拆迁补偿费构成之营业外收入应与其他营业及非营业收入加总在一

起，计算为第２４条第１项所定之营利事业之收入，而后减除该营利事业为取得该收入，所支出之成

本费用、遭受之损失或缴纳之税捐，以计算其营利事业所得。该成本费用、损失及税捐之减除虽应

适用收入与成本费用之配合原则，但并不要求具体成本费用、损失及税捐对于特定收入之配合关

系。是故，在营利事业所得之计算上，得自地上物拆迁补偿费（非营业性之增益）减除之成本费用、

损失及税捐，并不限于非营业性之损失及费用。〔５〕必须在一个营利事业兼营应税及免税之业务

时，始要求按成本费用、损失及税捐分别对于应税及免税收入的实际归属，核实划分得分别自应税

及免税收入减除之成本费用、损失及税捐。此即直接减除法，属于核实课征。其不能核实划分者，

按应税或免税收入分别占应税及免税收入之和的比例，划分全部成本费用、损失及税捐，得自应税

或免税收入减除之数额。此即比例减除法，属于推计课税。

２．燕窝饮料

“司法院”释字第６９７号解释：“本（货物税）条例第八条第一项规定：‘饮料品：凡设厂机制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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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法”第１７条中，关于综合所得净额之计算，容许纳税义务人在标准扣除额与列举扣除额间所

做之选择，仅涉及纳税义务人当年度综合所得税之一部分的课税事实。纳税义务人并不因为选择采标准扣除

额，而使其当年度之综合所得净额全部皆应以推计的方法计算之。

“司法院”释字第６０７号解释：“按营利事业系以营利为目的，投入劳务及资本从事经济活动之经济主体，

不问系营业或非营业之增益，皆属于营利事业追求营利目的所欲实现之利益，为营利事业之所得来源，而得成为租

税客体。营利事业因土地重划而领取之地上物拆迁补偿费，系因公权力强制介入而发生之非自愿性增益，虽非因

营业而发生，而属于非营业性之营利事业所得来源，如于扣减相关之成本费用、损失后仍有余额，即有税负能力，就

该笔所得核实课征税捐，与租税公平原则并无不符。……按营利事业因土地重划所领取之地上物拆迁补偿费既非

所得税法第四条所列举之免税项目，上开函释将该等拆迁补偿费认定为非营业增益，列为其他收入，并就其扣除属

于非营业损失及费用、必要成本及相关费用所剩盈余，核实课征所得税，尚未逾越所得税法第二十四条第一项及同

法施行细则第三十一条规定之立法意旨，核与宪法第十九条规定之租税法律主义并无不符。该等地上物拆迁补偿

费既为非营业性之增益，如于扣减非营业性之损失及费用仍有余额，即有税负能力，对该营利事业之纯益额课征营

利事业所得税，符合租税公平原则，亦未违背宪法第十五条保障人民财产权之规定。”



凉饮料品均属之。其税率如左：一、稀释天然果蔬汁从价征收百分之八。二、其他饮料品从价征

收百分之十五。’其中有关清凉饮料品之规定，与法律明确性原则尚无不合。又上开规定仅对设厂

机制之清凉饮料品课征货物税，而未对非设厂机制者课征货物税，并不违反‘宪法’第七条之平等

原则。‘财政部中华民国’七十九年十一月一日台财税第七九○三六七三二四号函，以内含固体量

是否达到百分之五十作为饮料品之认定标准，及‘财政部’八十四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台财税第八四

一六六○九六一号函，对厂商进口或产制之燕窝类饮料，认属货物税条例第八条规定之应税饮料

品，尚不违反租税法律主义之意旨。”

本号解释之中所谓：本条例第８条第１项规定中“有关清凉饮料品之规定，与法律明确性原则

尚无不合”。如以该函释将燕窝类饮料涵摄于清凉饮料品而论，该“清凉饮料品”之规定所定义之

内容是否“与法律明确性原则尚无不合”，便非无检讨余地。实务上，关于“货物税条例”第８条第１

项之适用，实际上已将酒类以外之一切固形量不超过５０％的流体食品包括在内。〔６〕并以不是“稀

释天然果蔬汁”，即是“其他饮料品”，二分法穷尽。至于该流体是否“清凉”，已不重要。“财政部”

９８．１０．２６．台财税字第０９８０４５６４９５０号令将“其他饮料品”总结规定为：“一、‘货物税条例’第八条

第一项第二款所称其他饮料品，系指酒精成分未超过百分之零点五且内含固形量未达内容量百分

之五十，以稀释或不加稀释后供人饮用之下列产品：（一）以植物为主要成分制成之植物性饮料。

（二）添加二氧化碳气体之碳酸饮料。（三）具可调解人体电解质功能之运动饮料。（四）具有保健

概念之机能性饮料。但产品标示有使用剂量限制者不包括在内。（五）含糖、甜味剂、香料、色素或

其他食品添加物之饮用水。（六）乳制品成分未超过百分之五十之含乳饮料。”然尚有一些不为该

函令涵盖之饮料品类型。例如，（１）未添加色素或香料之米及花生浆。〔７〕 （２）未经调制之豆奶

（豆浆），免税；经调制之豆奶（豆浆），应税。〔８〕 （３）未经调制之乳品及符合国家标准之调味乳。

（４）符合国家标准之醋。〔９〕由此可见，认为“货物税条例”第８条第１项关于清凉饮料品之规定，

“与法律明确性原则尚无不合”的论断，与事实不尽相符。

在实务上当发现有关于税捐之法律规定不明确时，应尽快修法，以填补法律漏洞，不适合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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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７９．１１．１．台财税第７９０３６７３２４号函示：“二、设厂机制之罐装绿豆汤、花生汤等，依本部（７２）台财

税第三六二八六号函及（７４）台财税第二四七七九号函规定之原则，应查明其内含固体量是否达到百分之五十，其内

容量如未达百分之五十以上者，应按饮料品从价征收百分之十五货物税。”又“财政部”８４年台财税第８４１６６０９６１号函

谓：“厂商进口或产制之燕窝类饮料，核属货物税条例第八条规定之应税饮料品，应依法课征货物税。”

“财政部”８４．２．８．台财税字第８４１６０５１０１号函：“厂商以米（糯米或糙米）及花生等为原料制成之米浆（即

米奶），具有米浆固有色泽及香味，且并未添加人工香料、色素者，非属货物税条例第八条规定之应税饮料品范围，

不须课征货物税。”关于花生汤，先前另有一函释“财政部”７９．１１．１．台财税字第７９０３６７３２４号函：“设厂机制之罐装

绿豆汤、花生汤等，依本部（７２）台财税第三六二八六号函及（７４）台财税第二四七七九号函规定之原则，应查明其内

含固体量是否达到百分之五十，其内容量如未达百分之五十以上者，应按饮料品从价征收百分之十五货物税。”亦

即其是否免征货物税，以其内容量达５０％以上，为免征货物税之标准。后一函释业经“财政部”９８．１０．２６．台财税字

第０９８０４５６４９５０号令废止。其结果，关于花生汤之免税标准放松为：只要没有添加人工香料或色素即可。

“财政部”８１．８．１．台财税字第８１１６７３４８１号函：“（一）乳品不课货物税。（二）以黄豆为原料制成之豆奶

（即豆浆），具有豆奶固有色泽及香味，符合ＣＮＳ１１１４０国家标准者，应比照乳品不课货物税。至于调制豆奶及豆奶

饮料，与一般饮料并无不同，应课征货物税。（三）厂商产制豆奶及乳品者，除其包装上之标示，应依ＣＮＳ３１９２包

装食品标示规定办理外，其品名应以国家标准所定之名称为名称。”

“财政部”９３．１１．１５．台财税字第０９３０４５５６５４０号：“自本令发布日起，由国外进口或国内产制之浓缩健康

醋，其质量符合ＣＮＳ１４８３４食用醋国家标准酿造食醋项下之谷物醋、果实醋、其他酿造醋、高酸度醋或调理食醋等

五种中任一种国家标准者，核非属货物税条例第八条规定之应税饮料品范围，不课征货物税；其申请免征货物税手

续及抽样送验程序，应比照现行符合国家标准之纯天然果蔬汁之规定办理。”



透过行政规则，扩张课征的范围，或甚至对扩张后之课征对象补税之外，并课以罚款。就负担税捐

之能力而论，较之其他饮料品，燕窝之消费者有较高之负税能力，一般而言是无疑问的。但因其与

清凉饮料品之特征相差太远，所以如要以之为应税货物，仍以将之明定为货物税之税捐客体为妥。

不得以燕窝之消费者，相对于其他饮料品之消费者，有较高之负税能力为理由，由量能课税原则直

接导出燕窝产制厂商之货物税义务。

３．彩色显示器

“货物税条例”第１１条第１项第２款规定，彩色电视机从价征收１３％之货物税。彩色电视

机由彩色显示器及电视调谐器组成。彩色显示器及电视调谐器虽属于组成彩色电视机之零组

件，但在其组成彩色电视机前，分别皆不具备彩色电视机之功能。然因消费者或零售商自行将

彩色显示器及电视调谐器组成彩色电视机并不困难，所以产制厂商除也乐得在彩色显示器之设

计上提供电视调谐器之插槽，并产制兼容之电视调谐器分别销售，以更方便消费者或零售商自

行组装。于是，实务上引起在何种情形，可对于彩色显示器之产制厂商课征彩色电视机之货物

税的问题。

就类似情形，“货物税条例”同条第３项规定：“第一项第三款冷暖气机，得就其主要机件，由

‘财政部’订定办法折算课税。”由于并未如该项之规范模式规定：“第一项第二款彩色电视机，得就

其主要机件彩色显示器，由‘财政部’订定办法折算课税。”所以，要对彩色显示器折算课征彩色电

视机之货物税，因欠缺法律依据，而显有困难。为克服该困难，“财政部”并未尝试增订类似于同条

第３项之规定，而直接发布“财政部中华民国”９６．６．１４．台财税字第０９６０４５０１８７０号令：“一、货物

税条例第十一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之彩色电视机须同时具备彩色显示器及电视调谐器二大主要

部分。二、厂商产制（或进口）之彩色显示器，本体不具有电视调谐器（ＴＶＴｕｎｅｒ）装置，且产品名

称、功能型录及外包装未标示有电视字样，亦未并同具有电视调谐器功能之机具出厂（或进口）者，

因无法直接接收电视视频讯号及播放电视节目，核非属彩色电视机之范围，免于出厂（或进口）时

课征货物税。三、厂商产制（或进口）电视调谐器或具有电视调谐器功能之机具，本体不具有影像

显示功能，且未并同彩色显示器出厂（或进口）者，亦免于出厂（或进口）时课征货物税。”该函释之

内容并未逾越“货物税条例”第１１条第１项第２款之规定。所以“司法院”释字第６９８号解释，该部

分之函释，既未不当扩张应税货物之定义，又未对其他情形造成差别待遇，应不违反租税法律主

义。至此限度，该号解释虽尚属允当，但问题是：适用上开“货物税条例”第１１条第１项第２款及

函释，税捐稽征机关却对于未组装在一起，亦未同时发货之彩色显示器及电视调谐器课征彩色电

视机之货物税，并处以罚款。〔１０〕面对此情，该号解释只淡淡地提到：“鉴于彩色电视机相关产品日

·３７·

黄茂荣：核实课征原则之实践及其司法审查

〔１０〕 针对该两大主要部分如何由“不同时具备”转化为“同时具备”的状态？该令第４点表示“前述‘彩色显示

器’或‘电视调谐器’于出厂（或进口）后，由装配或销售厂商再行安装或改装为彩色电视机”。如以第４点之上开阐

释为准，将二者“并同出厂”并非该“转化”的因素；将二者“再行安装或改装”才是其所以发生该“转化”为‘彩色电视

机’的因素。

然系争令在审判实务上经引用的情形却是：不但以“并同出厂”为该“转化”的因素，甚而实务判决有所谓“并同出

厂”亦不需要同时销售给同一消费者之见解。以关于本声请案之两则原审裁判为例，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９６年度

诉字第５１７号判决认为：“……彩色显示器并同具有电视调谐器功能之机具出厂或进口者，即属货物税条例第十一

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之彩色电视机，应课征货物税。……本件原告产制同型号之液晶（电浆）显示器及视讯盒，以

‘同数量’销售予大同综合讯电公司，……原告生产之视讯盒产品不可以与其他公司生产之液晶显示器搭配使用

（原处分卷９３页），……原告产制之显示器及视讯盒系‘并同销售’（原处分卷８７页）；足证原告生产之液晶（电浆）

显示器及视讯盒系以一对一搭配方式并同出厂销售，组装完成后即具备彩色电视机功能。”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决

以“彩色显示器”及“电视调谐器”是否“并同出厂、销售”作为是否将“不同时具备”彩色电视机之两大要件（转下页）



新月异，主管机关宜考虑货物税性质及消费大众对于单一或组合之相关产品于出厂时主要功能之

认知等，订定较为明确之课征货物税认定标准，以利遵行。”〔１１〕

４．政府的补贴非销售

政府机关的补贴是基于公权力而对于个人或事业所为之给付。此与政府机关基于私法行为

（国库行为）对于个人或事业所为之给付不同。补贴之给付虽通常有一定之已发生或期待其发生

之行为，但该行为并非该补贴之对待给付。极其量只是类似于赠与之负担。补贴之收入并非营业

人移转货物之所有权或提供劳务予政府机关之代价。所以为取得补贴而从事政府机关期待其从

事之行为，并非销售。是故，“司法院”释字第６６１号解释认为，为取得补贴收入，而提供之劳务，不

是“营业税法”第３条所定应课征营业税的税捐客体：销售劳务。〔１１〕

５．薪资及利息所得之实现问题

在所得税之稽征上，不论其会计制度采权责发生制 〔１２〕或现金收付制 〔１３〕都有所得之实现的问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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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

〔１１〕

〔１２〕

〔１３〕

（接上页）转化成“同时具备”彩色电视机之两大要件之判断基础。惟该高等行政法院判决复认：“经查，上开编号之

显示器及视讯盒系以同数量销售，可组装成彩色电视机，且经核对其销货日期仅相隔数日（有上开销货明细表可参），

则被告核定原告生产该等显示器及视讯盒系搭配组合生产，并无不合。”故所谓“并同”可包含“同时”及“先后”之出厂

及销售行为。２．“最高行政法院”９７年度裁字第４２２４号裁定首先认为只要“可以轻易预测市场上会将该二组件组装

成彩色电视机销售”，亦不需要同时销售给同一消费者，即可转化。然后进一步阐释“因此原审法院以上之法律定性

符合货物税条例对彩色电视机课征货物税之规范意旨。……至于本案不能依上开令之规范意旨（按指：依系争令第

四点），将货物税之纳税义务人‘转化’为营销厂商，其法理基础在于：上诉人同时为上开二构件产品之生产者，其明知

该二构件组合后所能形成之‘彩色电视机’功能，客观言之，其可以事前明白预测该二构件产品在市场之组合营销状

态。与二构件各别生产者分别出售其产品，而构件产品在组合过程中，还须新添改装技术或创意构思之情形有别。”

“最高行政法院”上述解释与货物税以一定产制阶段完成产制之货物为应税货物的规范特征冲突。

“司法院”释字第６６１号解释：“‘财政部中华民国’八十六年四月十九日台财税字第八六一八九二三一一

号函说明二释称：‘汽车及船舶客运业系以旅客运输服务收取代价为业，其因行驶偏远或服务性路线，致营运量不

足发生亏损，所领受政府按行车（船）次数及里（浬）程计算核发之补贴收入，系基于提供运输劳务而产生，核属具有

客票收入之性质，应依法报缴营业税。’逾越七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修正公布之营业税法第一条及第三条第二项前

段之规定，对受领偏远路线营运亏损补贴之汽车及船舶客运业者，课以法律上所未规定之营业税义务，与‘宪法’第

十九条规定之意旨不符，应不予适用。”

“营利事业所得税查核准则”第２７条规定：“凡应归属于本年度之收入或收益，除会计基础经核准采用现金

收付制者外，应于年度决算时，就估计数字，以‘应收收益’科目列账。但决算时，因特殊情形，无法确知之收入或收

益，得于确知之年度以过期账收入处理。”“财政厅”５８．１１．１１．财税一第９８５０５号令：“查所得税法第二十二条规定：‘会

计基础，凡属公司组织者，应采用权责发生制。’该××渔业股份有限公司，既属公司组织，其会计基础当系采用权责

发生制，其优利存款单五十五年度应收之利息，未按行为时查核准则第二十七条之规定，于年度决算时，就估计数字

以‘应收收益’列账，应依‘所得税法’第一百十五条及一百十条之规定处理。至应否撤销其蓝色申报之许可，应俟

该公司触犯所得税法第一百十条之规定，经裁定确定后，再依行为时蓝色申报书实施办法第三十八条第二项之规

定处理。”“财政部”５９．６．２３．台财税第２４７２１号令：“查员工年终奖金依‘所得税法’第十四条规定系属薪资范围，在

采用以权责发生制为会计基础之营利事业，该奖金倘经营利事业依同法第三十二条规定于公司章程载明，或股东

会预先议决，或经事业与职工预先约定应予支付并定明给付标准者，则在年度决算前虽未实际支付，但其权责业已

发生，当期结算应准以应付款列账核认。反之，此项奖金如在决算前未有上述权责发生，而系于次年度方决定支付

时，当应并同次年度薪资支出予以核实认定。”“财政部”８２．１．２９．台财税第８２１４７５７４０号函：“会计基础采用权责发

生制之营利事业，以支票支付捐赠款项，应按其票载发票日所属会计年度，依法核认捐赠费用。”“财政部”６３．１０．３．

台财税第３７２７２号函：“公司组织之营利事业，其费用支出凭证开立日期在当年度，非属营利事业所得税结算申报

查核准则第六十四条所称因情形特殊在当年度无法确知之费用，不得于次年度实际付款时，以过期账列支。”

就营利事业之会计基础，“所得税法”第２２条规定，“会计基础，凡属公司组织者，应采用权责发生制，其

非公司组织者，得因原有习惯或因营业范围狭小，申报该管稽征机关采用现金收付制（第一项）。前项关于非公司

组织所采会计制度，既经确定，仍得变更，惟须于各会计年度开始三个月前，申报该管稽征机关（第二项）”。



题。其中权责发生制在营利事业所得税之实践必须利用“坏账损失准备”（“所得税法”第４９

条）〔１４〕，现金收付制在综合所得税之实践，必须利用变动所得之税基的减半方法（“所得税法”第１４

条第３项）〔１５〕，缓和其与实际情形之落差。所得之实现的问题在实务上曾比较尖锐地发生在因案

停职，而后在平反复职时补发之数年薪资所得，以及债权人主张未收现之抵押债权利息所得的

情形。

针对第一个情形，“司法院”８４．３．３１．大法官释字第３７７号解释认为：“个人所得之归属年度，

依‘所得税法’第十四条及第八十八条规定并参照第七十六条之一第一项之意旨，系以实际取得之

日期为准，亦即年度综合所得税之课征，仅以已实现之所得为限，而不问其所得原因是否发生于该

年度。‘财政部’赋税署六十年六月二日台税一发字第三六八号笺函关于纳税义务人因案停职后，

于复职时服务机关一次补发其停职期间之薪金，应以实际给付之日期为准，按实际给付之总额，课

征综合所得税之释示，符合上开‘所得税法’之意旨，与‘宪法’尚无抵触。”该号解释中所涉“财政

部”赋税署的解释固然可谓与上开“所得税法”之意旨符合，但是否因此即“与‘宪法’尚无抵触”，则

有商榷余地。其所谓与“宪法”尚无抵触，当指与“宪法”第１９条所定之税捐法定主义尚无抵触而

言，而是否与第２３条及第１５条所定之实质课税原则或量能课税原则无抵触，则不尽然。其实，从

“所得税法”第１４条第３项观之，对于此种非因纳税义务人之税捐规划，而在所得之年度归属造成

集中的情形，应予特别考虑已极明显。“司法院”大法官关于税捐法规之违宪审查的任务，除了从

形式意义之法治国原则，审查其稽征实务是否有违反税捐法定主义的情形外，也应从实质意义之

法治国原则，审查税捐法规是否有违反实质课税原则或量能课税原则的情事，以积极地矫正现行

税捐法规偏离实质正义之或有的情形。〔１６〕

针对第二个情形，“司法院”７６．７．１７．大法官会议释字第２１７号解释认为：“‘宪法’第十九条规

定人民有依法律纳税之义务，系指人民仅依法律所定之纳税主体、税目、税率、纳税方法及纳税期

·５７·

黄茂荣：核实课征原则之实践及其司法审查

〔１４〕

〔１５〕

〔１６〕

关于坏账损失准备，“所得税法”第４９条规定：“应收账款及应收票据债权之估价，应以其扣除预计备抵

呆账后之数额为标准（第一项）。前项备抵呆账，应就应收账款与应收票据余额百分之一限度内，酌量估列；其为金

融业者，应就其债权余额按上述限度估列之（第二项）。营利事业依法得列报实际发生呆账之比率超过前项标准

者，得在其以前三个年度依法得列报实际发生呆账之比率平均数限度内估列之（第三项）。营利事业下年度实际发

生之呆账损失，如与预计数额有所出入者，应于预计该年呆账损失时纠正之，仍使适合其应计之成数（第四项）。应

收账款、应收票据及各项欠款债权有左列情事之一者，得视为实际发生呆账损失：一、因倒闭逃匿、和解或破产之

宣告，或其他原因，致债权之一部或全部不能收回者。二、债权中有逾期两年，经催收后，未经收取本金或利息者

（第五项）。前项债权于列入损失后收回者，应就其收回之数额列为收回年度之收益（第六项）。”

“所得税法”第１４条第３项：“个人综合所得总额中，如有自力经营林业之所得、受雇从事远洋渔业，于每

次出海后一次分配之报酬、一次给付之抚恤金或死亡补偿，超过第四条第四款规定之部分及因耕地出租人收回耕

地，而依平均地权条例第七十七条规定，给予之补偿等变动所得，得仅以半数作为当年度所得，其余半数免税。”变

动所得为该条第３项对于其所称之所得种类的概括称呼。这些所得之共同特征为：多年努力之所得实现于一年。

鉴于不但关于税基，综合所得净额之计算中的各种减项（免税额及扣除额）皆以年度为单位，而且其税率亦采累进

税率，所以，当数年努力之所得实现于一年时，必然造成不利于纳税义务人之课征结果。该条减半课征之规定即在

于缓和该不利于。“所得税法”第１４条第３项关于变动所得之税基折半计算的规定，是否得类推适用于其他具有

变动所得之特征的案件？对此，“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５０８号解释就耕地经强制征收时，佃农分得之补偿费采肯

定的见解。在此意义下，该项所规定之类型系属于例示，而非列举。

翁岳生：《论司法院大法官会议之功能》，载《法治国家之行政法与司法》，１９９５年１１月版，第３６８页：“真

正的法治国家，应该有一个超然的机关来维护其宪法，宣告违宪之法律或命令无效，这样才叫作‘实质意义的法治

国家’。并不是说一个国家有法律或命令，大家都遵守法律或命令来做，这样就是法治国家，这只是‘形式意义的法

治国家’。”



间等项而负纳税之义务。至于课税原因事实之有无及有关证据之证明力如何，乃属事实认定问

题，不属于租税法律主义之范围。‘财政部中华民国’七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七十二）台财税字第

三一二二九号函示所属财税机关，对设定抵押权为担保之债权，并载明约定利息者，得依地政机关

抵押权设定及涂销登记数据，核计债权人之利息所得，课征所得税，当事人如主张其未收取利息

者，应就其事实负举证责任等语，系对于稽征机关本身就课税原因事实之认定方法所为之指示，既

非不许当事人提出反证，法院于审判案件时，仍应斟酌全辩论意旨及调查证据之结果，判断事实之

真伪，并不受其拘束，尚难谓已侵害人民权利，自不抵触‘宪法’十五条第十九条规定。”其理由为：

“‘宪法’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有依法律纳税之义务，乃在揭示‘租税法律主义’，其主要意旨系指人

民仅依法律所定之纳税主体、税目、税率、纳税方法及纳税期间等项而负纳税之义务，课征租税固

不得违反上述意旨，惟关于个别事件课税原因事实之有无及有关证据之证明力如何，则属事实认

定问题，不属于租税法律主义之范围。‘财政部’中华民国七十二年二月二十四日（七十二）台财税

字第三一二二九号函提示所属财税机关，内载‘抵押权之设定登记，依民法第七百五十八条及土地

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具有绝对效力。债权人贷款与债务人，由债务人提供不动产，向地政机关办妥

抵押权设定登记，并载明约定利息者，稽征机关自得依该登记资料，在抵押权涂销登记前之年度，

依法核计利息所得，依‘所得税法’第十四条第一项第四类规定课税，因私人借贷非公司行号可比，

其无支付利息之账册可稽，无法适用收付实现之原则，当凭其登记文件作有按期收取利息之认定，

当事人如主张其未收取利息者，应就其事实负举证责任，所提出之证据，必须具体且合于一般经验

法则，如仅由债务人私人出具之证明，要不得采认’等语，纵有未尽妥洽之处，惟系对于稽征机关本

身就课税原因事实之认定方法所为之指示，既非不许当事人提出反证，法院于审判案件时，仍应斟

酌全辩论意旨及调查证据之结果，判断事实之真伪，并不受其拘束，尚难谓已侵害人民权利，自不

抵触‘宪法’第十五条、第十九条之规定。”关于抵押债权之利息所得的实现，在该号解释所涉案件，

“司法院”大法官的意见有几点值得注意：（一）“关于个别事件课税原因事实之有无及有关证据之

证明力如何，则属事实认定问题，不属于租税法律主义之范围。”当采此见解，关于税捐客体有无如

有指鹿为马，岂非毫无“宪法”上之救济可能？按无已实现之所得，即欠缺税捐债务之发生的小前

提，从而即无综合所得税之义务。其背离，与无可据以课税之法律（大前提），而犹为课税的情形类

似，同样违反税捐法定主义。（二）“财政部”该号函示所称“因私人借贷非公司行号可比，其无支付

利息之账册可稽，无法适用收付实现之原则”。这是欠缺规范依据的主张。按一方面私人之所得

的有无，依法采现金收付制，并无容许税捐稽征机关改采权责发生制的规定；另一方面私人并无记

账及索取凭证之义务，纵有索取义务，在本件声请人能提出之凭证亦仅限于借用人出具之证明。

当“财政部”认为“债务人私人出具之证明，要不得采认”时，声请人还能出具如何得为采认之凭证？

（三）“当凭其登记文件作有按期收取利息之认定，当事人如主张其未收取利息者，应就其事实负举

证责任”，“财政部”所要求于声请人证明者为“消极事实”，试问这种事实要如何举证？除借用人之

证明外，哪种证据堪称“具体且合于一般经验法则”？（四）又所谓“抵押权之设定登记，依民法第七

百五十八条及土地法第四十三条规定，具有绝对效力”，所指者是关于第三人之善意取得上的信赖

保护，与本件根本无关。纵使认为有关，其证明力亦仅止于声请人对于该抵押担保债务有利息债

权，对于该债权是否实现并无证明力！因此，在采现金收付制之综合所得税并不得引为该利息所

得已实现的证据。（五）纵使拟以声请人（债权人）怠于收取债权为理由，拟制利息债权已实现，参

诸“所得税法”第７６条之一关于股利所得之强制归户的规定，也必须法有明文规定始可。在“司法

院”大法官所做之诸多与税捐债务有关的解释中，本号解释可谓是与税捐法之基本原则较为背离

的解释，亟待利用其他案件之解释机会加以改正。

·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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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票据债权之实现问题

为营业税之稽征，“营业税法”第３２条第１项规定“营业人销售货物或劳务，应依本法营业人开

立销售凭证时限表规定之时限，开立统一发票交付买受人。但营业性质特殊之营业人及小规模营

业人，得掣发普通收据，免用统一发票”。依“营业人开立销售凭证时限表”的规定，有些行业之销

售，例如运输业，应在收款时开立发票。如果营业人所收受者系支票，而非现金时，由于收受之支

票于到期日不一定能够获得兑现，于是，引起一个问题，究竟应于到期日或兑现日开立凭证？对

此，“统一发票使用办法”第１６条规定：“依本法营业人开立销售凭证时限表规定，以收款时为开立

统一发票之时限者，其收受之支票，得于票载日开立统一发票。”自该条规定“得于票载日开立”观

之，看似仍维持以收受现金时为其开立时限，但自实务观之，税捐稽征机关所要求者为“应于票载

日开立”。并对于未在票载日开立者，依“税捐稽征法”第４４条课以罚款。因之，引起“统一发票使

用办法”第１６条之规定是否违宪的疑问。就此，“司法院”７８．３．１７．大法官会议释字第２３７号解释

认为：“支票本为支付证券，得代替现金使用。票据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二项虽规定：‘支票在票载

发票日前，执票人不得为付款之提示。’但票载日期后之支票，仍为见票即付，此观同条第一项规定

自明。‘财政部’六十九年九月二十日修正之统一发票使用办法第十七条规定：‘依本法营业税分

类计征目标表规定，凡以收款时为开立统一发票之期限者，其所受之远期支票，得于票载发票日开

立统一发票’，系顾及收受未届票载发票日支票之营业人利益而设，符合当时之‘营业税法’第十二

条第一项之立法意旨，与‘宪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并无抵触。”该见解因与“票据债权不一定能够兑

现”之社会经验不符，其正确性值得商榷。〔１７〕

７．核课地价税之土地面积大于实际面积

地价税为财产税，其税捐客体为土地之持有。核课地价税之土地面积应等于实际面积。如有

核课地价税之土地面积大于实际面积的情形，即有税捐客体一部不存在。

地价税之稽征实务，按土地登记簿上记载之土地面积核课地价税。嗣后经重测发现该土地之

面积，与重测前之土地登记标示之面积有出入时，除非否定重测之结果或确认实施重测时作业有

瑕疵，否则，即应溯及的以重测确定后所为土地标示变更登记记载之土地面积为准。如果重测后

之面积较小，则先前据以课征之税捐客体便有部分不存在，或其税基大于实际的情形，有违实质课

税之公平原则。〔１８〕

８．凭证之开立时限

按消费税（销售税）之凭证应在其税捐客体发生时为之。有疑问者为：鉴于消费税是法定间接

税，“营业税法”纵使规定以销售营业人为纳税义务人，依其建制精神，营业税最后还是要经由转

嫁，由购买人负担。依该建制精神，“营业税法”第３２条规定：“营业人对于应税货物或劳务之定

·７７·

黄茂荣：核实课征原则之实践及其司法审查

〔１７〕

〔１８〕

“司法院”７８．３．１７．大法官释字第２３７号解释郑健才大法官不同意见书：“……营业人于发货前仅取得远

期支票者，能否于票载发票日为付款之提示时即获付款，尚须视发票人之信用如何而定；殊难遽作‘票载发票日’即

为‘已收取货款’之时之结论。”

“司法院”释字第６２５号解释：“地价税之稽征，系以土地所有权人在同一直辖市或县（市）所有之土地之

地价及面积所计算之地价总额为课税基础，并按照地政机关编送之地价归户册及地籍异动通知资料核定之。因地

籍依法重测之结果，如与重测前之土地登记标示之面积有出入者，除非否定重测之结果或确认实施重测时作业有

瑕疵，否则，即应以重测确定后所为土地标示变更登记所记载之土地面积为准。而同一土地如经地政机关于实施

重测时发现与邻地有界址重叠之情形而经重测后面积减少者，即表示依重测前之土地登记标示之面积为计算基础

而核列归户册之地价总额并不正确，其致土地所有权人因而负担更多税负者，亦应解为系属‘税捐稽征法’第二十

八条所规定之‘因计算错误溢缴之税款’，方与实质课税之公平原则无违。”



价，应内含营业税（第一项）。营业人依第十四条规定计算之销项税额，买受人为营业人者，应与销

售额于统一发票上分别载明之；买受人为非营业人者，应以定价开立统一发票（第二项）。”依其意

旨，该条所定之凭证在民事关系上有收据的意义。依交易习惯，开立收据交付交易相对人时，通常

是收到销售代价时。然“营业税法”所定之销售凭证开立时限表并不皆规定以收款时为开立时限。

其所定之开立时限主要可分三类：买卖类以交货时或收款时先到者为准，劳务类以收款时为准，包

作类中属包工又包料者，以约定之收款时为准。前两者所以如是规定的理由为：在第一种情形，销

售营业人可透过履行抗辩权的行使，确保其价金（货款）债权。所以，以交货时或收款时先到者为

准，规定其凭证之开立时限，尚称相宜。在第二种情形，因劳务债务人（销售营业人），原则上负先

为给付劳务之义务，不能透过履行抗辩权的行使，确保其报酬债权。所以，规定以收款时为准。至

于第三种情形，其立论在形式上，以包工又包料之包作业所负之给付义务的内容，兼含货物及劳务

为基础，规定以前两者之间的时点，以约定之收款时为准。这在形式上虽看似言之成理，但因其与

履行抗辩权之存在基础脱钩，所以该时点可能一般地使销售营业人在收到销售款前，即负开立凭

证，报缴税款的义务。因此带来转嫁的困难。是故，“司法院”释字第６８８号解释：“‘加值型及非加

值型营业税法‘（下称‘营业税法’）之营业人开立销售凭证时限表，有关包作业之开立凭证时限规

定为‘依其工程合约所载每期应收价款时为限’，尚无悖于‘宪法’第七条平等原则及第二十三条比

例原则，而与第十五条保障人民财产权及营业自由之意旨无违。惟营业人开立销售凭证之时限早

于实际收款时，倘嗣后买受人因陷于无资力或其他事由，致营业人无从将已缴纳之营业税，转嫁予

买受人负担，此际‘营业税法’对营业人已缴纳但无从转嫁之营业税，宜为适当处理，以符合营业税

系属消费税之立法意旨暨体系正义。主管机关应依本解释意旨就‘营业税法’相关规定尽速检讨

改进。”希望能够道德劝说，体谅包工又包料之包作业在营业税之转嫁及报缴上的困难，将其开立

销售凭证之时限规定于实际收款时，而非约定应收款时。

（二）归属的问题

关于税捐客体之归属，通常指其对于税捐主体之归属，以决定其纳税义务人或缴纳义务人。此即

税捐客体之人的归属。此种问题发生在夫妻之所得的强制合并报缴、信托财产或孳息之归属、遗产之

孳息对被继承人或继承人之归属、销售关系在“营业税法”上及应税货物在货物税条例上之归属。

由于信托所引起税捐客体对于人之归属的改变，依其意旨，只是法律形式的，没有触及其经济

实质，所以，按其法律形式所为之课征，如影响到其当有之税基及应纳税额，则在信托存续期间，以

受托人为纳税义务人所为之课征，应只具暂缴之性质，必要时，最后仍须依其经济上之实质归属，

以信托人（自益信托）或受益人（他益信托）为纳税义务人，为最后之结算报缴（“所得税法”第３条

之四）。尚有疑问者为：在将自然人对自然人之他益信托，定性为赠与时（“遗产及赠与税法”第５

条之一），其赠与目标及其价值为何？如以信托财产为赠与目标，因其为赠与人之所得税的税后财

产，所以只以信托财产为赠与目标，对信托人课征赠与税。在信托期间，信托财产发生之收入，受

托人应于所得发生年度，按所得类别依本法规定，减除成本、必要费用及损耗后，分别计算受益人

之各类所得额，由受益人并入当年度所得额，依本法规定课税（“所得税法”第３条之四第１项）。盖

信托期间之孳息为信托财产赠与受益人后发生之所得。然如仅以信托财产之孳息为目标，约定他

益信托，则赠与之目标究竟是该信托孳息之股利分配请求权或该股利孳息？如认为是该信托孳息

之股利分配请求权，则应以之为赠与目标，对信托人课征赠与税，而后于该股利发放时，对于受益

人课征所得税。然实务上，以该股利孳息之发放，在为孳息之他益信托的约定时，已明确或可得确

定为理由，认为“尚非信托契约订定后，受托人于信托期间管理受托股票产生之收益”，从而定调：

“委托人以信托形式赠与该部分孳息，其实质与委任受托人领取孳息再赠与受益人之情形并无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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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依实质课税原则，该部分孳息仍属委托人之所得，应于所得发生年度依法课征委托人之综合所

得税；嗣受托人交付该部分孳息与受益人时，应依法课征委托人赠与税”〔１９〕。如果税捐法无禁止

以债权为赠与目标之规定（“遗产及赠与税法”第３条第１项），关于实质课税原则之适用，该函释之

见解便显然勉强。按在以将来实现之股利请求权为目标之他益信托，其信托目标实际上为债权，

而非该债权之目标。所以当将自然人对自然人之他益信托定性为赠与时，在上述情形，应以该股

利分配请求权为赠与目标。

其实，以该信托孳息之股利分配请求权，为赠与目标，税捐稽征机关亦可对信托人及受益人，

恰如其分，课到其分别应纳之税捐：信托人应就该信托孳息之股利分配请求权之价值，负赠与税之

报缴义务；受益人应就其受分配之股利负个人所得税之报缴义务。然拟制该股利已实现于信托人

的结果，该函释认为信托人不但应先就该拟制为实现之股利，负报缴个人所得税之义务；而且应就

其赠与税之税后股利，负报缴赠与税之义务。在这种情形，因受赠与之收入，不构成受赠人之所

得，所以受益人无所得税之报缴义务。该函释关于税捐客体之实现的拟制结果，反而使该税捐客

体及其对于税捐主体之归属的认定，与事实不符，抵触实质课税原则。在税捐规划，这里涉及之课

税事实的发展流程为：由先实现债权，取得股利所得，报缴营利所得之个人所得税，再以其税后所

得为赠与，报缴赠与税；转变为：信托人先以债权为目标赠与，报缴赠与税，而后由受益人以受赠之

债权实现之股利，为其营利所得，报缴个人所得税。由上述说明可见，该函释不但改变税捐客体，

而且也相随改变实际上发生之税捐客体的归属。

规划或安排税捐客体之人的归属，在采累进税率之税目，就该税捐客体，可能改变相关税捐主

体所负之税捐债务的总额，因此有税捐规划上的价值。例如在采累进税率之个人所得税，可能透

过税捐客体（所得）对于人之归属的安排，以分散所得，取得适用较低累进税率之税捐利益。追根

究底，夫妻之所得的强制合并报缴规定之规范目的，即在于使夫妻间之分散所得，失去降低累进税

率的作用。反之，折半乘二制，则以法律明文规定，将夫妻之所得合计后，除以二（折半）为其税基

的方法，使其达到完全分散，再适用其该当之税率，计算夫及妻之应纳所得税额。而后以乘二的方

法，计得夫妻应纳所得税额之总和。这是顺乎人性，透过以法律完全分散夫妻所得的方法，根本消

除夫妻自为可能被论为违法之分散所得的必要，以与人为善，成就征纳双方之和谐的稽征关系。

因为在个人所得税之税制的规划上，财税机关尚可透过税率的调整，确保规划之所得税收，所以就

夫妻之个人所得税，采折半乘二制，其实是惠而不费的税制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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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关于个人签订孳息他益之股票信托相关课税问题，“财政部”１００．０５．０６．台财税字第１０００００７６６１０号函

释：“一、委托人经由股东会、董事会等会议资料知悉被投资公司将分配盈余后，签订孳息他益之信托契约；或委托

人对被投资公司之盈余分配具有控制权，于签订孳息他益之信托契约后，经由盈余分配决议，将订约时该公司累积

未分配之盈余以信托形式为赠与并据以申报赠与税者，该盈余于订约时已明确或可得确定，尚非信托契约订定后，

受托人于信托期间管理受托股票产生之收益，则委托人以信托形式赠与该部分孳息，其实质与委任受托人领取孳

息再赠与受益人之情形并无不同，依实质课税原则，该部分孳息仍属委托人之所得，应于所得发生年度依法课征委

托人之综合所得税；嗣受托人交付该部分孳息与受益人时，应依法课征委托人赠与税。二、上开信托契约相关课

税处理原则如下：（一）综合所得税部分：委托人未申报或短漏报前开孳息者，稽征机关计算委托人应补税额及漏

税额时，除该所得及相对应之扣缴或可扣抵税额应自受益人转正归户委托人外，尚应扣除以各受益人名义溢缴之

税额，加计以各受益人名义溢退之税额，再据以发单补征并依所得税法第１１０条规定办理；各受益人申报地稽征机

关不另就该笔所得之溢缴税款或溢退税款作处理。（二）赠与税部分：除补征短漏税额外，并应依遗产及赠与税法

第４５条规定办理。三、上开信托契约订定日在本令发布日以前者，准予补税免罚。四、上开信托契约订约时已明

确或可得确定之盈余，于受托人交付与受益人前，如委托人主张撤回该部分赠与，参照本部七十八年五月二十九日

台财税第７８０１３９７２２号函及八十年一月三十一日台财税第７９０３１６８５１号函释意旨，应予照准。”



税捐客体除有人之归属的问题外，尚有时的归属、地的归属及事的归属。与税捐客体之时的

归属有关的重要制度为：关于收入或费用在会计上之认列，采权责发生制及现金收付制。另关于

有价证券之投资，选择定性为长期投资或短期投资，或关于营建之损益的实现，采用全部完工法或

完工比例法（工程成本比例法、工时进度比例法、产出单位比例法），皆会影响到其损益之发生时

点。地的归属其在“营业税法”为销售地（“营业税法”第４条），在“所得税法”为所得来源地之认定

问题（“所得税法”第８条）。事的归属在“所得税法”为费用对收入之配合，在“营业税法”为进项税

额对于销项税额之配合问题。

１．合并申报的问题

“所得税法”第１５条规定：“纳税义务人之配偶，及合于第十七条规定得申报减除扶养亲属免税额

之受扶养亲属，有前条各类所得者，应由纳税义务人合并报缴。纳税义务人主体一经选定，得于该申

报年度结算申报期间届满后六个月内申请变更（第一项）。纳税义务人得就其本人或配偶之薪资所得

分开计算税额，由纳税义务人合并报缴。计算该税额时，仅得减除薪资所得分开计算者依第十七条规

定计算之免税额及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其余符合规定之各项免税额及扣除额一律由纳税义务人申

报减除，并不得再减除薪资所得分开计算者之免税额及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第二项）。”此为关于有

法律婚姻关系者之薪资以外所得之所得税的强制合并申报规定。有合于第１７条规定得申报减除扶

养亲属免税额之受扶养亲属，且纳税义务人申报减除该受扶养亲属之免税额者，该受扶养亲属如有第

１４条所定各类所得者，应合并申报。反之，纳税义务人如不申报减除该受扶养亲属之免税额，则该受

扶养亲属如有第１４条所定各类所得，并不强制与纳税义务人之所得合并申报。要之，在无法律婚

之亲属或家属间，关于受扶养亲属之免税额的减除及所得税的合并申报，纳税义务人有选择权。

依前开强制合并申报之规定，纳税义务人及其配偶之薪资以外种类的所得，应合并申报，课征综

合所得税。由于强制合并申报的结果，不但夫妻二人除免税额及薪资所得特别扣除额外之扣除额皆

因申报单位之归并，而少了一份，而且合并申报时，因其加总之税基较之分别申报之税基为大，从而升

高其该当之累进税率。以上两个合并申报的结果，增加强制合并申报之夫妻的应纳所得税额。是故，

该强制合并申报的规定对于应合并申报者之综合所得税有实质不利之影响。此为税法违反量能课税

原则之典型规定。“司法院”大法官虽曾在解释中，要主管机关随时斟酌相关法律及社会经济情况，检

讨改进，〔２０〕惟至今尚无显著成效。这是涉及国家收入之税捐法在合理化上常会遭遇之现象。

有鉴于此，“司法院”经声请，于１０１．０１．２０．在释字第６９６号解释：“‘中华民国’七十八年十二月三

十日修正公布之‘所得税法’第十五条第一项规定：‘纳税义务人之配偶，及合于第十七条规定得申报

减除扶养亲属免税额之受扶养亲属，有前条各类所得者，应由纳税义务人合并报缴。’（该项规定于九

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修正，惟就夫妻所得应由纳税义务人合并报缴部分并无不同。）其中有关夫妻非

薪资所得强制合并计算，较之单独计算税额，增加其税负部分，违反‘宪法’第七条平等原则，应自本解

释公布之日起至迟于届满二年时失其效力。‘财政部’七十六年三月四日台财税第七五一九四六三号

函：‘夫妻分居，如已于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书内载明配偶姓名、身份证统一编号，并注明已分居，分别

向其户籍所在地稽征机关办理结算申报，其归户合并后全部应缴纳税额，如经申请分别开单者，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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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司法院”８２．５．２１．大法官释字第３１８号解释：“‘中华民国’五十二年一月二十九日修正公布之‘所得税

法’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一项，关于纳税义务人应与其有所得之配偶及其他受扶养亲属合并申报课征综合所得税

之规定，就申报之程序而言，与‘宪法’尚无抵触。惟合并课税时，如纳税义务人与有所得之配偶及其他受扶养亲属

合并计算税额，较之单独计算税额，增加其税负者，即与租税公平原则有所不符。首开规定虽已于‘中华民国’七十

八年十二月三十日作部分修正，主管机关仍宜随时斟酌相关法律及社会经济情况，检讨改进。”



按个人所得总额占夫妻所得总额比率计算，减除其已扣缴及自缴税款后，分别发单补征。’其中关

于分居之夫妻如何分担其全部应缴纳税额之计算方式规定，与租税公平有违，应不予援用。”

２．损失对于收入之归属

在营利事业之收入有应税与免税之别的情形，为获取该等收入之成本费用，以及与之有关之

损失、税捐等便有分别归属的必要。另营业收入与非营业收入间也有类似之规范上的考虑。至其

归属的方法有核实归属之直接归属法，及推计归属之比例归属法。〔２１〕 与一切之核实课征的前提

一样，核实归属以相关证据方法之产生与保存为必要。是故，纳税义务人如违反其产生及保存核

实归属所需之证据方法（凭证），税捐稽征机关即取得推计课税的权限，得以间接证据或间接的方

法，决定该成本、费用、损失及税捐对于收入之归属。

３．分公司之所得税义务

在外国公司的情形，其分公司之盈余所构成之所得之所得税的课征，会造成没有机会对该所

得课征相当于个人综合所得税之层次的税捐问题，因此乃有对于外国分公司规定其将盈余上缴总

公司时，应按法定比例扣缴相当于综合所得税之税款。这是“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３８５号解释所

涉案件真正问题之所在。该号解释以所谓不得割裂适用法律为理由，肯认“财政部”之系争函示其

实只是形式上的理由，无涉其实质。〔２２〕其真正之意旨为：在法人之投资，奖励投资条例所减免者

仅是外国分公司或子公司在台之营利事业所得税。至其税后盈余给付总公司或母公司时，就该盈

余构成之营利所得的所得税并不在减免的范围内。是故，在其给付外国总公司或母公司时，应依

外国人在台所得之就源扣缴的规定，扣缴２０％所得税（“所得税法”第７３条第１项前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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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２２〕

“司法院”８８．１２．３．大法官释字第４９６号解释：“‘宪法’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有依法律纳税之义务’，系指

人民有依法律所定要件负缴纳税捐之义务或享减免缴纳之优惠而言。税法之解释，应本于租税法律主义之精神，

依各该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经济上之意义及实质课税之公平原则为之。‘财政部中华民国’五十九年九月二日台

财税发第二六六五六号令及七十七年五月十八日台财税第七七○六五六一五一号函，核发修正奖励减免营利事业

所得税计算公式，乃主管机关为便利征纳双方征缴作业，汇整奖励投资条例及所得税法相关规定所为之释示，其中

规定‘非营业收入小于非营业损失时，应视为零处理’，系为避免产生非免税产品所得亦不必缴税之结果，以期符合

该条例奖励项目之产品其所得始可享受税捐优惠之立法意旨。惟相关之非营业损失，如可直接合理明确定其归属

者，应据以定其归属外，倘难以区分时，则依免税产品销货（业务）收入与应税产品销货（业务）收入之比例予以推

估，始符合租税公平原则。有关机关应依本解释意旨从速检讨修正相关法令，并此指明。”

“司法院”８４．９．８．大法官释字第３８５号解释：“‘宪法’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有依法律纳税之义务，固系指人

民有依据法律所定之纳税主体、税目、税率、纳税方法及纳税期间等项而负纳税义务之意，然课人民以缴纳租税之

法律，于适用时，该法律所定之事项若权利义务相关联者，本于法律适用之整体性及权利义务之平衡，当不得任意

割裂适用。奖励投资条例施行期间内，经依该条例第三条核准受奖励之外国公司，于该条例施行期间届满后，既仍

得继续适用该条例享受租税优惠，自应一并依同条例第十六条第三项之规定，于其税后盈余给付总公司时，扣缴百

分之二十所得税，方符立法原意。‘财政部’八十年九月二十四日台财税字第八○○三五六○三二号对此之函释，

符合上开意旨，与‘宪法’并无抵触。”其解释理由书认为，该“立法意旨系因外国公司在‘我国’境内之分公司既享受

租税减免之优惠，则其税后盈余欲给付总公司时，自应负担上述所得税扣缴之义务，否则，外国公司即得以成立分

公司之方式规避‘我国’税负。故两者系相互关联之规定，要不得割裂适用。兹前述奖励投资条例虽于七十九年十

二月三十一日施行期间届满而失效，惟在该条例施行期间内核准之案件（五年或四年免税），就该个案言，尚不因该

条例施行期间届满而失效，仍继续适用该条例予以奖励，俾保障投资人之权益。是经核准奖励投资之外国公司于

奖励投资条例适行期间届满后，既仍得享受免税优惠，其与此相关联之总公司税负，自应并依同条例第十六条第三

项扣缴所得税，方符原立法意旨。‘财政部’八十年九月二十四日台财税字第八○○三五六○三二号函称：‘如原已

享受及继续享受奖励投资条例租税优惠之外国公司，其在台分公司所产生之相关税后盈余，于八十年以后汇回总

公司时，为期课税公平，仍应依奖励投资条例第十六条第三项规定，按给付额扣缴百分之二十所得税’，乃系本于法

律适用之整体性，不得任意割裂所为之释示，符合上开意旨，与‘宪法’并无抵触。”



４．农地之归属

借用自耕农之名义购买农地时，由于七十八年十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土地税法”第３９条之

二第１项明定：“农业用地在依法作农业使用时，移转与自行耕作之农民继续耕作者，免征土地增

值税。”所以，在该项规定适用期间，引起该农地在土地税法上之归属问题，认为应依其经济实质上

之归属，认定其土地增值税之征免。〔２３〕

所有权之归属，有法律上之形式归属与经济上之实质归属。在通常情形，两者固互相一致。但在信

托的情形，并不一致。因此，在税捐之课征引起究竟应依其法律形式，或依其经济实质，规定其税捐义务

的问题。例如有借用自耕农之名义购买农地时，亦即如有利用信托，由信托人出资，以自耕农为受托人，

购买农地为信托财产，并由受托人耕作时，是否亦有“土地税法”第３９条之二第１项之适用，免征土地增

值税。自信托耕作之外观论，只要受托人自行耕作，已符合该项规定之免征要件。但自土地所有权之

归属的经济实质论，实际受土地所有权之移转者，受移转后，并无自行耕作。衡诸该项规定之意旨，在

扶助自行耕作之农民。借用自耕农之名义购买农地者，应不得依该项规定，免征土地增值税。

５．土地增值所得之归属

土地增值税为特种所得税。就已规定地价之土地，于土地所有权移转时，按其土地涨价总数

额征收之（“土地税法”第２８条）。其“所称有偿移转，指买卖、交换、政府照价收买或征收等方式之

移转；所称无偿移转，指遗赠及赠与等方式之移转”（同法第５条第２项）。土地增值税之纳税义务

人，在土地为有偿移转者，为原所有权人；在土地为无偿移转者，为取得所有权之人（同法第５条第

１项）。所以按其移转之有偿或无偿异其纳税义务人的道理为：土地增值利益，在有偿时，归属于

原所有权人；在无偿时，归属于取得所有权之人。

有疑问者为，在共有土地之分割的情形。实务上不将分割论为交换，〔２４〕所以，“财政部”

７１．３．１８．台财税第３１８６１号函认为：“共有土地分割，不论系法院判决分割或和解或当事人自行协

·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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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３〕

〔２４〕

“司法院”释字第６３５号解释：“‘农业发展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农业用地在依法作农业使用期间，移

转与自行耕作之农民继续耕作者，免征土地增值税。’为资配合，七十八年十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土地税法’第三

十九条之二第一项爰明定：‘农业用地在依法作农业使用时，移转与自行耕作之农民继续耕作者，免征土地增值

税。’农业用地在依法作农业使用时，移转于非自行耕作之人，而以自行耕作之农民名义为所有权移转登记者，不符

‘土地税法’第三十九条之二第一项之上开立法意旨，自应依‘宪法’第一百四十三条第三项及‘土地税法’第二十八

条前段规定，于土地所有权移转时，按其土地涨价总数额征收土地增值税。‘财政部’八十二年十月七日台财税第

八二一四九八七九一号函略谓：‘取得免征土地增值税之农业用地，如经查明系第三者利用农民名义购买，应按该

宗土地原免征之土地增值税额补税。’乃主管机关本于法定职权，就‘土地税法’第三十九条之二第一项规定所为具

体明确之解释性行政规则，该函释认依上开规定得免征土地增值税者，系以农业用地所有权移转于自行耕作之农

民为限，符合前述‘农业发展条例’第二十七条、‘土地税法’第三十九条之二第一项之立法意旨及国家之农业与租

税政策，并未逾越对人民正当合理之税课范围，与法律明确性原则及‘宪法’第七条、第十九条之规定，均无抵触，亦

未侵害人民受‘宪法’第十五条保障之财产权。”

“平均地权条例施行细则”（九十二年十月十五日修正）第６５条规定：“分别共有土地分割后，各人所取得之

土地价值与其分割前应有部分价值相等者，免征土地增值税；其价值减少者，就其减少部分课征土地增值税（第一

项）。共同共有土地分割，其土地增值税之课征，准用前项规定（第二项）。土地合并后，各共有人应有部分价值与其

合并前之土地价值相等者，免征土地增值税。其价值减少者，就其减少部分课征土地增值税（第三项）。前三项土地

价值之计算，以共有土地分割或土地合并时之公告土地现值为准（第四项）。”该条第１项规定未分就有偿无偿加以规

定之漏洞，虽经“司法院”大法官在７１．３．５．释字第１７３号解释之理由书中予以指出，然自该解释后，该施行细则在约

２２年间虽有１１次修正，但皆未利用该等修正机会，填补该漏洞。与该条规定相当之“土地税法施行细则”（九十年六

月二十日修正）第４２条计有５项规定。其第１项规定“土地交换，应分别向原土地所有权人征收土地增值税”。余４

项规定依序与“平均地权条例施行细则”第６５条之４项规定相同。此为违宪审查之解释的实效性问题。



议申请分割，其土地增值税之核课，应依下列规定办理：一、数人共有一笔之土地，其照原有持分

比例计算所得之价值分割者，依‘土地税法施行细则’第四十二条第二项规定，不课征土地增值税。

惟分割后取得之土地，如与原持分比例所算得之价值不等，其属有补偿者，应向取得土地价值减少

者，就其减少价值部分课征土地增值税。如属无补偿者，应向取得土地价值增多者，就其增加价值

部分课征土地增值税，现行‘遗产及赠与税法’第七条及‘土地税法’第五条均有明文规定。”〔２５〕盖

“共有土地办理分割后，各人取得之土地价值，按分割时之公告现值计算，与依原持有比例所算得

之价值不等，而彼此间又无补偿之约定者，依照‘遗产及赠与税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以显著不

相当之代价让与财产，免除或承担债务者，其差额部分’以赠与论，应依法课征赠与税，此时，取得

土地价值增多者，为受赠人，应由税捐稽征机关就其增多部分，课征土地增值税，取得土地价值减

少者，为赠与人，应依法申报赠与税，惟依同法施行细则第十九条规定，前述取得土地价值增多者

所缴纳之土地增值税，得自赠与总额中予以减除”（“财政部”６７．７．２４．台财税第３４８９６号函）。

针对“财政部”后一函示，“司法院”７１．３．５．大法官会议释字第１７３号解释：“土地为无偿移转者，土地

增值税之纳税义务人为取得所有权人，‘土地税法’第五条第一项第二款定有明文。共有土地之分割，共

有人因分割所取得之土地价值，与依其应有部分所算得之价值较少而未受补偿时，自属无偿移转之一

种，应向取得土地价值增多者，就其增多部分课征土地增值税。‘财政部’（六十七）台财税第三四八九六

号函，关于征收土地增值税之部分，与首开规定并无不符，亦难认为与‘宪法’第十九条有所抵触。”〔２６〕

·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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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５〕

〔２６〕

“财政部”７１．３．１８．台财税第３１８６１号函：“二、数人共有相邻之多笔土地，经合并为一笔地号后再办理分割者，

则可照上述有关共有一笔土地之规定办理。三、数人共有相邻之多笔土地，如分割后所取得之土地，非属原共有人所有，

应依照本部六十九年六月四日台财税第三四四七五函释，依‘土地税法施行细则’第四十二条第一项规定，按土地交换分

别向原所有权人征收土地增值税。”“土地税法施行细则”在“司法院”大法官于７１．３．５．做出释字第１７３号解释后，有５次

修正，一样没有利用修正机会填补该漏洞。关于“司法院”大法官之释宪解释的拘束力，请参考法治斌：《违宪司法审查之

效力、拘束力、“表面张力”或“不自量力”？美国法治之应然与实然》，载《宪政时代》第２８卷第３期，第５０页以下；陈春生：

《日本最高法院违宪审查裁判的拘束力》，载《宪政时代》第２８卷第３期，第６７页以下；董保城：《机关权限争议解释之拘束

力》，载《宪政时代》第２８卷第３期，第８８页以下；陈爱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裁判的拘束力》，载《宪政时代》第２８卷第３

期，第９８页以下；李震山：论《“司法院”大法官宪法“疑义解释”与“争议裁判”之拘束力》，载《宪政时代》第２８卷第３期，第

１１７页以下；陈淳文：《法国宪法委员会违宪审查决定之拘束力》，载《宪政时代》第２８卷第４期，第３页以下；萧文生：《法

规违宪解释之拘束力》，载《宪政时代》第２８卷第４期，第３１页以下。

“司法院”７１．３．５．大法官会议释字第１７３号解释之解释理由书进一步指出：“按土地为无偿移转者，土地

增值税之纳税义务人为取得所有权人，‘土地税法’第五条第一项第二款定有明文，同条第二项复规定，所称无偿移

转，指遗赠及赠与等方式之移转，并非以遗赠及赠与为限，此观其下列有‘等方式之移转’六字甚明。共有土地之分

割，系各共有人以其应有部分相互移转而取得分得部分之单独所有权，共有人取得土地之价值超过其应有部分，而

未对于取得土地价值少于其应有部分之共有人补偿者，自属无偿移转之一种，应向取得土地价值增多者就其增多

部分课征土地增值税，以免土地之自然涨价，不能归公。至‘平均地权条例施行细则’第六十五条第一项：‘共有土

地分割者，分割后各共有人取得之土地价值，与依原持有比例所算得之价值相等时，免征土地增值税，但其价值不

等时，应向取得之土地价值减少者，就其减少部分课征土地增值税’及‘土地税法施行细则’第四十二条第二顶：‘共

有土地照原有持分比例计算所得之价值分割者，不征土地增值税。但不依原有持分比例计算所得之价值分割者，

应向取得土地价值减少者，就其减少部分课征土地增值税’各规定，就取得土地价值减少而未受补偿者言，与上开

法律之规定不合，自难适用。‘财政部’（六十七）台财税第三四八九六号函：‘共有土地办理分割后，各人取得之土

地价值，按分割时之公告现值计算与依原持有比例所算得之价值不等，而彼此间又无补偿之约定者，依照‘遗产及

赠与税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以显著不相当之代价让与财产、免除或承担债务者，其差额部分以赠与论，应依法

课征赠与税，此时取得土地价值增多者，为受赠人，应由税捐稽征机关就其增多部分，课征土地增值税。’其理由虽

有未洽，但关于向无偿移转而取得所有权人征收土地增值税之部分，核与‘土地税法’第五条第一项第二款及同条

第二项规定并无不符，自不受上开施行细则规定之影响，亦难认为与‘宪法’第十九条有所抵触。”



６．进口货受让人之关税义务

关税之纳税义务人为收货人、提货单或货物持有人（“关税法”第５条）。这里所称之收货

人、提货单或货物持有人，指在货物进口时通关前，向海关表明与系争货物具有该身份之关系者

而言，〔２７〕而非指在货物通关进口后因受让而持有提货单或货物之人。这在货物经依关税法规

定办理分期缴税或税款记账进口的情形，亦然。在这种情形，为确保与该货物有关之未征的关

税，“关税法”第４９条第２、３项规定“分期缴税或税款记账之进口货物，于关税未缴清前，除强制

执行或经海关项目核准者外，不得转让”。其“经强制执行或项目核准者，准由受让人继续分期

缴税或记账”。后一情形，受让人之所以负缴纳系争关税的缴纳义务，乃基于其与海关间之债务

承担。如无该债务承担的行政契约，海关极其量只得质疑其受让之效力。惟在动产之移转，海

关如未将该条第２项规定之情事适当公示，单纯依该项规定是否已足以对抗善意受让人，非无

疑问。〔２８〕减免关税之进口货物，因转让或变更用途，致与减免关税之条件或用途不符者，原进

口时之纳税义务人或现货物持有人应自转让或变更用途之翌日起三十日内，向原进口地海关按

转让或变更用途时之价格与税率补缴关税。这时现货物持有人所以应负补税的义务，乃基于其

变更用途，而非因受让。在受让的情形，仍应由原进口时之纳税义务人负补税的义务（“关税法”

第４９条第１项）。

就受让未缴清关税之货物或取得其动产抵押权之关税义务，“司法院”７６．６．１９．大法官会议释

字第２１６号解释称：“就关税未缴清之货物取得动产抵押权者，其担保利益自不能存在于该货物未

缴之关税上，此观‘关税法’第三十一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甚明。前司法行政部六十五年十一月

十五日台（六十五）函民字第○九九八二号及六十七年七月廿二日台（六十七）函民字第○六三九

二号函提示执行法院，于拍卖关税记账之进口货物时，应将该货物未缴关税情形，于拍卖公告内载

明，并叙明应由买受人缴清关税，始予点交，此项函示，核与上开法条意旨相符，不属同法第五十五

条第三项规定之范围，既未侵害动产抵押权人之权益，亦为确保关税之稽征所必要，与‘宪法’保障

人民财产权之本旨，并无抵触。”其解释理由并进一步指出：“分期缴税或税款记账之进口货物，于

关税未缴清前，不得转让，其经强制执行或项目核准者，准由受让人继续分期缴税或记账，关税法

第三十一条第二项、第三项规定（按：该二项规定已修正于‘关税法’第四十九条第二、三项）甚明。

依此规定，就未缴清关税之货物取得动产抵押权者，其担保利益自不能存在于该货物未缴之关税

上，其因强制执行而受让该项货物者，如未获准继续分期缴税或记账，自须缴清税款，始可取得

货物。”

该号解释之目标在于厘清前司法行政部６５．１１．１５．台（六十五）函民字第０９９８２号及６７．７．２２．

·４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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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７〕

〔２８〕

“财政部”９１．３．８．台财税字第０９１０４５１１１１号函：“一、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营业税法’（以下简称‘营

业税法’）第二条第二款规定，进口货物之收货人或持有人，为营业税之纳税义务人。同法施行细则第三条规定，

所称进口货物之收货人，指提货单或进口舱单记载之收货人；所称进口货物之持有人，指持有进口应税货物之

人。上开‘营业税法’规定进口货物之纳税义务人，与‘关税法’第五条规定关税纳税义务人为收货人、提货单或

货物持有人相当，故加工出口区区内事业、科学工业园区园区事业、保税工厂、保税仓库及物流中心（以下简称

‘保税业者’）之保税货物，得以保税业者之名义报关，并为纳税义务人，完纳货物进口时应征之进口税、营业税等

各项税费。”

“财政部”８１．１．１６．台财关字第８００４４２４６１号函：“本案车辆如属‘关税法’第三十一条第二项、第三项

之分期缴税或税款记账之进口货物，经动产抵押权人依‘动产担保交易法’第十九条规定揭示公告自行拍卖，且

其公告内容已载明该车辆未缴关税情形，并叙明由买受人缴清关税始予点交者，则该车辆应由买受人缴清关税，

否则应由原进口时之纳税义务人或现货物持有人缴清关税后，始准予涂销禁止移转登记，办理过户登记手续。”



台（六十七）函民字第０６３９２号函是否“侵害动产抵押权人之权益，……违反‘宪法’保障人民财产

权之本旨”。按该函之目的系在利用提示执行法院“于拍卖关税记账之进口货物时，应将该货物未

缴关税情形，于拍卖公告内载明，并叙明应由买受人缴清关税，始予点交”，以防止善意第三人受让

未缴清关税之货物后，主张其无关税负担之信赖保护。

该函示因会使标买者以不含税之较低价格出价，而使系争货物之动产抵押权人认为因此侵害

其担保利益。〔２９〕这涉及关税是否为进口货物之物上负担的问题。其答案显然是否定的。盖虽然

未清缴关税之进口货物原则上不能进入课税区，但只要海关准其未税放行，必须另觅税捐债权之

担保的方法，单纯规定“分期缴税或税款记账之进口货物，于关税未缴清前，除强制执行或经海关

项目核准者外，不得转让”（“关税法”第４９条），仅能禁止关税之原纳税义务人，不能剥夺其善意受

让人之信赖保护的利益，不能保护到善意之动产抵押权人。然善意取得制度所要保护之善意第三

人，应含受让人及担保权人（“民法”第８０１条、第８８６条、第９４８条）。关于关税债权之保护，“关税

法”所以会自满于第４９条第２项及第３项之规定，乃因忽略其相关之民法规定的结果。误以为动

产之善意受让权利或设定担保的信赖保护在税捐法上不适用。基于上述的认识，未税放行之货物

的动产抵押权人行使其抵押权时，自得主张其拍卖物上应无关税之负担。〔３０〕 从而不能说该函示

不“侵害动产抵押权人之权益，……违反‘宪法’保障人民财产权之本旨”。

７．给付利息者之扣缴义务

税捐之缴纳义务人并不限于纳税义务人。一个人可能因为对于纳税义务人负有给付充为税

捐客体之利息的义务，而就该利息之所得税负就源扣缴义务。该扣缴义务以该利息所得之来源地

在“中华民国”境内为基础。利息所得来源地之认定原则：基于费用与收入配合原则，谁可以申报

利息费用，自其年度收入总额减除，以计算其营利事业所得（“所得税法”第２４条第１项前段），即应

认为该利息所得来自该营利事业。盖其在境内申报之结果，增加给付利息者之境内费用，降低其

境内所得。是故，在哪里（境内）申报利息费用，该利息构成之所得即来源于哪里（境内）。不因其

支付对象系外国人或外国厂商而异。因此，“司法院”５５．９．３０．释字第１１６号解释称：“支付国外厂

商分期付款，订有利息者，其利息所得，仍应由扣缴义务人于给付时扣缴应纳税款。”其解释理由

为：“‘中华民国’四十五年一月一日施行之‘所得税法’第八十六条第三款明定所得税款之纳税义

务人，为取得利息人，并不限于自然人，营利事业取得利息，亦不例外。依同法第八十五条第一项

之规定，扣缴义务人仍应扣缴税款，不因取得利息人非自然人，而免除其扣缴之义务，因而支付国

外厂商分期付款，订有利息者，其利息所得，仍应由扣缴义务人于给付时扣缴之。”

按扣缴义务之成立的前提是：系争给付为中华民国来源之所得。所以关于支付利息者之扣缴

义务，应从“该利息为中华民国来源之所得”为出发点论述。而后才以之为基础，建立给付利息者

之扣缴义务。而不适合直接以给付利息者，为扣缴义务人，因此有扣缴义务立论。否则，等于只有

法律主张，而无理由。

８．利息债权在继承的归属

遗产中含有债权者，其在继承事故发生后始发生之利息，应论为继承人之利息所得，课征综合

所得税。惟在继承事故发生前已发生而尚未届清偿期，或虽届清偿期而尚未清偿之利息仍应计入

·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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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

〔３０〕

为保护未税放行之货物的动产抵押权人，应使其在设定动产抵押权前，获悉该货物未税放行，尚未缴纳

关税。简单的方法为：为该关税债权设定动产抵押权，以向后顺位之动产抵押权人公示。

该主张如果有理由，执行法院不得于拍卖关税记账之进口货物时，将该货物未缴关税情形，于拍卖公告

内载明，并叙明应由买受人缴清关税，始予点交。



遗产，课征遗产税。〔３１〕其理由为：属于继承事故发生后的利息，系本金债权在继承事故发生后之

用益的对价，不得从该利息债权之现值的观点，主张将之计入遗产。同理，虽已收取，而其该当之

期间尚未经过之预收利息，亦不应计入遗产。

９．股利债权在继承的归属

与利息债权类似，若遗产中有股权（股票），在继承事故发生后分配之股利，“财政部”６７．１０．５．

台财税字第３６７６１号函释称：“系属继承人之所得，应课征继承人之综合所得税，而不视为被继承

人之遗产。”与利息相较，这虽然看似言之成理，但在股利的情形，实际上有些不同。盖“遗产及赠

与税法”第１０条第１项规定，遗产财产价值之计算，以被继承人死亡时之时价为准。而股权或股票

之时价不论是以每股净值或以证券集中交易市场之收盘价为准，该净值或收盘价中皆含有至继承

事故发生时已发生之盈余的价值在内。此与债权之评价，如以本金为准，实际上与其利息分开的

情形不同。是故，如果没有将继承后第一次分配之股利，按被继承人及继承人持有该股权（股票）

之期间，分别占上次分配股利时起至继承后第一次分配股利时止之期间的比例，分别归属于被继

承人及继承人，以计入遗产或继承人之营利所得。就应归属于被继承人从而计入遗产之股利部

分，在被继承人之遗产价值及继承人之营利所得（股利）的计算，实际上是有重复的。所以，“司法

院”释字第６０８号解释就“财政部”前开函释所持下引论断：“系主管机关基于法定职权，为厘清继

承人于继承事实发生后所领取之股利，究属遗产税或综合所得税之课征范围而为之释示，符合前

述‘遗产及赠与税法’‘所得税法’规定之意旨，不生重复课税问题，与‘宪法’第十九条之租税法律

主义及第十五条保障人民财产权之规定，均无抵触。”尚有检讨余地。

１０．销售关系之归属

销售之归属在“营业税法”上所以产生问题，源自征纳双方就契约当事人之认定基准（以名义

人为准），契约类型之认定，以及无名契约对于有名契约之准用等之认知的差异。例如中介、代销

及经销间，指示给付（金流、物流或信息流）与销售关系之归属，或租赁、经销与隐名合伙间之归类

的认识，无名契约之契约类型的定性及其对于有名契约之附会。以上事实之认定，在征纳双方如

有不同，便会衍生销售在当事人之归属的认知差异。当有差异发生，即使营业人已依其认识，遵守

“营业税法”之规定，开立凭证，自动报缴营业税，税捐稽征机关还是主张，纵使不同的定性，对于应

归属于各纳税义务人之税基及应纳税额皆无影响，还是应以税捐稽征机关关于契约类型之定性为

准，认定其销售关系之类型及其当事人之归属。这在营业税稽征实务上，会导致凭证义务及缴纳

义务之法律形式的认知差异。

例如金店面之业主如不甘于缔结典型之租赁契约，提供店面之用益，交换定额租金，而与名牌

·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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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 “司法院”９４．５．２０．大法官释字第５９７号解释称：“‘宪法’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有依法律纳税之义务。所

谓依法律纳税，系指租税主体、租税客体、税基、税率等租税构成要件，均应依法律明定之。各该法律之内容且应符

合量能课税及公平原则。‘遗产及赠与税法’第一条第一项规定，凡经常居住‘中华民国’境内之‘中华民国’国民死

亡时遗有财产者，应就其全部遗产，依法课征遗产税；又‘所得税法’第十三条及‘中华民国’八十六年十二月三十日

修正前同法第十四条第一项第四类规定，利息应并入个人综合所得总额，课征个人综合所得税。‘财政部’八十六

年四月二十三日台财税第八六一八九三五八八号函释示，关于被继承人死亡日后所滋生之利息，系属继承人之所

得，应扣缴个人综合所得税等语，符合前开‘遗产及赠与税法’与‘所得税法’之立法意旨，与‘宪法’所定租税法律主

义并无抵触，尚未逾越对人民正当合理之税课范围，不生侵害人民受‘宪法’第十五条保障之财产权问题。”该号解

释理由书中，关于继承之利息的范围称：“继承人继承附有利息约定之定期存款者，仅继承约定利息之基本权及继

承发生时已实现之利息，而不及于继承发生后因期间经过所具体发生之利息。”其所谓“已实现之利息”之实现的意

义，当指已发生，而非已收取。



货物之供货商签订合作契约，约定以货物销售额之一定比率为代价，提供其店面之用益权给货物

之供货商时，该合作契约之内容特征与租赁、经销及隐名合伙契约皆不完全相同，成为典型的无名

契约。这时征纳双方如果各执其内容特征之一部分，稽征机关认定为租赁契约，纳税义务人认定

为经销契约或合伙契约，则双方关于销售凭证之开立及报缴之义务人的认知便会有根本的不同。

于是，虽然实际上，按其不同的认知，开立凭证并报缴营业税款，并不使货物供货商及店面业主所

负之营业税有所出入，亦不使国家之营业税收入发生增减，但稽征实务上还是因纳税义务人所认

定之契约类型，与稽征机关所认定者不同，而认定货物供货商及店面业主皆有凭证义务及缴纳义

务之违反。这类问题，目前实务上，一时对于纳税义务人，没有可靠的解决方案。〔３２〕其实，只要不

同之契约类型的选择不增减国家之税捐收入，税捐稽征机关大可不必干预纳税义务人之契约类型

的选择自由，以满足其交易关系之规划的需要。〔３３〕

１１．应税货物之归属

货物税为单阶段之消费税（或销售税）。其应税货物之生产阶段的选择，对于征纳双方皆极重

要。基于货物经数阶段而完成制造的事实，当选择其中一个阶段之货物为应税货物时，自当以该

阶段之制造厂商为该应税货物之归属对象，从而亦当以其为该应税货物之货物税的纳税义务人。

此外，因其系以货物为税捐客体，不适合以单纯提供劳务之制造阶段的产制厂商为纳税义务人。

盖他不是该货物之权利人。勉强为之，在规范规划上，会引起税基之计算基础的规定困难。盖每

一仅提供劳务之加工阶段，其劳务报酬必然仅涵盖其当阶段之加值，而不能包含先前各阶段，更不

能包含往后各阶段之加值。是故，在委托产制厂商供料由受托产制厂商加工制造的情形，即使要

以该阶段之制成品为应税货物，亦应以委托产制厂商为纳税义务人，其货物之价值才能包含至该

产制阶段为止之全部价值。“货物税条例”（下称“本条例”）第２条第１项第２款规定：“货物税于应

税货物出厂或进口时征收之。其纳税义务人如左：……二、委托代制之货物，为受托之产制厂

商。”该规定因与上述事务性质冲突，其规定在适用上自然与事实存在情形格格不入。特别是在该

规定的基础上，税捐稽征机关不肯以受托之产制厂商的加工报酬为其货物税之税基，而要以委托

产制厂商或甚至在辗转委托产制的情形还主张要以其更前手之委托产制厂商对于其经销商之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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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释字第６８５号解释：“‘财政部中华民国’九十一年六月二十一日台财税字第九一○四五三九○

二号函，系阐释营业人若自己销售货物，其销售所得之代价亦由该营业人自行向买受人收取，即为该项营业行为之

销售货物人；又‘行政法院’（现改制为‘最高行政法院’）八十七年七月份第一次庭长评事联席会议决议，关于非交

易对象之人是否已按其开立发票之金额报缴营业税额，不影响销售货物或劳务之营业人补缴加值型营业税之义务

部分，均符合‘加值型及非加值型营业税法’（‘营业税法’于九十年七月九日修正公布名称为‘加值型及非加值型营

业税法’，以下简称‘营业税法’）第二条第一款、第三条第一项、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前段之立法意旨，与‘宪法’第十

九条之租税法律主义尚无抵触。七十九年一月二十四日修正公布之‘税捐稽征法’第四十四条关于营利事业依法

规定应给与他人凭证而未给与，应自他人取得凭证而未取得者，应就其未给与凭证、未取得凭证，经查明认定之总

额，处百分之五罚款之规定，其处罚金额未设合理最高额之限制，而造成个案显然过苛之处罚部分，逾越处罚之必

要程度而违反‘宪法’第二十三条之比例原则，与‘宪法’第十五条保障人民财产权之意旨有违，应不予适用。”

关于像德国《租税通则》第４２条关于契约类型自由之滥用规定的适用目标，皆仅在于使纳税义务人不因

契约类型之选择而减少应纳税额，而不在于施行类型强制，要纳税义务人选择一定之契约类型。请参考犈狀犵犾犻狊犮犺

ｉｎ：犜犻狆犽犲／犔犪狀犵，Ｓｔｅｕｅｒｒｅｃｈｔ，２１．Ａｕｆｌ．，２０１２，§５，Ｒｚ．１１６．“税捐稽征法”第１２条之一第２项规定：“税捐稽征

机关认定课征租税之构成要件事实时，应以实质经济事实关系及其所生实质经济利益之归属与享有为依据。”与

《德国租税通则》第４２条不同，该项规定没有彰显其规范之目的应仅在于：防止纳税义务人因为滥用契约形成自

由，而规避税捐义务或取得税捐优惠，以使其在税捐之负担或优惠之享有上，与其未滥用契约形成自由的情形相

同。而不在于超出此程度，干预纳税义务人之契约形成自由。是故，如果契约类型之选择结果，对于纳税义务人之

税捐负担或优惠没有影响，应不启动《德国租税通则》第４２条。



发价格为受托产制厂商之货物税之税基时，更显现其不合理。盖一方面该批发价格不是受托产制

厂商之加工报酬，另一方面依交易习惯，受托产制厂商亦不可能或无权探悉该批发价格。然不但

税务稽征实务上，含“司法院”之释宪解释皆单纯以法律规定已明确为理由，认为该款规定与法律

明确性原则尚无违背。〔３４〕问题是：税捐法之规定不是只要内容明确便合宪，其规定内容还必须符

合量能课税原则及实践上的合理性。

１２．生前之赠与税的归属

被继承人生前为赠与，而其赠与税至继承事故发生时，尚未征起者，并不因继承事故之发生，

而使继承人当然成为该赠与税之纳税义务人。该赠与税债务为“遗产及赠与税法”第１７条第１项

第８款所定“被继承人死亡前，依法应纳之各项税捐”，应自遗产总额中扣除，免征遗产税。亦即该

赠与税依然以被继承人为其纳税义务人，只是因被继承人死亡，必须改由有报缴其遗产之遗产税

义务者代为处理。这当中依前开规定，该赠与税额固当从遗产总额中扣除，免征遗产税，但该赠与

税额仍应向该管稽征机关缴纳。继承人如因继承，而就被继承人所负赠与税，有以遗产清偿的义

务，则其法律地位的性质类似于清算人，而非债务人。是故，“司法院”释字第６２２号解释称：“最高

行政法院九十二年九月十八日庭长法官联席会议决议关于被继承人死亡前所为赠与，如至继承发

生日止，稽征机关尚未发单课征赠与税者，应以继承人为纳税义务人，发单课征赠与税部分，逾越

上开‘遗产及赠与税法’第十五条之规定，增加继承人法律上所未规定之租税义务，与‘宪法’第十

九条及第十五条规定之意旨不符，自本解释公布之日起，应不予援用。”盖如直接以继承人为该赠

与税之纳税义务人，有以法院之决议改变法律所定之纳税义务人的情形，这有违“宪法”第十九条

所定之税捐法定主义（租税法律主义）。至于“遗产及赠与税法”第１５条第１项规定：“被继承人死

亡前二年内赠与下列个人之财产，应于被继承人死亡时，视为被继承人之遗产，并入其遗产总额，

依本法规定征税：一、被继承人之配偶。二、被继承人依‘民法’第一千一百三十八条及第一千一

百四十条规定之各顺序继承人。三、前款各顺序继承人之配偶。”其意义为：该赠与财产既并入其

遗产总额，课征遗产税，则系争赠与之赠与税不论征起与否，皆当因充为其税捐客体之赠与，经该

项规定拟制为消灭，而消灭。其已征起者，应予退还。惟实务上将该增与税款留抵该赠与财产并

入其遗产总额时所生之遗产税。由于现行“赠与及遗产税法”对赠与税及遗产税皆采单一税率，且

同为１０％，所以，将被继承人死亡前两年内赠与法定继承人之财产，视为被继承人之遗产的意义等

于：就生前赠与，最多剥夺被继承人死亡前两年，依“遗产及赠与税法”第２２条，本来享有，每年得

自赠与总额中减除免税额２２０万元之利益。其实，如果要比较公平地规范赠与税之免税额的问

题，应在该法中将历年赠与总额之免税额与遗产总额之免税额并计。例如规定在生存期间未耗尽

之赠与总额的免税额，得用来减除遗产总额。这样可以降低一个人在生前费心安排赠与的需要，

征纳两便，并缓和对未于生前安排赠与者之不公平。〔３５〕

１３．配偶遗产之归属

“民法”第１０３０条之一第１项规定：“法定财产制关系消灭时，夫或妻现存之婚后财产，扣除婚

·８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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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释字第６９７号解释：“‘货物税条例’（下称‘本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二款规定：‘货物税于应税

货物出厂或进口时征收之。其纳税义务人如左：……二、委托代制之货物，为受托之产制厂商。’与法律明确性原

则尚无违背。惟于委托多家厂商分工之情形，立法机关宜考虑产制之分工、制程及各种委托制造关系，明定完成应

税货物之产制阶段，作为认定受托产制厂商之依据，适时检讨相关规定改进之。”

由于生前赠与有分散所得来源的作用，所以即使规定将赠与总额之免税额与遗产总额之免税额并计，生

前赠与还是有豁免自赠与后至死亡时该赠与财产之孳息的赠与税意义。



姻关系存续所负债务后，如有剩余，其双方剩余财产之差额，应平均分配。”此即夫妻剩余财产分配

请求权。法定财产制关系如因配偶之一方死亡而消灭，则因夫妻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之行使结

果，可能使遗产总额视情形有所增减：死亡配偶财产较多时，因此减少；死亡配偶财产较少时，因此

增加。不过，在后一情形，因死亡配偶已不能行使夫妻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而不会发生。至于在

第一种情形，因其行使之结果会降低遗产总额，减少应纳遗产税额，所以关于可供分配之夫妻剩余

财产究竟有多少，税捐稽征机关便可能有意见。从而引起与行使夫妻剩余财产分配请求权有关之

遗产税的税务争讼。

在“民法”第１０３０条之一新制定生效初期，更因为该条规定对于法定财产制发生在修订前，而

死亡在修订后之适用，是否可主张及于生效前后之全部婚后取得财产，而产生遗产总额之争议。

对于该争议，“司法院”释字第６２０号解释称：“夫妻于上开‘民法’第一千零三十条之一增订前结

婚，并适用联合财产制，其联合财产关系因配偶一方死亡而消灭者，如该联合财产关系消灭之事

实，发生于七十四年六月三日增订民法第一千零三十条之一于同年月五日生效之后时，则适用消

灭时有效之增订民法第一千零三十条之一规定之结果，除因继承或其他无偿取得者外，凡夫妻于

婚姻关系存续中取得，而于联合财产关系消灭时现存之原有财产，并不区分此类财产取得于七十

四年六月四日之前或同年月五日之后，均属剩余财产差额分配请求权之计算范围。生存配偶依法

行使剩余财产差额分配请求权者，依‘遗产及赠与税法’之立法目的，以及实质课税原则，该被请求

之部分即非属遗产税之课征范围，故得自遗产总额中扣除，免征遗产税。”

（三）税基

税基为税捐客体依法数量化下来之结果。其计算之规定如有不依实际之事实，自与核实课税

原则及量能课税原则有违。关于所得税，其税基之计算首先应符合净额原则，不可误将收入当所

得（“所得税法”第１４条、第２４条）。配合净额原则，另有费用对于收入之配合原则。其次为在个人

所得税并应符合主观净额原则（“所得税法”第１７条）。特别是为保障个人及其受扶养亲属之生

存，以及发展之所需，应肯认适额之免税额及扣除额。当税捐客体中有金钱以外之目标，其评价应

合理。再则，不但在所得税，而且在营业税，其所谓非常规交易之调整，应限于关系人（关系企业）

间之交易或投资，不宜蔓延过广，干预纳税义务人顺应市场形势之定价自由。此外，在营业税，进

项税额对于销项税额之扣除，论其实质，在加值型营业税，亦具有与税基之扣除，以保障只对“加

值”课税之相同的意义。

１．将费用转为其他收入

“所得税法施行细则”第８２条第３项及“营利事业所得税查核准则”第１０８条之一规定：“营利

事业账载应付未付之费用或损失，逾二年而尚未给付者，应转列其他收入科目，俟实际给付时，再

以营业外支出列账。”因为该应付未付之费用或损失，至少在其消灭时效期间经过前，不因其未付，

而对于其债权人可生免除债务之效力。所以上开规定以“营利事业账载应付未付之费用或损失，

逾二年而尚未给付”为要件，要营利事业将该账载应付未付之费用或损失，逾二年而尚未给付者，

转列其他收入科目，与营利事业在权责发生制下，实际发生之费用或损失不符，增加营利事业当年

度之所得及应纳税额。上开规定以施行细则及“营利事业所得税查核准则”为依据，固有逾越“所

得税法”之授权，违反“宪法”第１９条租税法律主义之情事。但因其所涉实体问题为不核实核定营

利事业当年度之所得及应纳税额，亦违反量能课税原则（核实课征原则），所以纵使以“所得税法”

为其依据，亦当因违反“宪法”第１５条关于财产权之保障及第２３条所定之比例原则，而违宪。“司

法院”９８．０４．０３．释字第６５７号解释，以“上开规定关于营利事业应将账载逾二年仍未给付之应付

费用转列其他收入，增加营利事业当年度之所得及应纳税额，显非执行法律之细节性或技术性事

·９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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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且逾越‘所得税法’之授权”为理由，宣告其“违反‘宪法’第十九条租税法律主义，应自本解释公

布之日起至迟于一年内失其效力”。似乎认为，如以“所得税法”为其依据，相同规范内容即不违

宪。这样的看法并不妥当。所幸响应本号解释，立法机关于２０１１．０１．２６．已正确地在“所得税法”

第２４条增定第２项规定：“营利事业账载应付未付之账款、费用、损失及其他各项债务，逾请求权时

效尚未给付者，应于时效消灭年度转列其他收入，俟实际给付时，再以营业外支出列账。”圆满解决

这个问题。

２．设算应收而未收之利息收入

“财政部”于“中华民国”八十一年一月十三日修正发布之“营利事业所得税查核准则”第３６条

之一第２项规定，公司之资金贷与股东或任何他人未收取利息，或约定之利息偏低者，应按当年１

月１日所适用台湾银行之基本放款利率计算利息收入课税。稽征机关依该项规定，就公司资金贷

与股东或他人而未收取利息等情形，径予设算利息收入，课征营利事业所得税。

因“上开查核准则之订定，并无‘所得税法’之明确授权；其第三十六条之一第二项拟制设算利

息收入之规定，亦欠缺法律之依据，纵于实务上施行已久，或有助于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减少稽征

成本，甚或有防杜租税规避之效果，惟此一规定扩张或拟制实际上并未收取之利息，涉及租税客体

之范围，并非稽征机关执行‘所得税法’之技术性或细节性事项，显已逾越‘所得税法’之规定，增加

纳税义务人法律所无之租税义务”，所以“司法院”９７．１０．３１．释字第６５０号解释称，上开规定“与

‘宪法’第十九条规定之意旨不符，应自本解释公布之日起失其效力”。其理由为：“‘所得税法’九

十二年一月十五日修正公布时，于第八十条增订第五项：‘稽征机关对所得税案件进行书面审核、

查账审核与其他调查方式之办法，及对影响所得额、应纳税额及税额扣抵计算项目之查核准则，由

“财政部”定之。’明文授权‘财政部’订定查核准则。……赋予订定营利事业所得税查核准则之法

源依据，其范围包括‘对影响所得额、应纳税额及税额扣抵计算项目’之查核，惟该项规定之目的，

仅为授权稽征机关调查及审核所得税申报是否真实，以促进纳税义务人之诚实申报，并未明确授

权‘财政部’发布命令对营利事业径予设算利息收入。是‘营利事业所得税查核准则’第三十六条

之一第二项有关设算利息收入之规定，并未因‘所得税法’第八十条第五项之增订，而取得明确之

授权依据，与租税法律主义之要求仍有未符，并此指明。”

回应释字第６５０号解释，于２００９．０５．２７．新增“所得税法”第２４条之三第２项规定：“公司

之资金贷与股东或任何他人未收取利息，或约定之利息偏低者，除属预支职工薪资者外，应按资

金贷与期间所属年度一月一日台湾银行之基准利率计算公司利息收入课税。”其立法理由为：

“涉及人民缴纳税捐之客体，应以法律或由法律明确授权之命令加以定之，方符租税法律主义。

有关营利事业拟制设算利息收入，已涉及人民缴纳税捐之客体，爰予明定课税依据，以符合租税

法律主义。”

本号解释所涉事实，依其资金之贷与对象与公司之关系，分别有隐藏之盈余的分配，或隐藏薪

资或报酬之支出的问题。该设算之利息收入，如当成隐藏之盈余的分配支出，该公司不得计入费

用；如当成隐藏之薪资或报酬支出，该公司得计入费用。取得该隐藏支出之利益者，视情形，有股

利、薪资或报酬构成之所得。在隐藏之盈余分配的情形，公司如依股东之指示而向第三人给付，仍

以为指示之股东为取得该隐藏之盈余分配利益者。该向第三人给付对于该股东及第三人之税法

上的意义，视该股东所以为向第三人给付之指示的原因关系而定。该原因关系可能是为赠与、清

偿债务或信托目的而为指示。〔３６〕在“所得税法”上，如不进一步规范其隐藏之盈余分配，薪资或报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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酬的支付事实，在设算公司有该利息收入之后，最终不能妥当解决因此产生之税务会计与财务会

计之落差的问题。

３．核实认定销售额

在营业税之课征，纳税义务人为操控税基（销售额）之计算，往往巧立名目。为对抗此种脱法

行为，税捐稽征机关必须按其与销售有关之收入的实质，认定其是否属于销售额的一部分，而不得

拘泥于纳税义务人使用之收费名目。高尔夫球证之销售营业人将其收费名目分割为球证费、保证

金及入会费，并主张保证金及入会费不是销售收入，以缩小其销售求证之营业税的税基：销售额。

这是此类问题之重要例证。〔３７〕

４．核实认定遗产或赠与物之价值

关于遗产或赠与物价值之计算的基准日，“遗产及赠与税法”第１０条曾规定，以被继承人死

亡时之时价为准。但逾期申报遗产税者，如逾期申报日之时价，较死亡日之时价为高者，以较高

者为准。“司法院”８１．１２．２３．大法官会议释字第３１１号解释认为，该规定“固以杜绝纳税义务人

取巧观望为立法理由，惟其以遗产涨价后之时价为遗产估价之标准，与同法第四十四条之处罚

规定并列，易滋重复处罚之疑虑，应从速检讨修正”。这是关于税基之计算，纵使以法律定之，亦

应核实为之的明确看法。基于该号解释，“遗产及赠与税法”第１０条后来修正为“遗产及赠与财

产价值之计算，以被继承人死亡时或赠与人赠与时之时价为准；被继承人如系受死亡之宣告者，

以法院宣告死亡判决内所确定死亡日之时价为准（第一项）。本条修正前发生死亡事实或赠与

行为之案件，于本条修正公布生效日尚未核课或尚未核课确定者，其估价适用前项规定办理

（第二项）。第一项所称时价，土地以公告土地现值或评定标准价格为准；房屋以评定标准价

格为准（第三项）”。上开规定之修正显示“司法院”之释宪解释对于税法之合理化的积极

作用。

５．核实认定减免税之客体的范围

“税捐法”规定按税捐客体之使用类别分别适用不同税率者，在实务上必须就税捐客体之实际

使用情形，认定其是否得适用较优惠之税率。这是自实质课税原则延伸之核实课征原则的体现。

·１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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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７〕 “司法院”８９．４．７．大法官释字第５００号解释称：“‘营业税法’第一条规定，在‘中华民国’境内销售货物

或劳务，均应依本法规定课征营业税。又涉及租税事项之法律，其解释应本于租税法律主义之精神，依各该法律

之立法目的，衡酌经济上之意义及实质课税之公平原则为之，亦经本院释字第四二〇号解释在案。‘财政部’七

十九年六月四日台财税字第七九〇六六一三〇三号函释示：‘高尔夫球场（俱乐部）向会员收取入会费或保证金，

如于契约订定届满一定期间退会者，准予退还；未届满一定期间退会者，不予退还之情形，均应于收款时开立统

一发票，课征营业税及娱乐税。迨届满一定期间实际发生退会而退还入会费或保证金时，准予检附有关文件向

主管稽征机关申请核实退还已纳税款。’系就实质上属于销售货物或劳务代价性质之‘入会费’或‘保证金’如何

课税所为之释示，并未逾越‘营业税法’第一条课税之范围，符合课税公平原则，与上开解释意旨无违，于‘宪法’

第七条平等权及第十九条租税法律主义，亦无抵触。”“财政部”该号函释的道理立基于，既因销售而有收入，则在

其理不易明时，暂以该收入之实质的归属状态为准，课征营业税。待事后有事实证明营业人已不再享受该收入

之实质利益，始予退还。其实，这种课税事实亦非不能在发生时，即按其实质究竟是否真正属于保证金或入会费

定其税捐效力。为保证金者，除应与拟担保之债务在数额上有适当的比例关系外，该保证金债权人不得动支；为

入会费者，球证购买人应因此取得含表决权及盈余分配请求权之会员权。如不符合上述实质要件，该保证金及

入会费不但自始皆应认定为球证销售收入的一部分，而且除非系争高尔夫球证的销售后来发生销货退回的情

事，也无所谓事后因退会而再予退还营业税的道理。关于高尔夫球证之保证金与入会费的营业税，请参考黄茂

荣：《税捐法专题研究（各论部分）》，台湾植根法学丛书编辑室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７８～１８０页。另如该以保证金名

目收受之款项确为保证金，则其在担保期间所生利息，尚应按其属于担保权人或担保人，分别向其课征相关税捐

（例如营业税及所得税）。



行政机关为认定应适用优惠税率之客体范围所做之解释只要不违反事务之实质，自无抵触母法的

问题。就此，关于神坛是否属于住宅，“司法院”８７．７．１０．大法官释字第４６０号解释采否定的见

解。〔３８〕但仍不因此而可谓该不违反母法之行政解释对于法院有拘束力。

６．亏损之扣抵

按在营利事业所得之计算上所以有亏损之扣抵问题，乃因税捐会计年度之人为划分的结果。

鉴于营利事业在不同年度常互有盈亏，所以，不准或过度严格限制其他年度之亏损扣抵有盈余年

度之所得，并不是一个符合实质课税或量能课税原则之合理的税制。对此，“所得税法”第３９条规

定：“以往年度营业之亏损，不得列入本年度计算。但公司组织之营利事业，会计账册簿据完备，亏

损及申报扣除年度均使用第七十七条所称蓝色申报书或经会计师查核签证，并如期申报者，得将

经该管稽征机关核定之前十年内各期亏损，自本年纯益额中扣除后，再行核课（第一项）。本法‘中

华民国’九十八年一月六日修正之条文施行前，符合前项但书规定之公司组织营利事业，经稽征机

关核定之以前年度亏损，尚未依法扣除完毕者，于修正施行后，适用修正后之规定（第二项）。”关于

以往年度亏损扣除，在年度范围之限制有渐次加长的发展趋势。在本次修正前之限制为：“五年内

各期亏损。”

关于亏损之扣抵，该条但书虽有将之缓和的规定，但“财政部”认为该但书规定不适用于公司

合并前发生之亏损。〔３９〕该见解并为“司法院”８６．５．９．大法官释字第４２７号解释所采。〔４０〕

基于主体之同一性，从形式而论：在吸收合并，存续公司至少可以扣除其自己在合并前

已发生之亏损；在新设合并，则一概不得扣除。但从实质而论，参与合并之公司移转于存续或

新设公司之资产对于合并后公司之盈余皆会有正面，移转之负债皆会有负面的贡献。假设后

来存续或新设公司在合并后有盈余，则应论功行赏，容许其用来扣除合并前之亏损，方始合

理。然因要分别计算该正面或负面之贡献极其复杂，不符稽征经济原则的要求，所以应另寻

适当的标准。比较简易而又通常可靠的标准为：按参与合并之各该公司的全体股东分别占

合并后之公司发行股份的比例，计算合并后公司的盈余应归属于各该参与合并之公司的比例

及其应归属之盈余数额，然后容许在该盈余数额的限度内，扣除其如无合并本来可以扣除之

亏损。

关于公司合并时，其参与合并公司之亏损的扣除权，在九十一年一月十五日三读通过之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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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８〕

〔３９〕

〔４０〕

“司法院”８７．７．１０．大法官释字第４６０号解释：“‘土地税法’第六条规定，为发展经济，促进土地利用，增

进社会福利，对于宗教及合理之自用住宅等所使用之土地，得予适当之减免；同条后段并授权由行政机关订定其减

免标准及程序。同法第九条虽就自用住宅用地之定义设有明文，然其中关于何谓‘住宅’，则未见规定。”“财政部”

“中华民国”７２．３．１４．台财税字第３１６２７号函所称“地上建物系供神坛使用，已非‘土地税法’第九条所称之自用‘住

宅’用地，乃主管机关适用前开规定时就住宅之含义所为之消极性释示，符合‘土地税法’之立法目的且未逾越住宅

概念之范畴，与‘宪法’所定租税法定主义尚无抵触。又前开函释并未区分不同宗教信仰，均有其适用，复非就人民

之宗教信仰课予赋税上之差别待遇，亦与‘宪法’第七条、第十三条规定之意旨无违”。

关于公司之合并及其亏损的扣除权，请参考黄茂荣：《税法总论（第一册）》，台湾植根法学丛书编辑室

２００５年版，第６８１页以下。

“司法院”８６．５．９．大法官释字第４２７号解释：“营利事业所得之计算，系以其本年度收入总额减除各项成

本费用、损失及税捐后之纯益额为所得额，以往年度营业之亏损，不得列入本年度计算，‘所得税法’第二十四条第

一项及第三十九条前段定有明文。同法第三十九条但书旨在建立诚实申报纳税制度，其扣除亏损只适用于可扣抵

期间内未发生公司合并之情形，若公司合并者，则应以合并基准时为准，更始计算合并后公司之盈亏，不得追溯扣

抵合并前各该公司之亏损。‘财政部’中华民国六十六年九月六日台财税字第三五九九五号函与上开法条规定意

旨相符，与‘宪法’并无抵触。至公司合并应否给予租税优惠，则属立法问题。”



“企业并购法”〔４１〕第３８条规定：“公司合并，其亏损及申报扣除年度，会计账册簿据完备，均使用

‘所得税法’第七十七条所称之蓝色申报书或经会计师查核签证，且如期办理申报并缴纳所得税额

者，合并后存续或新设公司于办理营利事业所得税结算申报时，得将各该参与合并之公司于合并

前经该管稽征机关核定尚未扣除之前五年内各期亏损，按各该公司股东因合并而持有合并后存续

或新设公司股权之比例计算之金额，自亏损发生年度起五年内从当年度纯益额中扣除（第一项）。

公司与外国公司合并者，合并后存续或新设之公司或外国公司在中华民国境内设立之分公司，得

依前项规定扣除各参与合并之公司或外国公司在中华民国境内设立之分公司合并前尚未扣除之

亏损额（第二项）。公司分割时，既存或新设公司，得依第一项规定，将各参与分割公司分割前尚未

扣除之亏损，按股权分割比例计算之金额，自其纯益额中扣除。既存公司于计算可扣除之亏损时，

应再按各参与分割公司之股东分割后持有既存公司之股权之比例计算之（第三项）。”该条规定之

内容已基本上依从实质课税原则，从实质的观点归属相关的亏损，肯认其扣除权。〔４２〕这是一个进

·３９·

黄茂荣：核实课征原则之实践及其司法审查

〔４１〕

〔４２〕

企业并购法规范之并购并不限于公司之合并，还包含以股份为对价购买他公司之主要营业或资产的情

形。并购之典型为合并。其特征在于消灭被并购之公司的权利能力。以仅购买他公司之主要营业或资产为方法

的并购要成其为并购，必须主要以并购公司之有表决权股份作为支付被并购公司之营业或财产的对价。此种并购

虽非典型之合并，但具有与合并类似的作用。所以下述规定给予相当于合并之优惠：第３９条：“公司让与全部或主

要之营业或财产予他公司，取得有表决权之股份达全部交易对价百分之八十以上，并将取得之股份全数转予股东

者，其因让与营业或财产而产生之所得，免征营利事业所得税；其因而产生之损失，亦不得自所得额中减除（第一

项）。前项所称主要之营业，指让与营业之最近三年收入达各该年度全部营业收入之百分之五十以上者；所称主要

之财产，指让与财产达移转时总财产之百分之五十以上者（第二项）。公司分割并将取得之股份全数转予股东者，

其因而产生之所得，免征营利事业所得税；其因而产生之损失，亦不得自所得额中减除（第三项）。”第３４条所定“公

司依第二十七条至第二十九条规定收购财产或股份，而以有表决权之股份作为支付被并购公司之对价，并达全部

对价百分之六十五以上，或进行合并、分割者，适用下列规定：一、所书立之各项契据凭证一律免征印花税。

二、取得不动产所有权者，免征契税。三、应纳之证券交易税一律免征。四、其移转货物或劳务，非属营业税之课

征范围。五、公司所有之土地，经申报审核确定其土地移转现值后，即予办理土地所有权移转登记。其依法由原

土地所有权人负担之土地增值税，准予记存于并购后取得土地之公司名下；该项土地再移转时，其记存之土地增值

税，就该土地处分所得价款中优先于一切债权及抵押权受偿（第一项）。依前项第五款规定记存土地增值税后，收

购公司于收购土地完成移转登记日起三年内，转让该对价取得之股份致持有股份低于原收购取得对价之百分之六

十五时，被收购公司应补缴记存之土地增值税；该补缴税款未缴清者，应由收购公司负责代缴（第二项）。”鉴于第３４

条第１项第５款规定系争土地之土地增值税，准予记存于并购后取得土地之公司名下，而同条第２项规定系以收

购公司之行为作为被收购公司应补缴记存之土地增值税的要件，由此可见该条第２项之规定并不合理。合理的规

定应是：直接以收购公司为代缴义务人，优先于被收购公司，负补缴该记存之土地增值税的义务。

与亏损之归属或继受类似者为被合并公司原享有之税捐优惠的继受问题。对此，“财政部”赋税署７７．

１０．１２．台税一发第７７０５８１４１９号函释示：“三、‘奖励投资条例’第十条规定之投资抵减奖励系政府为因应经济萧条

刺激经济景气复苏之短期措施，历次‘行政院’核定之投资抵减办法，均订有该机器设备不得于三年内转售、退货或

报废及必须安装于自己厂房等限制，所抵减者亦以事业本身应纳营利事业所得税额为限，均以事业继续经营为适

用之要件。是故生产事业因合并而消灭，其未抵减余额，不得由合并后存续公司承受。”“企业并购法”第３７条规

定：“公司进行合并、分割或依第二十七条及第二十八条规定收购，合并后存续或新设公司、分割后既存或新设公

司、收购公司得分别继续承受合并消灭公司、被分割公司或被收购公司于并购前就并购之财产或营业部分依相关

法律规定已享有而尚未届满或尚未抵减之租税奖励。但适用免征营利事业所得税之奖励者，应继续生产合并消灭

公司、被分割公司或被收购公司于并购前受奖励之产品或提供受奖励之劳务，且以合并后存续或新设之公司、分割

后新设或既存公司、收购公司中，属消灭公司、被分割公司或被收购公司原受奖励且独立生产之产品或提供之劳务

部分计算之所得额为限；适用投资抵减奖励者，以合并后存续或新设公司、分割后新设或既存公司、收购公司中，属

合并消灭公司、被分割公司或被收购公司部分计算之应纳税额为限（第一项）。依前项规定得由公司继续承受之租

税优惠，应符合相关法令规定之奖励条件及标准者，公司于继受后仍应符合同一奖励条件及标准（第二项）。为加

速产业结构调整，鼓励有盈余之公司并购亏损之公司，偿还并购时随同移转积欠银行之债务，‘行政院’ （转下页）



步的立法。这样一个规定内容其实是依实质课税原则本来即应有的规范内容。当现行法无明文

规定，而行政规则有违反实质课税原则之意旨的函释，且经税捐稽征机关据为否准纳税义务人之

扣除主张时，应正是司法机关为纳税义务人伸张税捐正义，彰显税捐建制之基本原则，维护“宪法”

保障人民财产权之任务的时候。把这样一个神圣的任务谦让于立法机关，其实并不符合实质法治

国家的精神。甚至是否符合形式法治国家的精神也不是毫无疑问的。盖有所得固当课征所得税，

但没有所得而对人民课征所得税，一样是非依法课税。“所得税法”第３９条关于亏损之扣除的限

制应从这个观点再予检讨。惟公司在合并如有违反营业常规之安排者，依“企业并购法”第４２条，

稽征机关为正确计算相关纳税义务人之所得额及应纳税额，得报经主管机关核准，按交易常规或

依查得资料予以调整。〔４３〕〔４３〕

７．货物税完税价格之计算

将应课货物税之货物运至买受人之运费由制造工厂负担者，在货物税之完税价格的计算，其

出厂价格是否应含运费，为货物税之税基计算上的重要问题。对此，“货物税条例”第３条第１款原

来有完税价格为未经含有税款及运费之出厂价格的规定，然“司法院”５８．０２．２１．大法官会议释字

第１２６号解释如何导出“其无市场批发价格，而由产制厂商所支出之运费已包含于出厂价格之内

者，其完税价格，自不得扣除是项运费计算课征”的结论，并不明白。其解释理由书所谓“新税货物

无市场批发价格，而由产制厂商自行支出之运费，已包含于出厂价格之内者，与市场批发价格内由

批发商支出之运费，显有不同，其完税价格，自不得将此项运费予以扣除”的论理尚难支持前述结

论。盖运费之负担的约定为产制厂商在具体交易之个别的约定，不但在不同产制厂商间，而且对

于不同之交易相对人皆可能有不同之约定。而关于货物税之税基（完税价格），与营业税不同，并

不适合对于不同产制厂商，而且不适当对于不同交易相对人，有不同之计算基础，以维持货物税之

课征的中立性。〔４４〕这是为何应课货物税之货物运至买受人之运费由产制厂商负担者，该运费应

自其完税价格扣除的道理。至今“最高行政法院”９１．５．２３．九十一年度判字第７７５号判决还认为：

“按原判决已认定被上诉人系依‘货物税条例’第十三条第一项规定认为应税货物之完税价格应包

括该货物之包装从物价格，因而认定系争运费、佣金及服务费均应包含于委托厂商销售价格之内，

于法尚无不合，上诉人认为上开规定不应将系争运费、佣金及服务费包含于销售货物之完税价格

云云，本不足相信，至多仅能视为上诉人主观法律见解之歧义。”是有点让人感到意外。在该判决

所示案件中，纳税义务人虽然已在发票中明白将运费与货价分别标明开立凭证，但就运费部分，还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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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

〔４３〕

〔４４〕

（接上页）得订定办法在一定期间内，就并购之财产或营业部分产生之所得，免征营利事业所得税（第三项）。亏损

公司互为合并者，比照前项规定办理（第四项）。第三项及第四项免征营利事业所得税之一定期间，适用条件及办

法，由‘行政院’定之（第五项）。”由上述规定可见，在并购时，“企业并购法”对于税捐优惠之继受亦有所放宽。

“企业并购法”第４２条：“公司与其子公司相互间、公司或其子公司与国内、外其他个人、营利事业或教

育、文化、公益、慈善机关或团体相互间，有关收入、成本、费用及损益之摊计，有以不合交易常规之安排，规避或减

少纳税义务者；或有藉由股权之收购、财产之转移或其他虚伪之安排，不当为他人或自己规避或减少纳税义务者；

稽征机关为正确计算相关纳税义务人之所得额及应纳税额，得报经主管机关核准，按交易常规或依查得资料予以

调整。但公司与其持有达已发行股份总数百分之百在‘中华民国’境内设立之子公司间之交易，不在此限（第一

项）。公司或其子公司经稽征机关依前项规定调整其所得额及应纳税额者，当年度不得适用前条合并申报营利事

业所得税之规定（第二项）。”

这里所谓货物税之课征的中立性，系指其税基之计算不适当因买卖双方约定运费“由寄件人负担”或“由

收件人负担”而异。其道理是：以出厂价格为准时才能对于不同之交易相对人客观划一货物税之税基。这与“关

税法”第２５条第１项第５款规定运至输入口岸之运费应计入关税之完税价格者不同。盖进口货在货物通关进口

时，国产在出厂时进入市场。以至进入市场时之全部成本为完税价格，正是两者依其事理应当相同之处。



是由于主观法律见解之歧义，而除被课以货物税外，并被处以漏税罚。其补税送罚是否允当，皆值

得深入检讨。

８．按物价指数调整土地之取得成本

因财产涨价而产生之所得，其所得中究竟有多少其实只是通货膨胀造成之名目所得，而无实

质所得之增加上的意义，一直是实质课税原则或量能课税原则关注的问题。是故，为土地增值税

之税基（土地涨价总数额）的计算，“土地税法”第３２条规定：“前条之原规定地价及前次移转时核

计土地增值税之现值，遇一般物价有变动时，应按政府发布之物价指数调整后，再计算其土地涨价

总数额。”配合该条规定，“土地税法施行细则”第４９条规定：“依本法第三十二条计算土地涨价总

数额时，应按申报移转现值收件当时已公告之最近台湾地区消费者物价总指数，调整原规定地价

或前次移转时申报之土地移转现值。”“司法院”７４．６．１４．大法官会议释字第１９６号解释肯认该施

行细则之规定“旨在使土地涨价总数额之计算，臻于公平合理，与‘宪法’第十九条并无抵触”〔４５〕。

自属允当。

９．捐赠价值之核实认定

捐赠之客体不是现金时，即有其价值之认定问题。这个问题特别发生在字画、古董及土地之

捐赠。在与土地有关之税基的计算上存在之认定标准的问题，本来一概以土地公告现值为准认定

之，不存在问题。惟因既存道路，国家长期拒绝办理征收，使之实际上成为不融通物。其价值不但

自然便远低于相邻之土地，而且因无市场，而不能变现。于是，既成道路之所有权人便尝试透过捐

赠在所得税之税基计算上的扣除，将之活化。因此应按何标准，核实认定捐赠之既成道路的价值，

成为实务上不容易处理的问题。

针对这个问题，“财政部”在其函释中，〔４６〕规定捐赠列举扣除额之计算，应依“财政部”核定之

标准认定，以及非属公共设施保留地且情形特殊得项目报部核定，或依土地公告现值之百分之十

六计算。就该等函释，“司法院”释字第７０５号解释：其“所释示之捐赠列举扣除额金额之计算依

‘财政部’核定之标准认定，以及非属公共设施保留地且情形特殊得项目报部核定，或依土地公告

现值之百分之十六计算部分，与‘宪法’第十九条租税法律主义不符，均应自本解释公布之日起不

予援用”。其解释理由为：“‘宪法’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有依法律纳税之义务，系指国家课人民以缴

纳税捐之义务或给予人民减免税捐之优惠时，应就租税主体、租税客体、租税客体对租税主体之归

属、税基、税率、纳税方法及纳税期间等租税构成要件，以法律或法律具体明确授权之法规命令定

之；若仅属执行法律之细节性、技术性次要事项，始得由主管机关发布行政规则为必要之规范（本

院释字第六五○号、第六五七号解释参照）。……‘所得税法’第十三条规定：‘个人之综合所得税，

就个人综合所得总额，减除免税额及扣除额后之综合所得净额计征之。’上级机关为协助下级机关

或属官统一解释法令、认定事实及行使裁量权，而订颁之解释性规定及裁量基准，性质上属行政规

则（‘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九条参照），其仅得就执行法律之细节性、技术性之次要事项为必要

之规范。系争令针对所捐献之土地原系购入，但未能提示土地取得成本确实证据，或原系受赠或

·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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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

〔４６〕

“司法院”７４．６．１４．大法官会议释字第１９６号解释：“‘土地税法施行细则’第三十四条规定，‘依本法第三

十二条规定计算土地涨价总数额时，应按土地权利人及义务人向当地地政事务所申报移转现值收件当时最近一个

月已公告之一般趸售物价指数调整原规定地价及前次移转时核计土地增值税之现值’，旨在使土地涨价总数额之

计算，臻于公平合理，与‘宪法’第十九条并无抵触。”

“财政部”“中华民国”９２．６．３．、９３．５．２１．、９４．２．１８．、９５．２．１５．、９６．２．７．、９７．１．３０．发布之台财税字第

０９２０４５２４６４号、第０９３０４５１４３２号、第０９４０４５０００７０号、第０９５０４５０７６８０号、第０９６０４５０４８５０号、第０９７０４５１０５３０

号令。



继承取得者，如何依前揭‘所得税法’第十七条第一项第二款第二目之１规定认列所得税减除之扣

除额，所为之补充规定。惟其所释示之捐赠列举扣除额金额之计算依‘财政部’核定之标准认定，

以及非属公共设施保留地且情形特殊得项目报部核定，或依土地公告现值之百分之十六计算，皆

涉及税基之计算标准，攸关列举扣除额得认列之金额，并非仅属执行前揭‘所得税法’规定之细节

性或技术性事项，而系影响人民应纳税额及财产权实质且重要事项，自应以法律或法律具体明确

授权之命令定之。是系争令上开释示部分与‘宪法’第十九条租税法律主义不符，均应自本解释公

布之日起不予援用。”

由于既成道路对于其所有权人本来因国家不办理征收而无交易价值，所以尽管其土地公告现

值还是随邻地之行情节节升高，但实际上难以透过市场交易，给予变现。其结果，自然是有行无

市。其所以后来还有市场价值，乃因有可能透过捐赠予以间接变现的缘故。因之，其市场价值取

决于其透过捐赠得变现之比率，亦即极其量只能达到土地公告现值，乘以个人综合所得税之最高

级距的税率４０％计得之积。其结果，税捐稽征机关首先自然认为，以既成道路为捐赠客体者，其捐

赠价值应低于其土地公告现值４０％。然若在市场，真以其土地公告现值４０％成交，则透过其捐赠

之扣除，实际可得到之利益便剩下土地公告现值之（４０％×４０％＝）１６％。于是，其市场价值又进

一步下降至其土地公告现值之１６％。假设在稽征上，国家不再穷追其因扣除之求真，而产生之市

场价值的循环下降，其得扣除之捐赠价值便会停留在征纳双方皆可以接受的水平。当水平太低，

因捐赠而活化之既成道路的交易复归于沉寂。由此可知，既成道路之捐赠价值，最后不可能核实

认定。剩下来的问题是：给予如何之土地公告现值的扣除成数，征纳双方皆认为不失为解决既成

道路之悬案的适当成数。当有此认识，比较直截了当的解决方案，将是按该虚拟扣除成数计得之

扣除利益（例如按既成道路之土地公告现值的１６％），直接向既成道路之所有权人收购既成道路。

如果担心一时求售之既成道路过多，所需价购金额超过国家当时的财务能力，则可进一步设计竞

卖或贴现的市场，加以缓和。

（四）净额原则

在个人综合所得税之课征，其税基，不仅在“所得税法”第１４条所定个人之综合所得总额，而

且在同法第１７条所定综合所得净额之计算，皆采净额原则。在综合所得总额之计算，所适用者为

客观净额原则；在综合所得净额之计算，所适用者为主观净额原则。客观净额原则之适用主要在

于分辨收入与所得。收入必须减除为取得收入发生之成本、费用，遭受之损失，以及所缴纳所得税

以外之税捐后，才以其余额为所得（“所得税法”第１４条）。在个人综合所得净额之计算，进一步考

虑纳税义务人之个人因素，以一定可能引起费用之支出，以致降低其负税能力的个人事由为基础，

肯认免税额及扣除额，得自个人综合所得总额减除，而后以其余额为个人综合所得净额，作为个人

综合所得税之税基。因其减除的理由立基于纳税义务人之个人因素，所以称其适用之建制原则

为：主观净额原则。关于营利事业所得税之建制，“所得税法”第２４条前段规定：“营利事业所得之

计算，以其本年度收入总额减除各项成本费用、损失及税捐后之纯益额为所得额。”此即客观净额

原则。其意旨在于区分收入与所得。因为营利事业是一种组织，而非自然人，所以虽然其股东常

常是自然人，仍仅适用客观净额原则，而无主观净额原则之适用。

１．个人综合所得税

净额原则为量能课税原则或核实课征原则在所得税之税基计算上的表现。其在个人综合所

得税之建制上的适用，随当时国家之财政能力而有宽严不等的标准。基于人性尊严，虽然一般肯

认人民之最低生活水平应受保障，但以“所得税法”所定，与之密切相关之纳税义务人、配偶及受扶

养亲属之免税额。社会救助法定有最低生活费标准及低收入生活补助费。该免税额在一○二年

·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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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为每人每年新台币８５０００元，〔４７〕该数额既低于最低生活费标准（每人每月新台币１４７９４元

整）〔４８〕，显然尚不足以维持最低生活。〔４９〕关于最低生活水平应受“宪法”保障的意识，在进步国家

已越来越受肯定。〔５０〕其在相关法制上的表现为：关于个人所得税之税基（个人所得净额）的计算，

“所得税法”定有纳税义务人、其配偶及受扶养亲属之免税额，且将该免税额的数额与社会救助法

所定之最低生活费标准及低收入生活补助费的规定相契合。〔５１〕

当中规定之免税额，在数额上是否能满足最低生活之需要，纵使不乏质疑，但一时尚未将之

认定为违宪。倒是对扶养无谋生能力之亲属或家属之免税额的减除，“所得税法”规定附以年龄

之限制；对扶养在校就学之成年子女之免税额的减除，“财政部”之函释附以“所得税法”所无之

就学地区的限制，引起是否违宪的疑问。盖为净额原则在个人所得税之适用，基于扶养义务，究

竟应承认哪些项目之受扶养亲属免税额，固然受限于当时国家之财政能力，但只要“所得税法”

已就一定之受扶养亲属，对为扶养之纳税义务人承认其免税额，则该免税额规定之适用应符合

·７９·

黄茂荣：核实课征原则之实践及其司法审查

〔４７〕

〔４８〕

〔４９〕

〔５０〕

〔５１〕

“１０２年度综合所得税之免税额，每人全年８５０００元；纳税义务人及其配偶年满７０岁者，暨纳税义务人及

其配偶之直系尊亲属年满７０岁受纳税义务人扶养者，每人每年１２７５００元”（“财政部”台财税字第１０１０４６４５０８０号）。

“社会救助法”第４条第１项规定：“本法所称低收入户，指经申请户籍所在地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审

核认定，符合家庭总收入平均分配全家人口，每人每月在最低生活费以下，且家庭财产未超过中央、直辖市主管机

关公告之当年度一定金额者。”符合第４条第１项所定低收入标准者，得依同法第１０条第１项，向户籍所在地直辖

市、县（市）主管机关申请生活扶助。台北市１０２年度最低生活费标准定为每人每月新台币１４７９４元整；得申请之

最大生活扶助费为新台币１４７９４元（１０２年度台北市低收入户家庭生活扶助标准表）（台北市政府府社助字第

１０１４２６６０９００号）。其中最低生活费标准与最大生活扶助费相等。

就最低生活费，“司法院”尚未曾为个人所得税之免税额，做出解释；但曾为耕地三七五减租佃农，于释字

第４２２号解释如下：“‘宪法’第十五条规定，人民之生存权应予保障；第一百五十三条复明定，国家为改良农民之生

活，增进其生产技能，应制定保护农民之法律，实施保护农民之政策，明确揭示国家负有保障农民生存及提升其生

活水平之义务。耕地三七五减租条例即属上开‘宪法’所称保护农民之法律，其第十九条第一项第三款规定，出租

人因收回耕地，致承租人失其家庭生活依据者，耕地租约期满时，出租人不得收回自耕，目的即在保障佃农，于租约

期满时不致因出租人收回耕地，严重影响其家庭生活及生存权利。‘行政院’于‘中华民国’四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

日以台四九内字第七二二六号令及‘内政部’七十三年十一月一日七十三台内地字第二六六七七九号函，关于承租

人全年家庭生活费用之核计方式，径行准用台湾省（台北市、高雄市）办理役种区划现行最低生活费支出标准计算

审核表（原役种区划适用生活标准表）中，所列最低生活费支出标准金额之规定，以固定不变之金额标准，推计承租

人之生活费用，而未斟酌承租人家庭生活之具体情形及实际所生之困窘状况，难谓切近实际，有失合理，与‘宪法’

保护农民之意旨不符，应不再援用。”

例如至１９９５年，在德国，单身之免税额为２８７１欧元，有配偶者为５７４２欧元。因为该数额被认为太低，

所以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在其判决中（１９９２．０９．２５．ＢＶｅｒｆＧＥ８７，１５３）对立法者课以义务，对取得所得者，自其收入

保留社会救助法所定生活必需之费用。后来立法者以最低生活报告为基础，虽非自动地，但规则地调整基本免税

额。有问题者为：当系为补充社会给付之不足，而为基本免税额之规定时，因为请领社会救助金给付者，远少于纳

税义务人，所以原则上在联邦范围内统一规定之基本免税额，必然取向于偏低的标准。这特别是对于居住费用较

高之地区一定不足以弥补其最低生活之基本需要。（犎犲狔／犛犲犲狉ｉｎ：犜犻狆犽犲／犔犪狀犵，Ｓｔｅｕｅｒｒｅｃｈｔ，２１．Ａｕｆｌ．，Ｋｌｎ，

§８Ｒｚ．８１．）另详请参考犑狅犪犮犺犻犿犔犪狀犵，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ｌｉｃｈｅＧｅｗｈｒｌｅｉｓｔｕｎｇｄｅｓＦａｍｉｌｉｅｎｅｘｉｓｔｅｎｚｍｉｎｉｍｕｍｓｉｍ

ＳｔｅｕｅｒｕｎｄＫｉｎｄｅｒｇｅｌｄｒｅｃｈｔ，ＳｔｕＷ１９９０，３３１ｆｆ．；犔狅狋犺犪狉犛犮犺犲犿犿犲犾，ＤａｓｅｉｎｋｏｍｍｅｎｓｔｅｕｅｒｌｉｃｈｅＥｘｉｓｔｅｎｚｍｉｎｉｍｕｍ：

ＢｅｒüｃｋｓｉｃｈｔｉｇｕｎｇｄｅｒＭｅｎｓｃｈｅｎｗüｒｄｅｉｍＳｔｅｕｅｒｒｅｃｈｔｏｄｅｒｐｏｌｉｔｉｓｃｈｇｅｓｔａｌｔｂａｒｅＳｔｅｕｅｒｖｅｒｇüｎｓｔｉｇｕｎｇ？ＳｔｕＷ１９９３，

７０ｆｆ．；犆犺狉犻狊狋犻犪狀犛犲犻犱犾，ＤｉｅｓｔｅｕｅｒｌｉｃｈｅＢｅｒüｃｋｓｉｃｈｔｉｇｕｎｇｄｅｓＥｘｉｓｔｅｎｚｍｉｎｉｍｕｍｓ：ＴａｒｉｆｌｉｃｈｅＮｕｌｌｚｏｎｅ，Ｆｒｅｉｂｅｔｒａｇ

ｏｄｅｒＳｔｅｕｅｒａｂｓｅｔｚｂｅｔｒａｇ？ＳｔｕＷ１９９７，１４２ｆｆ．

这已是德国联邦宪法法院肯认的观点（ＢＶｅｒｆＧＥ８２，６０，［９４ｆｆ．］）。犑狅犪犮犺犻犿犔犪狀犵，Ｆａｍｉｌｉｅｎｂｅｓｔｅｕｅｒｕｎｇ，

ＺｕｒＴｅｎｄｅｎｚｗｅｎｄｅｄｅｒ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ｒｅｃｈｔｓｐｒｅｃｈｕｎｇｄｕｒｃｈｄａｓＵｒｔ．ｄｅｓＢｕｎｄｅｓｖｅｒｆａｓｓｕｎｇｓｇｅｒｉｃｈｔｓｖｏｍ２．１１．１９８２ｕｎｄｚｕｒ

ＲｅｆｏｒｍｄｅｒＦａｍｉｌｉｅｎｂｅｓｔｅｕｅｒｕｎｇ，ＳｔｕＷ１９６３，１０３ｆｆ．（１１９）；犎犲狔／犛犲犲狉ｉｎ：犜犻狆犽犲／犔犪狀犵，Ｓｔｅｕｅｒｒｅｃｈｔ，２１．Ａｕｆｌ．，Ｋｌｎ，

§８Ｒｚ．７２．



平等原则。

“所得税法”第１７条第１项第１款第４目既已规定，纳税义务人扶养未满二十岁或满六十岁

以上无谋生能力之其他亲属或家属者，得减除一份免税额，则只要受其扶养者无谋生能力，再以

“未满二十岁或满六十岁以上”为减除免税额之限制要件，对于扶养“满二十岁或未满六十岁”无

谋生能力之其他亲属或家属者，便构成无正当理由之差别待遇，违反“宪法”第７条平等原则。〔５２〕

盖在亲属或家属之扶养，重要的是：年龄固得规定为无谋生能力之推定的要件，但如既已证明

受扶养者无谋生能力，则就其因无谋生能力而有受扶养之需要的认定，年龄不应再是一个相干

的因素。

类似的，纳税义务人之子女满二十岁以上，而因在校就学，而受纳税义务人扶养者，纳税义务

人依“所得税法”第１７条第１项第１款第２目之规定，计算个人综合所得净额时，得减除此项扶养

亲属免税额。该规定之适用不得有就学地区之差别待遇。盖所以规定因在校就学，而受纳税义务

人扶养者，纳税义务人依“所得税法”规定计算个人综合所得净额时，得减除此项扶养亲属免税额，

乃为使在校就学之满二十岁以上子女能安心就学，不适合因就学之地区不同，而有不同之考虑。

否则，其差别待遇，违反“宪法”第７条平等原则。因该差别待遇在实务上以“财政部”之行政函释，

而非以法律为依据，所以“司法院”释字第６９２号解释，以该函释“限缩上开‘所得税法’之适用，增

加法律所无之租税义务，违反‘宪法’第十九条租税法律主义”为理由，宣告其违宪，〔５３〕而不引用平

等原则。不过，追根究底，其实该函释系因违反平等原则，抵触“所得税法”第１７条第１项第１款第

２目规定之意旨，而应予限缩适用。

２．财团法人之营利事业所得税

关于净额原则在财团法人医疗机构之适用，“司法院”释字第７０３号解释：“‘财政部’赋税署

‘中华民国’八十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台税一发第八四一六六四〇四三号函一（五）决议１与３，关于

财团法人医院或财团法人附属作业组织医院依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机关或团体免纳所得税适用标

准第二条第一项第八款规定之免税要件，就其为医疗用途所购置之建物、设备等资产之支出，选择

全额列为购置年度之资本支出，于计算课税所得额时，应自销售货物或劳务以外之收入中减除及

以后年度不得再提列折旧部分，违反‘宪法’第十九条租税法律主义，应自本解释公布之日起不再

援用。”其理由为：“‘所得税法’第二十四条第一项前段规定：‘营利事业所得之计算，以其本年度收

入总额减除各项成本费用、损失及税捐后之纯益额为所得额。’（本条项于九十五年五月三十日修

正增订后段规定，其修正前第一项之规定即为修正后第一项前段之规定）亦即营利事业之收入，于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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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

〔５３〕

“司法院”释字第６９４号解释：“九十年一月三日修正公布之‘所得税法’第十七条第一项第一款第四目规

定：‘按前三条规定计得之个人综合所得总额，减除下列免税额及扣除额后之余额，为个人之综合所得净额：一、免

税额：纳税义务人按规定减除其本人、配偶及合于下列规定扶养亲属之免税额；……（四）纳税义务人其他亲属或

家属，合于民法第一千一百十四条第四款及第一千一百二十三条第三项之规定，未满二十岁或满六十岁以上无谋

生能力，确系受纳税义务人扶养者。……’其中以‘未满二十岁或满六十岁以上’为减除免税额之限制要件部分（一

○○年一月十九日修正公布之所得税法第十七条第一项第一款第四目亦有相同限制），违反‘宪法’第七条平等原

则，应自本解释公布尔日起，至迟于届满一年时，失其效力。”

“司法院”释字第６９２号解释：“九十年一月三日及九十二年六月二十五日修正公布之‘所得税法’第十七

条第一项第一款第二目均规定，纳税义务人之子女满二十岁以上，而因在校就学受纳税义务人扶养者，纳税义务人

依该法规定计算个人综合所得净额时，得减除此项扶养亲属免税额。惟迄今仍继续援用之‘财政部’八十四年十一

月十五日台财税第八四一六五七八九六号函释：‘现阶段台湾地区人民年满二十岁，就读学历未经教育部认可之大

陆地区学校，纳税义务人于办理综合所得税结算申报时，不得列报扶养亲属免税额。’限缩上开‘所得税法’之适用，

增加法律所无之租税义务，违反‘宪法’第十九条租税法律主义，应自本解释公布之日起不再援用。”



减除各项成本费用、损失及税捐后之纯益额，始为营利事业所得额。依收入与成本费用配合原则，

得自收入减除之各项成本费用、损失及税捐，应以为取得该收入所发生者为限。耐用年数二年以

上之固定资产应以其逐年折旧数认列为成本（‘所得税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参照），以正确反映固定

资产之采购使用在各年度之成本费用。要之，成本费用如可直接合理明确归属于应税所得及免税

所得，即应依其实际之归属核实认列，始符合‘所得税法’第二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系争决议１：

‘财团法人医院或财团法人附属作业组织医院依免税标准第二条之一（现行第三条）计算课税所得

额时，其为医疗用途新购置之建物、设备等资产，应比照适用“所得税法”相关规定按年提列折旧，

列为销售货物或劳务之成本费用。上开资本支出如与其创设目的活动有关，得选择按年提列折

旧，自销售货物或劳务之收入中减除，或全额列为购置年度与其创设目的活动有关之资本支出，自

销售货物或劳务以外之收入中减除；……’同决议３：‘财团法人医院或财团法人附属作业组织医院

为医疗用途所购置之资产全额列为购置年度与其创设目的活动有关之资本支出者，以后年度不得

再提列折旧。’依上述决议，上开资本支出如选择全额列为购置年度与其创设目的活动有关之资本

支出，于计算课税所得额时，自销售货物或劳务以外之收入中减除，而不得按年自销售货物或劳务

之收入中减除。查‘所得税法’第四条第一项第十三款规定，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机关或团体（下

称公益团体），符合‘行政院’规定标准者，其本身之所得及其附属作业组织之所得，免纳所得税。

依该款之授权，‘行政院’订定并于八十三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发布之‘教育文化公益慈善机关或

团体免纳所得税适用标准’（下称免税适用标准）第二条第一项第八款规定：‘教育、文化、公益、慈

善机关或团体符合左列规定者，其本身之所得及其所附属作业组织之所得，除销售货物或劳务之

所得外，免纳所得税。……八、其用于与其创设目的有关活动之支出，不低于基金之每年孳息及其

他经常性收入百分之八十者，但经主管机关查明函请“财政部”同意者，不在此限。’（本款于九十二

年三月二十六日修正为：‘八、其用于与其创设目的有关活动之支出，不低于基金之每年孳息及其

他各项收入百分之七十者。但经主管机关查明函请“财政部”同意者，不在此限。’）该款规定，公益

团体之支出占收入之比率达百分之八十，为免税适用标准所定免税要件之一。纵然非销售货物或

劳务所得达到免税适用标准，惟于计算销售货物或劳务之所得时，就其为医疗用途所购置之建物、

设备等资产之支出，仍应依‘所得税法’相关规定，按年提列折旧，列为销售货物或劳务之成本费

用，自销售货物或劳务之收入中减除，俾成本费用依其实际之归属核实计算。系争决议１准许

财团法人医院或财团法人附属作业组织医院得选择将其为医疗用途新购之建物、设备等资产，

全额列为购置年度与其创设目的活动有关之资本支出，则其于以后年度，即不得再将上开资本

支出列为计算免税适用标准之支出，然其销售货物或劳务所得之计算，则仍应按年提列折旧，列

为销售货物或劳务之成本费用，始符‘所得税法’第二十四条第一项前段之规定。系争决议１，

有关上开资本支出如为适用上开免税要件，而选择全额列为购置年度之资本支出，于计算课税

所得额时，应自销售货物或劳务以外之收入中减除部分，及同决议３所示以后年度不得再提列

折旧，此否准法律所定得为扣除之成本费用，与上开‘所得税法’第二十四条第一项前段之规定

不符，无异以命令变更法律所规定之税基，违反‘宪法’第十九条租税法律主义，应自本解释公布

之日起不再援用。”

３．选择权交易所得

选择权交易，指双方约定，一方在约定之期日或期间内，有权利，但无义务，按双方约定之数

量、价格，向对方购买（买入选择权）或出售（售出选择权）约定之契约目标。该法律关系之效力

特征类似于有拘束力期间之特约的要约（“民法”第１５８条）。虽然在契约之缔结，原则上因交

换，而有利于双方。但由于缔约目标之行情，在缔约过程中，可能随时间之经过而有涨跌，而受

·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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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约人有权利，但无义务，按当初要约之价格及数量缔约。当涨跌对受要约人有利时，受要约人

即为承诺；如果不利，即不为承诺。所以要约对于要约人有一定之风险，对于受要约人有一定之

利益。如果约定将要约之拘束力期间拉长，将放大该风险及利益，于是产生交易价值，可供为交

易之客体。此种拉长拘束力期间之要约即是选择权。以之为客体之交易，即是选择权之交易。交易

双方博取的都是：基于不确定之涨跌风险可能产生之或有利益。这当中，选择权之买受人，所负的风

险，以其支付之价金为限，是有限的；反之，选择权之出卖人如果不采取任何避险交易，其负担之风险

系于选择权目标之行情的涨跌幅度，是无限额的。假使选择权之买受人真无采取任何避险交易的计

划及实行，则其选择权之交易为单纯之买空卖空的赌博行为。〔５４〕因为在选择权交易，选择权目标之

涨跌风险由选择权之出卖人负担，所以他必须能够将选择权目标之涨跌风险造成的损失控制在其

所收受之价金以下，才能获利。其控制的方法即是：采取避险交易。为规划及实行避险交易，需要

一定之专门技术。没有避险所需之配套的专门技术，即不可能采取适当之避险措施，从而不但相

关机关不能为必要之监理，以使之实际上与赌博性之买空卖空相区别。〔５５〕 由于相关机关欠缺关

于选择权交易是一种双务契约之认识，使得国内证券商在认购（售）权证之发行所得的计算上，不

但因财税机关否准其自发行收入减除为履行或为准备履行（避险）而遭遇之损失，而且因其就声请

人关于“认购（售）权证发行人于发行时自行认购其发行之权证，并无系争函一前段所称权利金收

入”的声请，并予指明“仅系争执法院认事用法之不当，并未具体指摘前开函释、规定及判例究有如

何抵触‘宪法’之疑义。依‘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法’第五条第一项第二款及第三项之规定，此等

部分之声请，均应不受理”，而遭遇到巨大的风险。该疑难虽经声请“司法院”为释宪解释，至今不

能获得妥适的解决。〔５６〕其厘清只能留待来日。

　　（五）现金收付制与权责发生制

在“所得税法”第１４条第１项所定综合所得总额的计算上，其所谓所得实现原则，指该条第１

·０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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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４〕

〔５５〕

〔５６〕

“最高法院”１９年上字第４３８号民事判例：“区别定期买卖与买空卖空之标准，当以买卖当事人间在订约

之初，其意思系在交付实货抑仅计算市价差额，以定输赢为断。”（《最高法院判例要旨》（上册７２．５版）１２７页）“最高

法院”１８年上字第８１８号民事判例：“买空卖空之成立，须当事人于订约之初，即有仅凭市价差额计算输赢之意思，

而当事人订约之初，是否即有此意思，不能仅凭至期有无授受实货之事实以为臆测。倘其买卖，原约明以至期授受

实货为目的，而嗣后因违约不能履行或其他原因，仅依市价差额以定盈亏者，不能即与买空卖空同论。”（《最高法院

判例要旨》（上册７２．５版，２２１页）该二判例以双方在缔约时，是否以“至期授受实货为目的”为判准。该标准尚未指

出选择权买卖与赌博（买空卖空）之区别的关键所在。

ＦｉｓｃｈｅｒＢｌａｃｋ及 ＭｙｒｏｎＳｃｈｏｌｅｓ两人在其１９７３年的论文“ＴｈｅＰｒｉｃｉｎｇｏｆＯｐ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ｅ

Ｌｉ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中提出所谓ＢｌａｃｋＳｃｈｏｌｅｓｆｏｒｍｕｌａ，其后ＲｏｂｅｒｔＣ．Ｍｅｒｔｏｎ将该论文所提出之概念衍生应用。后来，

ＭｙｒｏｎＳｃｈｏｌｅｓ与ＲｏｂｅｒｔＣ．Ｍｅｒｔｏｎ因该等学术贡献共同获颁１９９７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司法院”释字第６９３号解释：“‘财政部’‘中华民国’八十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台财税第八六一九二二四六

四号函前段谓：‘认购（售）权证发行人于发行时所取得之发行价款，系属权利金收入。’意指该发行价款系权利金收

入，而非属证券交易收入，无‘所得税法’第四条之一之适用，与‘宪法’第十九条之租税法律主义尚无违背。同函中

段谓：‘认购（售）权证发行人于发行后，因投资人行使权利而售出或购入目标股票产生之证券交易所得或损失，应

于履约时认列损益，并依‘所得税法’第四条之一规定办理。’及‘财政部’八十六年七月三十一日台财税第八六一九

○九三一一号函称：‘认购（售）权证持有人如于某一时间或特定到期日，以现金方式结算者……并依前开‘所得税

法’规定停止课征所得税。’与‘宪法’第十九条之租税法律主义并无抵触，亦不生违反‘宪法’第七条平等原则之问

题。……本件声请人声请意旨另认为，关于认购（售）权证发行人于发行时自行认购其发行之权证，并无系争函一

前段所称权利金收入，以及认为‘所得税法’第四条之一规定、‘行政法院’（现改制为‘最高行政法院’）六十二年判

字第九六号判例亦有违宪疑义等语。查其所陈，仅系争执法院认事用法之不当，并未具体指摘前开函释、规定及判

例究有如何抵触‘宪法’之疑义。依‘司法院大法官审理案件法’第五条第一项第二款及第三项之规定，此等部分之

声请，均应不受理，并此指明。”



项所定各种所得，其属于经营或投资于事业（例如营利事业、执行业务之盈余，自力耕作、渔、牧、

林、矿之所得）者，在分别经结算计得盈余后，视情形经分配（公司之盈余）或不经分配（独资或合伙

之商号），而为其资本主、合伙人或股东取得，或其单纯属于因服劳务、借贷或财产交易（例如薪资

所得、利息所得、租金所得、财产交易所得）者，经受领对价之给付而取得时，该盈余或对价之给付

构成之所得，实现于其受领人。这当中，特别是营利所得及执行业务所得，皆必须先经营利事业或

执行业务之事务所，按其收支，先为结算，始能计得属于营利事业或执行业务之事务所之盈余。该

盈余必须经分配于其资本主、合伙人或股东时，才实现于其资本主、合伙人或股东。纵使独资或合

伙之营利事业，依然有该营利事业所得之结算过程。只是因独资或合伙商号在民商法上无权利能

力，使商号之盈余在其与资本主或合伙人间之移转，看似隐而不彰。这特别是在采两税合一的情

形，为然。由于执行业务之事务所不能组织为公司，所以，与独资、合伙之营利事业相同的事实特

征及其相因而成之所得分配的困惑，亦存在于执行业务之事务所的情形。然从“所得税法”第１４

条第１项所定之各类所得应分别计算，且其成本费用不得在不同种类之所得的计算上流用，其盈

亏亦不得互抵，亦可证明执行业务之事务所之盈余要成为其资本主、合伙人之所得前，与独资或合

伙之营利事业之盈余要成为其资本主、合伙人之所得前一样，应独立先经结算。在该结算过程中

除应适用净额原则外，并有其会计基础究竟应采权责发生制或现金收付制，以决定其收支之应入

账时点。

由于所得税之课征以年度为单位，除不得以后发生之亏损扣除以前年度之盈余外，以往年度

营业之亏损，要扣除在后年度之纯益额，依“所得税法”第３９条第１项，尚以“公司组织之营利事业，

会计账册簿据完备，亏损及申报扣除年度均使用第７７条所称蓝色申报书或经会计师查核签证，并

如期申报者”为限，始“得将经该管稽征机关核定之前十年内各期亏损，自本年纯益额中扣除”。因

为收支之应入账时点决定盈亏在税捐会计年度之归属，所以会计基础究竟应采权责发生制或现金

收付制，对于营利事业及执行业务者，极为重要。特别是：如有事业收入发生在前一会计年度，而

其为营业或执行业务所需之货物或劳务，因以赊购的方式购买，致其相关之支出，发生在后一会计

年度时，如强制其采现金收付制，会引起发生在前之现金收入，在结算时，因无其相关之支出可供

减除，致虚增其所得；反之，在其相关之应付账款支出时，因无相应之收入可供扣除，以致虚增其亏

损。由于如前所引“所得税法”第３９条第１项规定，发生在后之亏损，不得自发生在前之所得（盈

余）扣除，所以该收入与支出在会计年度之归属上，因强制采现金收付制，会造成税务会计上之永

久性差异。纳税义务人因此在前一年度为虚增之所得，缴纳之所得税，永远不可能与后来发生之

支出或亏损弥平。这有违核实课征原则。反之，如采权责发生制，则可基本上缓和该收支在年度

之归属失衡的问题。是故，对于事业，其会计基础原则上应规定采权责发生制，有困难时容许纳税

义务人申请例外采现金收付制。〔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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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７〕 “司法院”释字第７２２号解释：“‘执行业务所得查核办法’第十条第二项规定：‘联合执行业务者或执行业

务收入经由公会代收转付者，得按权责发生制计算所得，惟须于年度开始一个月前，申报该管稽征机关核准，变更

者亦同。’未涵盖业务收支跨年度、经营规模大且会计事项复杂而与公司经营型态相类之单独执行业务者在内，其

差别待遇之手段与目的之达成间欠缺合理关联，在此范围内，与‘宪法’第七条平等原则之意旨不符。……执行业

务所得查核办法第三条规定：‘执行业务所得之计算，除本办法另有规定外，以收付实现为原则。’同办法第十条第

二项规定：‘联合执行业务者或执行业务收入经由公会代收转付者，得按权责发生制计算所得，惟须于年度开始一

个月前，申报该管稽征机关核准，变更者亦同。’（后者下称‘系争规定’）其规定仅使联合执行业务者或执行业务收

入经由公会代收转付者，得选择权责发生制，而不适用收付实现制，以计算其执行业务所得。形成执行业务者因经

营型态是否为联合执业或执行业务收入是否经由公会代收转付，其执行业务所得之计算有得否选择权责（转下页）



（六）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 〔５８〕

１．多年期工程之盈余的归属年度

会计制度有税务会计与财务会计之分。税务会计为依“所得税法”应依循之会计制度，而财务

会计则为纳税义务人为记录、表达其财务状况，依循会记法规及公认财务会计准则建立之会计制

度。原则上关于营利事业所得税，固仅税务会计才有营利事业（纳税义务人）与税捐稽征机关间之

税捐法上的外部效力。至于财务会计则仅具有民商法上的内部效力，适用于营利事业本身及其与

股东、董监事、员工间关于盈亏之有无及其年度归属的关系。税务会计及财务会计之会计基础不

同的时候，关于税捐客体之有无、大小及其发生时点，原则上应依税务会计相关规定认定之。正如

私人间之转嫁的约定，不能改变税捐法上关于税捐缴纳义务之归属，民商法上关于财务会计之会

计基础的约定或决定，并不能影响依税捐法所定之税务会计的规定或其规定之适用结果。例如不

能变更盈余或亏损之有无及其所属会计年度。是故，即便营利事业有依财务会计，计算结果之盈

余，或甚至将该盈余以股东股利、董监事报酬或员工分红的名目，分配给股东、董监事或员工，亦不

影响该营利事业应按其税务会计之计算结果，论断其盈余之有无、数额及其归属年度，特别是不因

有按财务会计，计得之盈余，而为其营利事业所得税之课征，使该盈余在“所得税法”上，归属于其

按财务会计计得之年度。为其营利事业所得税之课征，依然应依税务会计之计算结果，认定其盈

余之有无、数额及其依应归属之年度。

就工期在两年以上之工程，关于其损益之计算，“所得税法”容许营利事业在财务会计及税务

会计，分别采完工比例法（工程成本比例法、工时进度比例法、产出单位比例法）及全部完工法。

在财务会计采完工比例法，而同时在税务会计采全部完工法之目的在于：（１）相对于股东，呈

现与工程之完工比例相对应之损益，并以此为基础计得之盈余，决定在哪一年度将该盈余，以股东

股利、董监事酬劳或员工红利之名目分配于股东、董监事及员工。（２）营利事业按完工比例计得之

盈余，虽以财务会计，而非以税务会计为基础，但其分配对于股东、董监事及员工依然因所得之实

现，而可生“所得税法”上，关于综合所得税之课征的效力，就所受分配之盈余，股东应计入其营利

所得，董监事及员工应计入其薪资所得，课征综合所得税。不因其欠缺税务会计之基础而受影响。

该受分配之盈余在综合所得税上，在其依财务会计之计算结果，受分配年度，要定性为“预估暂分

配”之暂缴，或终局结算报缴，基于税捐稽征经济的考虑，固有立法上之裁量空间，但在营利事业所

得税上，其盈余或所得之归属年度，仍应以税务会计所采之全部完工法为基础，计算其盈余之有

无、数额及其应归属之年度。不得就营利事业所得税之课征有关的事项，要该营利事业迁就无“所

得税法”拘束力之财务会计的计算及分配结果：在营利事业所得税，其盈余及所得应按有“所得税

法”拘束力之税务会计的计算所得结果；而不按无“所得税法”拘束力之财务会计的计算结果。在

综合所得税上，按无“所得税法”拘束力之财务会计的计算结果分配时，在营利事业所得税之课征

·２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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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接上页）发生制之差别待遇。系争规定赋予执行业务者选择权责发生制，系以经营型态及业务收入方式为标准。

然单独执行业务亦常有相当经营规模者，并非必然小于联合执行业务之情形。较大规模之单独执行业务者业务收

入及支出，其会计事项可能与联合执业者有相同甚至更高之复杂程度。反之联合执业者，其经营规模未必大于单

独执业者，且其业务收支与盈余分配未必涉及复杂会计事项。又单独执业者，因其业务特性或经营规模，其收款或

付款亦可能常有跨年度延后，且不宜完全由收取或支出年度计算所得之情形。系争规定之目的在放宽经营较具规

模且会计事项较为复杂，以及收入有跨年度延后收款之执行业务者之所得计算方式，使其有选择权责发生制之权。

然此目的无法以经营型态及业务收入之方式作为分类而达成。系争规定未涵盖业务收支跨年度、经营规模大且会

计事项复杂而与公司经营型态相类之单独执行业务者在内，其差别待遇之手段与目的之达成间欠缺合理关联，在

此范围内，与‘宪法’第七条平等原则之意旨不符。”



上，其分配时应归属于依该营利事业所选择之税务会计，关于盈余之计算基础的方法：全部完工

法，计得之盈余发生的年度。（３）关于旧“所得税法”第７６条之一之未分配盈余的适用，该营利事

业在不为“盈余”之分配时，以税务会计为基础，可主张无未分配盈余；在有“盈余”之分配时，其分

配之盈余来源虽以财务会计为基础，但其分配，基于分配之实质的经济事实，不但对于股东、董监

事及员工，其所受分配之“盈余”有前述综合所得税意义下之取得所得的意义，而且其分配之盈余，

必要时，可计入旧“所得税法”第７６条之一意义下之盈余的分配数额。（４）因为在税务会计采全部

完工法，可以延后与该工程有关之盈余所构成之所得的实现时点，以达到缓课营利事业所得税之

租税规划利益。这影响到盈余或所得对于税捐会计年度的归属。（５）在关于未分配盈余之数额的

计算，如旧“所得税法”第７６条之一，规定按课征年度之累积“存量”计算的情形，采全部完工法，就

营利事业所得税，基本上不会发生对于营利事业不利的结果。（６）反之，在关于未分配盈余之数额

的计算，如现行“所得税法”第６６条之九，规定按课征年度发生且未分配之盈余的“流量”计算的情

形，采全部完工法，就营利事业所得税，有因将过去数年之盈余集中于全部完工之年度的效应。这

时，如果该营利事业一如既往，以累积“存量”计算未分配盈余，在盈余依税务会计采全部完工法尚

未实现时，即先按财务会计采完工比例法计得之盈余，予以分配时，则其分配之盈余便会有究竟分

配哪一个年度之盈余的认定问题！忠实于税务会计，采全部完工法计算盈余时，应认为依财务会

计，采完工比例法，计得盈余而为之分配，为一种“预估暂分配”。在其事实上分配之年度，就其分

配之盈余，课征综合所得税，应定性为暂缴的性质，必须等到依税务会计所采全部完工法，最后结

算其盈余之数额时，再予调整营利事业所得税之盈余数额，及其股东所受分配之盈余所属的年度。

（７）不论是否有由旧“所得税法”第７６条之一至现行“所得税法”第６６条之九的改制，与跨越多年

有关之工程盈余之计算及其年度之归属，皆应按该盈余依税务会计所当归属的年度，归属其营利

事业盈余及所得的归属年度，始符合实质课税原则。盖依税务会计，计得之盈余始有“所得税法”

上之拘束力。如有依税务会计，盈余尚未实现前，即已将依财务会计计得之盈余，予以分配的情

形，该分配应论为“预估暂分配”。在“所得税法”上，固可因其分配之经济实质，就其“预估暂分配”

课以综合所得税之暂缴义务，但与该工程有关盈余之营利事业所得税及综合所得税之课征，仍应

以其依税务会计最后计得之盈余数额为其盈余，及以其税务会计所选择之盈余的实现年度为其实

现之年度。对于这个问题，最高行政法院判决９７年度判字第１１２９号判决有不同的看法，〔５８〕废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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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 “最高行政法院”判决９７年度判字第１１２９号判决：“本院按‘自８７年度起，营利事业当年度之盈余未作

分配者，应就该未分配盈余加征１０％营利事业所得税，不适用第７６条之１规定。前项所称未分配盈余，系指经稽

征机关核定之课税所得额，加计同年度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规定减免所得税之所得额、不计入所得课税之所得额、已

依第３９条规定扣除之亏损及减除左列各款后之余额：……三、已由当年度盈余分配之股利净额或盈余净额……

十、其他经“财政部”核准之项目。’为行为时‘所得税法’第６６条之９第１项、第２项第３款及第１０款所分别明定。

准此，行为时‘所得税法’第６６条之９第２项第１款至第９款系以列举方式明定得减除项目，第１０款概括规定经

‘财政部’核准之项目。是除合于第１款至第９款列举项目外，其余须经‘财政部’核准之项目始得减除，纳税义务

人或税捐稽征机关不得任意准予减除。次按‘营利事业承包工程之工期在１年以上，有关工程损益之计算，应采完

工比例法。但有左列情形之一，致工程损益确无法估计者，得采全部完工法，于完工年度再行计算损益：一、各期

应收工程价款无法估计。二、履行合约所须投入成本与期末完工程度均无法估计。三、归属于合约之成本无法辨

认’。亦为‘营利事业所得税查核准则’第２４条第１项所明定；复按‘所得税法’第６６条之９第１项规定，自８７年度

起，营利事业当年度之盈余未作分配者，应就该未分配盈余加征１０％营利事业所得税。依此，营利事业８６年度之

未分配盈余，非属上开应加征１０％营利事业所得税之未分配盈余，其分配数，亦非同法条第２项第３款所称‘已由

当年度盈余分配之股利净额或盈余净额’，自不得列为计算未分配盈余之减除项目。亦为‘财政部’八十九年二月

二十九日台财税第０８９０４５１４９９号函说明二所释示，经核与‘所得税法’相关规定无违，应予适用。”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决９４年度诉字第０１７４９号有利于纳税义务人之原判决，并自为判决：“被上诉

人（按即：纳税义务人）在第一审之诉驳回。”

当按流量计算各会计年度未分配盈余，其已加征营利事业所得税１０％的部分，其加征之营利

事业所得税，应留待该盈余分配时，由其股东透过自其全年应纳税额减除可扣抵税额，计算其应纳

之结算税额的方法（“所得税法”第７１条第１项前段），返还于纳税义务人，以符合两税合一的意旨。

假设就未分配盈余，经加征营利事业所得税１０％后，一路发生亏损，以至于该经加征营利事业所得

税１０％，没有机会分配给股东。在这种情形，该被加征之营利事业所得税１０％，及其本来１７％的

本税，皆无法透过自其全年应纳税额减除可扣抵税额，计算其应纳之结算税额的方法（“所得税法”

第７１条第１项前段），返还于纳税义务人。按一个营利事业之营业，在各年度可能有盈有亏，单纯

从流量规定其“未分配盈余”之营利事业所得税的加征，可能产生未能适切考虑其往后年度之亏损

之制度上的盲点。

２．有价证券之长期投资或短期投资之盈亏

依“所得税法”第４条之一前段，虽然“自‘中华民国’七十九年一月一日起，证券交易所得停止

课征所得税，证券交易损失亦不得自所得额中减除”。但因依“所得税法”第６６条之九第１项，“自

八十七年度起，营利事业当年度之盈余未作分配者，应就该未分配盈余加征百分之十营利事业所

得税”。所以，停止课征所得税之证券交易所得，如未分配，还是应计入未分配盈余，加征１０％之营

利事业所得税。依“所得税法”第６６条之九第２项第２款，前项所称未分配盈余，自９４年度起，应

指自营利事业当年度依商业会计法规定处理之税后纯益，减除以往年度之亏损及经会计师查核签

证之次一年度亏损后之余额。

关于证券投资，经列为短期投资者，在投资后之年度，该证券之市价有跌价者，纵未卖出，依财务

会计准则公报第一号《财务会计观念架构及财务报表之编制》第７２条第３项：“存货应按成本与净变

现价值孰低者评价，并注明成本计算方法。跌价损失应列入当其损益。”亦即仍应计列为跌价年度发

生之跌价损失，并得将该跌价损失列为未分配盈余之减项（“最高行政法院”１００年度判字第１１９１号判

决）。反之，在投资后之年度，该证券之市价有涨价者，纵未卖出，依财务会计准则公报第一号，仍应计

列为涨价年度发生之涨价所得（利益），并应将该涨价所得（利益）列为未分配盈余之加项。

另关于证券投资，经列为长期投资者，在投资后之年度，该证券之市价纵有涨价或跌价，只要

未将该证券卖出，依财务会计准则第五号，即认为该证券投资尚未有投资损益发生。

然倘在购买证券后，投资公司有将短期投资改变为长期投资者，则依财务会计准则第五号《长

期股权投资会计处理准则》第２７条应将在以前年度依与短期投资有关，视为已发生之涨跌价的损

益，调整为未发生；反之，投资公司有将长期投资改变为短期投资者，则应将在以前年度依与长期

投资有关之财务会计准则第五号，认为未发生之涨跌价的损益，调整为已发生。当有上述调整发

生，依上开规定，视应调整者为涨价所得或跌价损失，会连动增减其未分配盈余。

依“所得税法”第６６条之九第２项第２款规定，前项所称未分配盈余，自９４年度起，应指自营

利事业当年度依商业会计法规定处理之税后纯益，减除以往年度之亏损及经会计师查核签证之次

一年度亏损，亦即肯认，证券交易损失得自证券交易所得减除。该条规定之正确的适用：一般而

言，在应税所得额之计算上；具体而言，在未分配盈余之计算上，至少得依盈亏互抵的一般规定，〔５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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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９〕 “所得税法”第３９条第１项：“以往年度营业之亏损，不得列入本年度计算。但公司组织之营利事业，会

计账册簿据完备，亏损及申报扣除年度均使用第七十七条所称蓝色申报书或经会计师查核签证，并如期申报者，得

将经该管稽征机关核定之前十年内各期亏损，自本年纯益额中扣除后，再行核课。”



让历年之证券交易所得及损失，得以互抵，而后才以其互抵后之结果作为未分配盈余之加减项。

关于上述问题，“财政部”８８．０８．１３．台财税字第８８１９３５７７５号函释：“二、营利事业短期投资之

有价证券，依‘所得税法’第四十八条规定，其估价准用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营利事业按成本与

时价孰低之估价规定所认列之跌价损失，因属证券交易损失性质，依‘所得税法’第四条之一规定，

不得列为计算当年度课税所得额之减除项目；但于计算当年度应加征百分之十营利事业所得税之

未分配盈余时，可依‘营利事业所得税查核准则’第一百十一条之一第一款规定，自稽征机关核定

之课税所得额中减除。”“财政部”８９．８．１．台财税字第０８９０４５３７４３号函释：“二、营利事业短期投资

之有价证券，于财务会计处理上，依财务会计准则公报第一号第十九条规定采用成本与市价孰低

总成本与总市价比较方式（以下简称总额比较法）评价者，其跌价损失，准比照首揭函释（按即：‘财

政部’８８．８．１３．台财税第８８１９３５７７５号函）说明二规定，列为计算‘所得税法’第六十六条之九规定

未分配盈余之减除项目。其嗣后处分该等有价证券时，基于会计处理之一贯原则，亦应依上开财

务会计准则规定，计算证券交易损益。”“财政部”８９．８．１．台财税字第０８９０４５３７４３号函进一步释

称：“三、营利事业短期投资之有价证券，依前开财务会计准则规定认列之跌价损失，‘曾’列为计算

‘所得税法’第六十六条之九规定未分配盈余之减除项目者，其回升利益，应列为计算回升年度未

分配盈余之加计项目；至其于８６年度或以前年度所认列之跌价损失，于８７年度或以后年度所产生

之回升利益，基于衡平课税原则，应免列为计算回升年度未分配盈余之加计项目，但应由该营利事

业提示相关证明文件，以凭认定。”上开解释内容本来尚称合理，但后来在实务的适用上，竟导出征

纳双方意见互异的发展。

该函说明三规定：“认列之跌价损失，曾列为计算‘所得税法’第六十六条之九规定未分配盈余

之减除项目者，其回升利益，应列为计算回升年度未分配盈余之加计项目。”该段规定中关于“‘曾’

列为计算……未分配盈余之减除项目”的理解，税捐稽征机关及最高行政法院认为，所谓“‘曾’列

为计算……未分配盈余之减除项目”，指该笔跌价损失，不论其实际减除的数额为何，只要曾经列

入，即整笔皆认定为曾认列过，而非以实际减除之社额为准。所以，往年证券跌价损失，纵使只有

其一部分曾被用来减除未分配盈余，该证券跌价损失即因为“曾列为计算‘所得税法’第六十六条

之九规定之未分配盈余的减除项目”，而在往后年度，全部皆不得再列为计算“所得税法”第６６条

之九规定之未分配盈余的减除项目。最高行政法院之理由为，“营利事业未分配盈余系分年核计，

‘当年度盈余’若未于次年分配，即应就该未分配盈余加征１０％营利事业所得税，‘所得税法施行细

则’第４８条之１０第４项爰规定得减除之亏损，必须限于以‘当年度之未分配盈余’实际弥补之数

额。查本件被上诉人（按指：纳税义务人）８７至９０年度分别提列短期投资未实现跌价损失合计

２１８３４２０９２元，并于各该年度列报为未分配盈余之减除项目，已如上述，而致各该年度未分配盈余

申报书２３项‘应纳税额’（２２项×１０％）栏应纳之税额因之减少，制度设计上已因此受益，其所以未

实质受益系因被上诉人以前年度经营呈现亏损所致，是纵被上诉人予以列报短期投资跌价损失，

亦无法产生减少１０％之实质税负利益，惟此仅系被上诉人以前年度未分配盈余申报无法享受实

质税负利益，与其９１年度应缴纳之税负本属二事，难以混为一谈。是本件被上诉人主张因年度

亏损，致其提列之跌价损失无法享受实质抵税利益，惟其并未经股东会同意以本年度盈余弥补

以往年度亏损，却自行径自‘当年度依“所得税法”或其他法律规定减免所得税之所得额’中直接

扣除，显有违反‘所得税法’第６６条之９规定情事，难认有理由。原判决仅就被上诉人实质抵减

以前年度未分配盈余税负之回升利益８２２１８２５７元列为未分配盈余之加计项目，违反‘所得税

法’第６６条之９规定，亦有判决不适用法规之违误”（最高行政法院１００．０７．１４．一百年度判字第

１１９１号判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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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租税事项之法律，其解释应本于租税法律主义之精神，依各该法律之立法目的，衡酌经

济上之意义及实质课税之公平原则为之。”除业经“司法院”８６．０１．１７．释字第４２０号、８６．１０．３０．释

字第４３８号、８７．０７．１０．释字第４６０号、８８．１２．０３．释字第４９６号、８９．０４．０７．释字第５００号解释在案

外，并经立法机关制定为，“税捐稽征法”第１２条之一第１项。然为何行政与司法税捐实务却认为，

“原判决仅就被上诉人实质抵减以前年度未分配盈余税负之回升利益８２２１８２５７元列为未分配盈

余之加计项目，违反‘所得税法’第６６条之９规定，亦有判决不适用法规之违误”。而无视于其见解

违反“司法院”上开释宪解释之意旨及“税捐稽征法”第１２条之一第１项之规定。另“以本年度盈余

弥补以往年度亏损”，虽应受“所得税法”第３９条第１项之限制，但其应先弥补仍为税务会计及财务

会计之自明的道理，为何其弥补事先应经股东会同意？令人费解。

“所得税法”第６６条之九第１项规定：“自八十七年度起，营利事业当年度之盈余未作分配者，

应就该未分配盈余加征百分之十营利事业所得税。”该条所定者为当年度“未分配盈余”之“流量”。

所以实务认为，〔６０〕在观念上，不可能是负数。当依同条第２项第２款，得将当年度之证券交易损

失自其他种类之所得减除时，如该证券交易损失大于其他种类之所得加计之未分配盈余，则因盈

余如非正数，即无未分配盈余，所以至多只能减除至零。当出现负数，应把超出部分作废。其未透

过减除耗尽之证券交易损失，不能留抵下一年度之证券交易所得或其他种类之所得。该见解，在

未分配盈余的计算，对于因证券交易而发生之亏损的减除，有附以“所得税法”第３９条第１项所无

之限制，违反税捐法定主义。

二、核实课征原则之例外：推计课税

为符合量能课税原则，税捐客体之有无及其数额（税基）应核实课征。因为要证明无税捐客体

系属于消极事实之证明，所以虽然用以证明税捐客体之有无及其数额的证据方法通常在纳税义务

人之管领下，与税捐客体之有无及其数额有关之课税事实原则上还是应由税捐稽征机关负举证责

任。除法律另有规定外（“业税法”第２１条、第２２条、第２３条）〔６１〕，只有在纳税义务人违反关于用

以证明税捐客体之有无及其数额之证据方法的产生及保存的协力义务时，税捐稽征机关始得为推

计课税（“营业税法”第４３条）〔６２〕，以克服税捐稽征机关因不管领证据方法而引起之举证的困难。

这时，税捐稽征机关除得以间接证据推计税捐客体之有无及其数额外，其举证责任是否亦因此移

转于纳税义务人？实务上倾向于采肯定的见解（“司法院”大法官释字第２１７号、２２１号解释）。但

这并不妥当。〔６３〕盖在课税事实之认定上，得为推计与移转举证责任之规范机制，依然不同。推计

之规范机制为：容许以间接证据推计课税事实。但即使如此，仍须有相干之间接证据为推计之基

础。除不得凭空臆测外，推计之结果亦必须客观合理（释字２１８号解释参照）。反之，移转举证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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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最高行政法院”１００年度判字第１１９１号，１０１年度判字第１２５号判决参照。

“司法院”７８．１１．２４．大法官会议释字第２４８号解释，“营业税法”于“中华民国”七十五年四月一日施行

后，“‘财政部’另……依据该法第四十条第三项合并订定营业税特种税额查定办法一种。……系用‘费用还原法’，

依营业费用除以费用率之计算公式，推计销售额据以课税，以简化对于小规模营业人之课税手续，既已兼顾不同地

区之不同经济情形，以期切合实际，而小规模营业人如不愿依此特种方法计算税额，仍得自行申请依一般方法计算

税额，符合租税公平原则。是上开法令与‘宪法’并无抵触”。此为纳税义务人虽无违章行为，而法律规定税捐稽征

机关即得推计课税的例外情形。该规定之正当性存在于纳税义务人得选择采核实课征。

柯格钟：《税捐稽征协力义务与推计课税》，台湾大学法律学研究所硕士论文，１９９８年６月。

黄士洲：《税务诉讼的举证责任》，台北翰芦图书出版有限公司２００２年版，第２８７页以下。



任之结果，如纳税义务人不能举证待证之课税事实不存在，将推定其存在。此外，在税务案件，如

移转举证责任，其待证事实往往是无法举证之消极事实。〔６４〕 其结果，推定为存在之课税事实，往

往与事实不符。

推计课税之极，在“所得税法”上首推“所得税法”第８３条之一规定之净值法。该条规定经“司

法院”８１．１１．２７．大法官会议释字第３０９号解释认定为：“与‘宪法’尚无抵触。”〔６５〕问题是有多少人

经得起净值法之举证责任的移转？〔６６〕

（一）违反账册或凭证义务

关于房屋交易所得，“司法院”大法官先后做过两次解释。第一次为“司法院”７６．８．１４．大法官

会议释字第２１８号解释：“人民有依法律纳税之义务，‘宪法’第十九条定有明文。国家依法课征所

得税时，纳税义务人应自行申报，并提示各种证明所得额之账簿、文据，以便稽征机关查核。凡未

自行申报或提示证明文件者，稽征机关得依查得之数据或同业利润标准，核定其所得额。此项推

计核定方法，与‘宪法’首开规定之本旨并不抵触。惟依此项推计核定方法估计所得额时，应力求

客观、合理，使与纳税义务人之实际所得相当，以维租税公平原则。至于个人出售房屋，未能提出

交易时实际成交价格及原始取得之实际成本之证明文件者。‘财政部’于六十七年四月七日所发

（六十七）台财税字第三二二五二号及于六十九年五月二日所发（六十九）台财税字第三三五二三

号等函释示：‘一律以出售年度房屋评定价格之百分之二十计算财产交易所得。’不问年度、地区、

经济情况如何不同，概按房屋评定价格，以固定不变之百分比，推计纳税义务人之所得额自难切近

实际，有失公平合理，且与‘所得税法’所定推计核定之意旨未尽相符，应自本解释公布之日起六个

月内停止适用。”

第二次为“司法院”８３．７．２９．大法官释字第３６１号解释：“个人出售房屋交易所得，系‘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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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６５〕

〔６６〕

“司法院”释字第２１７号解释：“‘宪法’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有依法律纳税之义务，系指人民仅依法律所定

之纳税主体、税目、税率、纳税方法及纳税期间等项而负纳税之义务。至于课税原因事实之有无及有关证据之证明

力如何，乃属事实认定问题，不属于租税法律主义之范围。‘财政部’‘中华民国’７２．２．２４．（７２）台财税字第３１２２９

号函示所属财税机关，对设定抵押权为担保之债权，并载明约定利息者，得依地政机关抵押权设定及涂销登记数

据，核计债权人之利息所得，课征所得税，当事人如主张其未收取利息者，应就其事实负举证责任等语，系对于稽征

机关本身就课税原因事实之认定方法所为之指示，既非不许当事人提出反证，法院于审判案件时，仍应斟酌全辩论

意旨及调查证据之结果，判断事实之真伪，并不受其拘束，尚难谓已侵害人民权利，自不抵触‘宪法’第十九条规

定。”证据之证明力受限于其与待证事实间之逻辑关系。“设定抵押权为担保载明约定利息之债权”仅能证明利息

债权之存在，不能证明该利息债权之如期实现。对此类债权，如要达到与“财政部”系争函释相同之规范目的，应立

法明文规定，债权人不实行抵押权，以实现其利息债权者，视为其利息债权已实现。至于实际上是否适宜如此规

定，是另一个问题。盖当债务人有给付利息之困难时，有时宽限其利息之给付期限，对于借贷双方是比较好的次佳

选择。为税捐之稽征，“税捐法”是否适合就利息所得税之课征逼得太紧，值得商榷。

“司法院”８１．１１．２７．大法官会议释字第３０９号解释：“七十一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公布之‘所得税法’第

八十三条之一规定：‘稽征机关或财政部指定之调查人员进行调查时，如发现纳税义务人有重大逃漏税嫌疑，得视

案情需要，报经财政部核准，就纳税义务人资产净值、资金流程及不合营业常规之营业资料进行调查。’‘稽征机关

就前项资料调查结果，证明纳税义务人有逃漏税情事时，纳税义务人对有利于己之事实，应负举证之责。’系对有重

大逃漏税嫌疑之案件，以法律明定其调查方法，如依调查结果，认为足以证明有逃漏税情事时，并许纳税义务人提

出反证，以维护其权益，与‘宪法’尚无抵触。”该号解解理由书末了又称：“所得税法”第八十三条之一的“规定仅为

发见真实而设，不生溯及既往问题。”按是否容许以推计课税的方法稽征税捐，既属于应以法律规定的事项，怎可说

其规定无溯及既往的问题？

举证责任与有利于自己之反证的提出在作用上虽类似，但其法律意义并不相同。举证责任指当事人之

一方有义务提出证据方法证明一定之待证事实存在或不存在，而反证则在于证明经其相对人证明之事实的存在或

不存在不真正。



法’第九条财产交易所得之一种。〔６７〕 ‘行政院’于‘中华民国’七十七年五月三十日修正发布之

所得税法施行细则第十七条之二，关于个人出售房屋所得额核定方法之规定，与租税法定主义

并无违背。依该条规定，个人出售房屋未申报或未能提出证明文件者，其所得额由主管稽征机

关参照当年度实际经济情况及房屋市场交易情形拟订，报请‘财政部’核定其标准，依该标准核

定之。嗣‘财政部’依据台北市国税局就七十六年度台北市个人出售房屋所得额多数个案取样

调查结果拟订之标准，于七十七年六月二十七日以台财税字第七七〇五五三一〇五号函，核定

七十六年度台北市个人出售房屋交易所得，按房屋税课税现值百分之二十计算，系经斟酌年度、

地区、经济情况所核定，并非依固定之百分比订定，符合本院释字第二一八号解释之意旨，与‘宪

法’并无抵触。”

该二号解释之共同意旨为：纳税义务人（房屋出卖人）应“提示各种证明所得额之账簿、文据，

以便稽征机关查核。凡未自行申报或提示证明文件者，稽征机关得依查得之数据或同业利润标

准，核定其所得额”。亦即得为推计课税。释字第３６１号解释认为“不问年度、地区、经济情况如何

不同，概按房屋评定价格，以固定不变之百分比，推计纳税义务人之所得额自难切近实际，有失公

平合理，且与‘所得税法’所定推计核定之意旨未尽相符”的见解，固属允当。然在释字第３６１号解

释似乎又太容易相信“财政部依据台北市国税局就七十六年度台北市个人出售房屋所得额多数个

案取样调查结果拟订之标准”：“七十六年度台北市个人出售房屋交易所得，按房屋税课税现值百

分之二十计算。”

盖不论房屋税课税现值所依据之法定评定价格是否已偏低于市价，依经济原理，除非有房

屋之重置成本因劳务或建材的涨价而上升，否则，房屋之市场价格只有逐年随其折旧而下降，不

可能有逐次因转手而升值２０％的道理。如有脱离于房屋之重置成本而涨价的情形，其涨价者事

实上是该房屋定着之土地，而非房屋自身。〔６８〕而今对于土地之涨价所得既已课征土地增值税

没有对之再行课征房屋交易所得税的道理。是故，如果还是要对于房屋交易课征其交易所得

税，应当对其所以发生所得之实际因素研究清楚，以便适当地将之归属于正确的客体，适用其该

当的规定。

其实与土地增值税之稽征类似，实际交易价格之调查既有困难，何不按取得与卖出年度用以

计算房屋税税基之法定房屋评定价格的差额，计算房屋交易所得？不过，当改按法定房屋评定价

格计算房屋交易所得，很快地将会发现事实上通常没有意想中之高达卖出年度之房屋税课税现值

２０％之房屋交易所得。实务上会感觉奇怪的是：既然如此，为何房屋市场还能继续运转？其中道

理应是：此种房屋交易所得原则上系对于不具营利事业资格之自然人课征之，而设其综合所得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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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７〕

〔６８〕

财产交易所得的产生故必须经由交易，但其交易并不以任意者为限，是故，“司法院”８１．３．２７．大法官

会议释字第２９６号解释认为“法院依强制执行法所为之拍卖，其卖得之价金应依所得税法第十四条第一项第七

类规定，减除成本费用后计算财产交易所得，并同其他各项所得课税，‘财政部’‘中华民国’六十六年十一月二日

台财税字第三七三六五号函释尚未逾越所得税法之规定，与‘宪法’第十九条并不抵触”。

“房屋税条例”第１１条规定：“房屋标准价格，由不动产评价委员会依据下列事项分别评定，并由直辖

市、县（市）政府公告之：一、按各种建造材料所建房屋，区分种类及等级。二、各类房屋之耐用年数及折旧标

准。三、按房屋所处街道村里之商业交通情形及房屋之供求概况，并比较各该不同地段之房屋买卖价格减除地

价部分，订定标准（第一项）。前项房屋标准价格，每三年重行评定一次，并应依其耐用年数予以折旧，按年递减

其价格（第二项）。”由该条第１项第３款可见，评定房屋价额之因素含房屋以外之因素，而这些因素与其说与房

屋有关，不如说与其定着之土地有关。另其第２项明定，房屋应依其耐用年数予以折旧，按年递减其价格。然既

云按年递减其价格，为何又规定，每三年，而非每年重行评定一次？



之有效税率为２５％时，按房屋税课税现值２０％计算之房屋交易所得的税捐负担约为售价的５％。

这与出卖人为营利事业时，其营业税之负担相近。换言之，这等于拉平了自然人与营利事业关于

房屋交易之销售税的差距。至于在出卖人是营利事业的情形，是否适宜就该交易同时对于出卖人

课征营业税，对于买受人课征房屋契税，这是另一个问题。

（二）违反申报义务

当“税捐法”规定，稽征机关应按或得按“查得之资料”核定“税基”（例如所得额、销售额），通常

即意味着稽征机关得依不完全或间接证据推计与税基有关之课税事实。此即推计课税之例外的

容许。在容许推计课税的情形，关于税基之核定还是必须依据证据，而非得凭空臆测。〔６９〕亦即税

捐稽征机关就课税事实之有无及范围还是负举证责任。为缓和该举证上的困难或花费，在法律有

明文规定的情形，税捐稽征机关并得以类型观察法（例如按同业利润标准），通案制订其法定的推

计标准。与之有关之重要规定有：

１．未依限办理结算申报

关于纳税义务人未依限办理结算申报，第７９条规定：“纳税义务人未依规定期限办理结算申

报者，稽征机关应即填具滞报通知书，送达纳税义务人，限于接到滞报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补办

结算申报；其逾限仍未办理结算申报者，稽征机关应依查得之数据或同业利润标准，核定其所得额

及应纳税额，并填具核定税额通知书，连同缴款书，送达纳税义务人依限缴纳；嗣后如经调查另行

发现课税资料，仍应依‘税捐稽征法’有关规定办理（第一项）。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及使用简易

申报书之小规模营利事业，不适用前项催报之规定；其逾期未申报者，稽征机关应即依查得之数据

或同业利润标准，核定其所得额及应纳税额，通知依限缴纳；嗣后如经稽征机关调查另行发现课税

资料，仍应依‘税捐稽征法’有关规定办理（第二项）。”

关于受益人之各类信托所得，“所得税法”第３条之四第４项规定：“受托人未依第一项至第三

项规定办理者，稽征机关应按查得之资料核定受益人之所得额，依本法规定课税。”

２．未依限填具未分配盈余申报书

实施两税合一后，营利事业未于第１０２条之二所定期限（原则上自各该所得年度办理结算申

报之次年５月１日起至５月３１日止，例外应于解散或合并日起四十五日内）填具未分配盈余申报

书，自动报缴其应加征之税额者，稽征机关，在营利事业解散或合并的情形，应即依查得资料，核定

其未分配盈余及应加征之税额，通知营利事业缴纳（第１０２条之二第２项）；在其他情形，稽征机关

应即填具滞报通知书，送达营利事业，限于接到滞报通知书之日起十五日内补办申报；其逾限仍未

办理申报者，稽征机关应依查得资料，核定其未分配盈余及应加征之税额，并填具核定税额通知

书，连同缴款书，送达营利事业依限缴纳；嗣后如经调查另行发现课税资料，仍应依“税捐稽征法”

有关规定办理（第１０２条之三第２项）〔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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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９〕

〔７０〕

关于进口货物之完税价格，其以该进口货物之交易价格作为计算根据，属于核实课征。其以其他标准

者，或高或低的程度已涉及推计课税。“关税法”第２５条所规定者为核实课征。然如因有该法第２６条所定情形，

而使关税之核实课征遭遇困难，该条规定，其完税价格之计算不以该进口货物之交易价格为根据，而改按第２７条

至第３１条之规定。该等规定分别呈现不等程度之推计标准。然无论如何，该等规定充分显示推计课税及其推计

的标准需要法律之明文规定为其依据，以符税捐法定主义之体制上的要求。

“所得税法”第１０２条之三第２项所规定者当是第１０２条之二第１项所规定之情形。是否有必要就第

１０２条之二第１项及第２项所定之相同的问题分别加以规定，值得检讨。其次，如认为有将之分别规定之必要，宜

将第１０２条之二第１项及第１０２条之三第２项规定于一条，并将第１０２条之二第２项另立一条。至于第１０２条之

三第１项的规定，因其对于第１０２条之二第１项及第２项皆有规范上的需要，将之定于第１０２条之三第 （转下页）



３．未依限办理清算申报 〔７１〕

关于营利事业遇有解散、废止、合并或转让情事时，其清算所得之自动报缴，第７５条第４项规

定：“营利事业未依本条规定期限申报其当期决算所得额或清算所得者，稽征机关应即依查得资料

核定其所得额及应纳税额。”第５项规定：“营利事业宣告破产者，应于法院公告债权登记期间截止

十日前，向该管稽征机关提出当期营利事业所得税决算申报；其未依限申报者，稽征机关应即依查

得之资料，核定其所得额及应纳税额。”

４．未依指示提示账簿、文据

在稽征机关进行调查或复查时，纳税义务人如未依通知，在限期内提示有关各种证明所得额

之账簿、文据者，则不论其有无办理结算申报，稽征机关除皆得依查得之数据或同业利润标准，核

定其所得额外，嗣后如经调查另行发现课税资料，仍应依法办理（第８３条）。

５．推计课税之规范依据

关于推计课税是否需要明文之规范依据，自现行“所得税法”及“营业税法”的规定观之，虽显

然采肯定的见解，惟对此，“司法院”７６．８．１４．大法官会议释字第２１８号解释称：“人民有依法律纳

税之义务，‘宪法’第十九条定有明文。国家依法课征所得税时，纳税义务人应自行申报，并提示各

种证明所得额之账簿、文据，以便稽征机关查核。凡未自行申报或提示证明文件者，稽征机关得依

查得之数据或同业利润标准，核定其所得额。此项推计核定方法，与‘宪法’首开规定之本旨并不

抵触。惟依此项推计核定方法估计所得额时，应力求客观、合理，使与纳税义务人之实际所得相

当，以维租税公平原则。”自该号解释之内容观之，该院似乎肯认“凡未自行申报或提示证明文件

者，稽征机关（当然即）得依查得之数据或同业利润标准，核定其所得额”，不需要另有法律之明文

规定为其规范基础。鉴于推计课税为关于如何证明课税事实之有无的重要事项，对于纳税义务人

之权利有重大的影响，所以，纵使在纳税义务人违反申报或提示账簿、文据之协力义务时，有容许

税捐稽征机关推计课税的必要，其适用还是要有法律之明文规定为妥。

由以上的说明可见，在推计课税上，现行法的规定及实务将纳税义务人未自行申报及提示证

明文件同视，只要有其一，税捐稽征机关即可为推计课税。

（三）迟误申报适用税捐优惠税率之事由

关于税捐债务之构成要件采复式税率者，其中较低税率之适用，除应就其法定实质要件是否

具备论断外，依实质课税原则，是否尚得附以受法定期间限制之申报义务？税捐稽征实务向采肯

定的见解。该见解并经“司法院”大法官在其解释中予以肯定，认为“‘宪法’上租税法律主义尚无

抵触”〔７１〕。这个问题，在有税法规定为其基础的情形，其实是实质课税原则之适用的问题。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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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１〕

〔７１〕

（接上页）１项，在体系上产生其适用限于第１０２条之三第２项（亦即限于第１０２条之二第１项）所定情形的意涵，

亦不妥当。基于以上的分析，为消弭前述体系上的冲突或不协调，其最简单的修正为，将第１０２条之二第２项后段

下述文字删除，使之成为：“营利事业于依前项规定办理申报前经解散或合并者，应于解散或合并日起四十五日内，

填具申报书，就截至解散日或合并日止尚未加征百分之十营利事业所得税之未分配盈余，向该管稽征机关申报，并

计算应加征之税额，于申报前自行缴纳。”盖营利事业于依第１项规定办理申报前纵经解散或合并，因为在解散后

清算终结前，其权利能力视为不消灭，所以，就其程序，除报缴日期外，并无异于其他情形特别予以规定的必要。在

合并的情形，其为消灭公司者，亦同；其为存续公司者，因公司尚存续，并无立即办理申报的必然需要。如认为有，

那也只需要提前其自动报缴之期限至第１０２条之二第２项所规定者，即可。与解散或因合并而消灭的情形一样，

另无特别程序之规定需要。

“司法院”９１．１．１１．大法官释字第５３７号解释：“合法登记之工厂供直接生产使用之自有房屋，依‘中华民

国’八十二年七月三十日修正公布施行之‘房屋税条例’第十五条第二项第二款规定，其房屋税有减半征收之租税

优惠。同条例第七条复规定：‘纳税义务人应于房屋建造完成之日起三十日内，向当地主管稽征机关申报房（转下页）



言之为：先附以受法定期间限制之申报的对己义务，而后在纳税义务人未遵守时，即剥夺其适用较

低税率的权益，是否符合比例原则？其限制显然不妥。〔７２〕

（四）法定证据

当“税捐法”就据以认定课税事实之证据方法，以法律或法规命令设下法定证据的规定，以正

面表列，只肯认一定种类之证据方法的证据能力，或以负面表列，否认一定种类之证据方法的证据

能力时，在个案可能产生不核实课征的结果。如其对于证据方法之证据能力的限制，并非为达到

该限制之目的所必要，则其限制便违反比例原则。因其按证据方法之种类，承认与否认其证据能

力，所以其差别待遇当违反比例原则，亦同时违反平等原则。

主观净额原则在个人综合所得净额之计算上的适用，首先有得列举扣除之项目及其限额之规

范问题。当一定之项目，例如医药费，经规定为得列举扣除之项目后，再有基于稽征经济原则，而

有证据方法之限制的问题。当有证据方法之限制，必须检讨，该限制规定之适用结果，是否不符比

例原则、违反平等原则或量能课税原则。如有违反，其限制即属违宪。

“司法院”释字第７０１号解释：“‘中华民国’九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修正公布之‘所得税法’

第十七条第一项第二款第二目之３前段规定，‘……（二）列举扣除额：……３．医药……费：纳税

义务人及其配偶或受扶养亲属之医药费……以付与公立医院、公务人员保险特约医院、劳工保险

特约医疗院、所，或经‘财政部’认定其会计纪录完备正确之医院者为限’（上开规定之‘公务人员保

险特约医院、劳工保险特约医疗院、所’，于九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经修正公布为‘全民健康保险

特约医疗院、所’，规定意旨相同），就身心失能无力自理生活而须长期照护者（如失智症、植物人、

极重度慢性精神病、因中风或其他重症长期卧病在床等）之医药费，亦以付与上开规定之医疗院所

为限始得列举扣除，而对于付与其他合法医疗院所之医药费不得列举扣除，与‘宪法’第七条平等

原则之意旨不符，在此范围内，系争规定应不予适用。”其理由为：“系争规定以上开医疗院所作为

得否申报医药费列举扣除额之分类标准，旨在避免浮滥或沦为规避税负之工具；抑且，因全体纳税

义务人之医药费支出，数量众多庞杂，而税捐稽征机关人力有限，逐一查证不易，为使税捐稽征机

关正确掌握医药费用支出，考虑上开医疗院所健全会计制度具有公信力，有利税捐稽征机关之查

核，而就医药费申报列举扣除额须以付与上开医疗院所者为限始准予减除（‘财政部’九十九年七

月八日台财税字第○九九○○一八一二三○号函参照）。惟受长期照护者因医疗所生之费用，其

性质属维持生存所必需之支出，于计算应税所得净额时应予以扣除，不应因其医疗费用付与上开

医疗院所以外之其他合法医疗院所而有所差异。况是否属医药费支出，税捐稽征机关仍可基于职

权予以审核，以免规避税负，不致增加过多行政稽征成本。故系争规定所为之差别待遇对避免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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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接上页）屋现值及使用情形；其有增建、改建、变更使用或移转承典时亦同。’此因租税稽征程序，税捐稽征机关虽

依职权调查原则而进行，惟有关课税要件事实，多发生于纳税义务人所得支配之范围，税捐稽征机关掌握困难，为

贯彻公平合法课税之目的，因而课纳税义务人申报协力义务。‘财政部’七十一年九月九日台财税第三六七一二号

函所称，‘依“房屋税条例”第七条之规定，纳税义务人所有之房屋如符合减免规定，应将符合减免之使用情形并检

附有关证件 （如工厂登记证等）向当地主管稽征机关申报，申报前已按营业用税率缴纳之房屋税，自不得依第十五

条第二项第二款减半征收房屋税’，与上开法条规定意旨相符，于‘宪法’上租税法律主义尚无抵触。”按“房屋税条

例”第７条虽然规定“纳税义务人应于房屋建造完成之日起三十日内检附有关文件，向当地主管稽征机关申报房屋

税籍有关事项及使用情形；其有增建、改建、变更使用或移转、承典时，亦同”。但衡诸同条例第１５条第３项规定：

“依第一项第一款至第八款、第十款、第十一款及第二项规定减免房屋税者，应由纳税义务人于减免原因、事实发生

之日起三十日内申报当地主管稽征机关调查核定之；逾期申报者，自申报日当月份起减免。”而第１６条规定：“纳税

义务人未依第七条规定之期限申报，因而发生漏税者，除责令补缴应纳税额外，并按所漏税额处以二倍以下罚款。”

实有失公允。



滥或沦为规避税负达成之效果尚非显著，却对受长期照护者之生存权形成重大不利之影响，难谓

合于‘宪法’保障受长期照护者生存权之意旨。是系争规定就受长期照护者之医药费，以付与上开

医疗院所为限始得列举扣除，而对于付与其他合法医疗院所之医药费不得列举扣除，其差别待遇

之手段与目的之达成间欠缺实质关联，与‘宪法’第七条平等原则之意旨不符，在此范围内，系争规

定应不予适用。”

（五）否准迟延申报之进项凭证

在加值型营业税之课征，依其建制之意旨本当以各营业人在其销售阶段之加值为其税基，而

后适用该当税率计算其应纳营业税额。惟在制度之设计上，不采税基扣除法，而改采税额扣除法，

从而在“营业税法”第１５条第１项规定：“营业人当期销项税额，扣减进项税额后之余额，为当期应

纳或溢付营业税额。”是故，在营业人之应纳营业税额的计算上，应容许营业人自其销项税额，扣减

有合法凭证所载之进项税额，方始符合加值型营业税税制之建制意旨。然加值型营业税之现行稽

征实务，否准营业人减除其迟延申报之进项凭证所载进项税额，自其销项税额减除。该实务见解

并经“司法院”下引二号释宪解释肯认。“司法院”释字第６６０号解释：“‘财政部’‘中华民国’八十

九年十月十九日台财税字第八九○四五七二五四号函，就‘加值型及非加值型营业税法’施行细则

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一款有关如何认定同法第五十一条第三款漏税额之规定，释示纳税义务人短

报或漏报销售额，于经查获后始提出合法进项税额凭证者，稽征机关于计算其漏税额时不宜准其

扣抵销项税额部分，符合该法第三十五条第一项、第四十三条第一项第四款及第五十一条第三款

之立法意旨，与‘宪法’第十九条之租税法律主义尚无抵触。”释字第７００号解释：“‘财政部’‘中华

民国’八十九年十月十九日台财税第八九〇四五七二五四号函说明三，就同年六月七日修正发布

之‘营业税法’施行细则第五十二条第二项第一款，有关如何认定八十四年八月二日修正公布，同

年九月一日施行之‘营业税法’第五十一条第一款漏税额所为释示，符合该法第十五条第一项、第

三十三条、第三十五条第一项、第四十三条第一项第三款及第五十一条第一款规定之立法意旨，与

‘宪法’第十九条之租税法律主义尚无抵触。”

按依量能课税原则，在有相关之凭证时，税捐应依凭证认定课税事实，核实课征。在核课程

序中，否准迟延申报之进项凭证，不但在实体上，与量能课税原则显不相符，而且在程序上，亦与

职权调查主义之意旨冲突。盖依行政程序所当依循之职权调查主义，“行政机关就该管行政程

序，应于当事人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行政程序法”第９条），以发现实质之真实，恰如

其分，认定相关之权利义务。该二号解释皆有引用到“营业税法”第４３条第１项。该项规定：

“营业人有左列情形之一者，主管稽征机关得依照查得之资料，核定其销售额及应纳税额并补征

之：一、逾规定申报限期三十日，尚未申报销售额者。二、未设立账簿、账簿逾规定期限未记载且

经通知补记载仍未记载、遗失账簿凭证、拒绝稽征机关调阅账簿凭证或于账簿为虚伪不实之记载

者。三、未办妥营业登记，即行开始营业，或已申请歇业仍继续营业，而未依规定申报销售额者。

四、短报、漏报销售额者。五、漏开统一发票或于统一发票上短开销售额者。六、经核定应使用统

一发票而不使用者。”

该项规定，有第１项各款规定情形之一时，“主管稽征机关得依照查得之资料，核定其销售额

及应纳税额并补征之”。在该规定中，仅规定“得依照查得之资料，核定其销售额及应纳税额”，并

未提及“进货额”。主管稽征机关得否以此为依据，主张依法行政，仅得“依照查得之资料，核定其

销售额及应纳税额”，不得并查有利于纳税义务人之“进货额”或“进项税额”，以自其“销售额”或

“销项税额”减除。

核实课征为量能课税之基本原则。而进项税额之减除为加值型营业税之建制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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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许减除进项税额，即非仅对营业人之加值课征营业税。由此可见，该项规定违反加值型营业

税在建制上，以加值为课征范围之基本原则。其次，其不调查实质真实，核实课征，在程序上，违反

职权调查主义；在实体上，违反量能课税原则。

（六）否认销售凭证

“营业税法”第１５条第１项规定：“营业人当期销项税额，扣减进项税额后之余额，为当期应纳

或溢付营业税额。”依该项规定，进项税额是当期应纳或溢付营业税额计算上之减项，亦即属于消

极要件。是故，纳税义务人就与证明进项税额有关之凭证负提出及举证之责任。与之相应，“营业

税法”第３２条规定，“营业人销售货物或劳务，应依本法营业人开立销售凭证时限表规定之时限，

开立统一发票交付买受人……（第一项）。营业人对于应税货物或劳务之定价，应内含营业税（第

二项）。营业人依第十四条规定计算之销项税额，买受人为营业人者，应与销售额于统一发票上分

别载明之；买受人为非营业人者，应以定价开立统一发票（第三项）”。然就用来证明进项税额之凭

证，因同法第３３条规定，“营业人以进项税额扣抵销项税额者，应具有载明其名称、地址及统一编

号之左列凭证：一、购买货物或劳务时，所取得载有营业税额之统一发票。二、有第三条第三项第

一款规定视为销售货物，或同条第四项准用该条款规定视为销售劳务者，所自行开立载有营业税

额之统一发票。三、其他经‘财政部’核定载有营业税额之凭证”。而发生执行法院因执行债权人

之声请强制执行，拍卖具营业人身份之执行债务人应课营业税之目标时，其凭证如何开立，其买受

人始得执为进项税额之扣抵凭证的问题。

由于财税机关与执行法院各据本位行事，税捐稽征机关之营业税债权在声请参与分配上遭遇

困难。于是，税捐稽征机关转向执行债务人课征该强制拍卖之营业税款，并主张在征起前，“排除

执行法院所出具已载明或另以拍卖笔录等文书为附件标示拍卖或变卖物种类与其拍定或承受价

额之收据，得作为进项税额之凭证”，并发布如下函释及施行细则：“财政部”“中华民国”七十七年

六月二十八日修正发布之修正“营业税法”实施注意事项（一〇〇年八月十一日废止）第３点第４项

第６款：“营业人报缴营业税，以载有营业税额之进项凭证扣抵销项税额者，除本法施行细则第三

十八条所规定者外，包括左列凭证：六、……法院……拍卖货物，由稽征机关填发之营业税缴款书

第三联（扣抵联）。”（改列于一〇〇年六月二十二日修正发布之“加值型及非加值型营业税法施行

细则”第３８条第１项第１１款：“……法院……拍卖或变卖货物，由稽征机关填发之营业税缴款书扣

抵联。”一〇一年三月六日再度修正发布该条款，此部分相同）及８５．１０．３０．台财税第８５１９２１６９９号

函：“……二、法院拍卖或变卖之货物属应课征营业税者，稽征机关应于取得法院分配之营业税款

后，就所分配税款填发‘法院拍卖或变卖货物营业税缴款书’，……如买受人属依‘营业税法’第四

章第一节计算税额之营业人，其扣抵联应送交买受人作为进项凭证，据以申报扣抵销项税额。三、

至未获分配之营业税款，……如已征起者，对买受人属依‘营业税法’第四章第一节计算税额之营

业人，应通知其就所征起之税额项目申报扣抵销项税额。”

就上开函释及“营业税法施行细则”中之规定，“司法院”１０１．１２．２１．释字第７０６号解释：“明定

法院拍卖或变卖应税货物之买方营业人须以非卖方营业人之稽征机关所填发之营业税缴款书第

三联（扣抵联）作为进项税额凭证，又附加以营业税款之收取或征起为稽征机关填发营业税缴款书

之要件，排除执行法院所出具已载明或另以拍卖笔录等文书为附件标示拍卖或变卖物种类与其拍

定或承受价额之收据，得作为进项税额之凭证，抵触‘营业税法’第三十二条第一项卖方营业人应

于收取价金时就营业税之全额开立凭证，及第三十三条第三款‘财政部’系对卖方营业人开立凭证

为核定，而非命以稽征机关开立之凭证为限之规定，使买方营业人不能依‘营业税法’第十五条第

一项规定将其于该拍定或承受价额中受转嫁之进项税额，扣减其当期之销项税额，影响其于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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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纳营业税额，而增加法律所无之租税义务，与租税法律主义不符，均应不予援用。相关机关应依

本解释意旨尽速协商，并由‘财政部’就执行法院出具已载明或另以拍卖笔录等文书为附件标示拍

卖或变卖物种类与其拍定或承受价额之收据，依‘营业税法’第三十三条第三款予以核定，作为买

方营业人进项税额之凭证。”

在上开函释及“营业税法施行细则”之违宪解释案的审理中，为执行拍卖或变卖时营业税之扣

缴，于１００．１１．２３．已在“税捐稽征法”第６条增订第２、３项：“……法院、行政执行处执行拍卖或变

卖货物应课征之营业税，优先于一切债权及抵押权（第二项）。经法院、行政执行处执行拍卖或交

债权人承受之……房屋及货物，执行法院或行政执行处应于拍定或承受五日内，将拍定或承受价

额通知当地主管税捐稽征机关，依法核课……营业税，并由执行法院或行政执行处代为扣缴（第三

项）。”配合该二项之增订，于一〇一年三月六日并修正“营业税法施行细则”第４７条第３项：“执行

法院或行政执行机关执行拍卖或变卖货物，应于拍定或准许承受五日内，将拍定或承受价额通知

当地主管稽征机关查复营业税之税额，并由执行法院、行政执行机关代为扣缴。”并增订第５项：

“主管稽征机关应于取得执行法院、行政执行机关扣缴税额后，就该税款填发营业税缴款书向公库

缴纳，并交付买受人或承受人作为列账及扣抵凭证。”但与该函释内容相同之“营业税法施行细则”

第３８条第１项第１１款并未因已将营业税明文规定，由执行法院或行政执行处代为扣缴，而予修

正，还是继续规定：“本法第四章第一节规定计算税额之营业人，依本法第三十五条规定，应检附之

退抵税款及其他有关文件如下：……十一、海关拍卖或变卖货物填发之货物清单扣抵联；法院及

行政执行机关拍卖或变卖货物，由稽征机关填发之营业税缴款书扣抵联。”

由执行法院的职能出发，在强制执行程序，含税捐稽征机关之各种债权人为其债权之受偿，应

依“强制执行法”声请参与分配，不适合大剌剌地课执行法院以扣缴义务。盖执行法院不是执行债

务人之清算人，其职务是依声请办理强制执行，只依“强制执行法”办事，依声请，分配执行所得之

拍卖价金。以“税捐稽征法”或“营业税法施行细则”规定执行法院“应于拍定或准许承受五日内，

将拍定或承受价额通知当地主管稽征机关查复营业税之税额”，而不是规定由执行法院“通知当地

主管稽征机关向执行法院声请参与分配”，不尽妥适。

三、简化规定与实质课税原则之冲突

（一）稽征程序之简化与核实课征

按纳税义务人之所得税的自动报缴，因尚无税捐稽征机关对该税捐案件做成课税处分，所以，稽

征机关于接到结算申报书后，尚得派员调查，核定其所得额及应纳税额（“所得税法”第８０条第１项）。

此即关于所得税之自动申报的核定保留。由于所得税之自动申报案件数量庞大，在核课期间每件皆

予审查核定，势所难能，所以，实务上稽征机关仅能抽案调查。为客观抽样，同条第２项规定“前项调

查，稽征机关得视当地纳税义务人之多寡采分业抽样调查方法，核定各该业所得额之标准”。鉴于

稽征机关在稽征作业上，究竟要按何标准抽样调查，或甚至锁定个案而为调查，皆属其固有职权，

除有显然扰民之权利滥用情形外，并无不可。所以，该条第２项规定可谓只是一种信息之揭露的

规定，并无规范上的拘束力。惟同条第３项进一步之下述规定，“纳税义务人申报之所得额如在前

项规定标准以上，即以其原申报额为准，如不及前项规定标准者，应再个别调查核定之”，则容易引

起误解。盖既然“纳税义务人申报之所得额如在前项规定标准以上，即以其原申报额为准”，则稽

征机关是否已一般地对于符合该标准之通案舍弃其本来保留之核定权，便产生疑问。因之，“司法

院”大法官曾因声请，而在释字第２４７号解释称：“‘所得税法’第八十条第三项之规定，文义上易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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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解，应予检讨修正。”〔７２〕然自“司法院”大法官于七十八年十月二十七日做成该号解释迄今虽已

快２４年，然尚未见该项规定经检讨修正。由是可见，“司法院”之释宪解释的实效性亟待检讨。

（二）核实课征与推计课税

为降低税捐之稽征成本，税捐法常有一些简化税基或税额之计算方法的规定。其实践在个别案

件往往会引起显然违反课税事实之实际情况的情事，从而背离实质课税原则及量能课税原则。这时

纳税义务人如能证明实际情况如何，是否得主张依实际情况课税，以符合实质课税原则及量能课税原

则？“司法院”大法官在其解释实务中虽有见于此，但对于主管机关仍仅提出“宜检讨改进”的要求。

在营业人因有免课营业税之股利所得的情形，由于为该所得之取得可能发生之进项税额显然

较低，而特别凸显其不合理。〔７３〕该不合理之所以发生，乃因“兼营营业人营业税额计算办法”第３条

第１项关于进项税额之不得扣抵比例的规定过度简单，在其但书仅规定“土地及各级政府发行之债券

及依法应课征证券交易税之证券之销售额不列入计算”，而未将股利所得包括在内的结果。〔７４〕 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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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４〕

“司法院”７８．１０．２７．大法官会议释字第２４７号解释：“稽征机关已依‘所得税法’第八十条第二项核定各

该业所得额标准者，纳税义务人申报之所得额，如在上项标准以上，依同条第三项规定，即以其原申报额为准，旨在

简化稽征手续，期使征纳两便，并非谓纳税义务人申报额在标准以上者，即不负诚实申报之义务。故倘有匿报、短

报或漏报等情事，仍得依‘所得税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一百十条、‘税捐稽征法’第二十一条及第三十条等规定，调

查课税资料，予以补征或裁罚。‘财政部’发布之‘营利事业所得税结算申报书面审核案件抽查办法’、‘营利事业所

得税结算申报查核准则’及‘中华民国’五十九年五月十八日台财税字第二三七九八号令即系为执行该等法律之规

定而订定，就此而言，与‘宪法’尚无抵触。惟前述抽查办法第三条、第四条、查核准则第二条及上开令示，与‘所得

税法’第八十条第三项之规定，文义上易滋误解，应予检讨修正。”

“司法院”８５．２．１６．大法官释字第３９７号解释：“‘财政部’‘中华民国’七十五年二月二十日台财税字第七五

二一四三五号令发布之‘兼营营业人营业税额计算办法’系基于‘营业税法’第十九条第三项具体明确之授权而订定，

并未逾越法律授权之目的及范围与租税法律主义并无抵触。又‘财政部’七十七年七月八日台财税字第七六一一五

三九一九号函释称兼营投资业务之营业人于年度中取得之股利，应于年度结束时汇总列入当年度最后乙期免税销售

额申报，并依‘兼营营业人营业税额计算办法’之规定，按当期或当年度进项税额不得扣抵销项税额之比例计算调整

应纳税额，并同缴纳，仅释示兼营营业人股利所得如何适用上开办法计算其依法不得扣抵之进项税额，并未认股利收

入系营业税之课税范围，符合‘营业税税法’意旨，与‘宪法’尚无违背。惟不得扣抵比例之计算，在租税实务上既有多

种不同方法，‘财政部’虽于八十一年八月二十五日有所修正，为使租税益臻公平合理，主管机关仍宜检讨改进。”

“最高行政法院”９５．１１．３０．九十五年度判字第１９７４号判决：“（二）……行为时‘兼营营业人营业税额计

算办法’固经‘司法院’释字第３９７号解释系基于‘营业税法’第１９条第３项具体明确之授权而订定，并未逾越法律

授权之目的及范围，与租税法律主义并无抵触。惟其进项税额不得扣抵销项税额比例计算方式之合理性，在事物

的本质上，仍具有推计课税之性质。而推计课税之合法性，乃属专业判断之合法性问题，‘行政法院’得对其为合法

性之司法审查，其是否符合推计课税之法定要件？以及其推计课税之基准或方式是否合理？（三）行为时‘兼营营

业人营业税额计算办法’第３条规定：‘本办法所称当期或当年度进项税额不得扣抵销项税额之比例（以下简称“不

得扣抵比例”），系指各该期间免税销售净额及依第４章第２节规定计算税额部分之销售净额，占全部销售净额之

比例。但土地及各级政府发行之债券及依法应课征证券交易税之证券之销售额不列入计算。前项销售净额，系指

销售总额扣减销货退回或折让后之余额。’其立法意旨系基于配合原则，营业人之进项如系用于销售免税货物或劳

务之销售额，以及按特种税额方式计算税额之销售额，其进项税额应不得扣抵按一般营业税额方式计算之销项税

额，以避免用于销售免税（或特种税额计算税额）货物或劳务之营业税额发生实质的退税。但此进项税额不得扣抵

比例计算方式，在事物的本质上，仍具有推计课税，推定兼营营业人进项税额之投入与其应税及免税之销售额间存

在着相等之比例关系。基于实质课税原则及征纳公平原则，须维持着应有合理的投入与产出关系，避免不合理的

关系。本件原处分核定补征营业税７８８３７１９元，固非无据，惟上诉人全年之免税收入（即股利收入）仅１２４２０００

元，原处分核定该免税收入应分摊之‘不得扣抵进项税额’高达７８８３７１９元，远超过该收入本身；且上诉人主张其

全年之收入仅１２７５７４５元，而原处分核定补缴营业税高达７８８３７１９元相当于当年度全部营业收入之６倍之多，

则本件进项税额不得扣抵比例计算方式是否仍存在着合理性？有待详为审究，应由征纳双方就此事项充分辩论，

关系着原处分之合法性。”



依平等原则本有不同者应为不同处理的要求，“司法院”大法官当发现行政机关基于立法机关之授

权而制订之法规命令有违平等原则时，如犹抱持法规命令之形式的合法，不予救济，这是舍实质，

而就形式，与“司法院”违宪审查制度之目的在于管制违反实质正义之恶法的建制精神显然不符。

另在具体案件，究竟采核实课征或推计课税，税捐法如果规定由纳税义务人自己选择，这时有

选择后之撤销及选择之时间效力范围的问题。按选择为形成权之行使，在选择生效后原则上不再

得为撤销。但选择权之行使在申报中为之者，如该申报尚未确定，则纳税义务人应尚得撤回（“民

法”第９５条第１项后段参照）。例如关于扣除额，纳税义务人在个人综合所得税之申报，选择采标

准扣除，而不采列举扣除者，在其申报未因经核定，或因经过核课期间，而确定前，应得撤回其选

择，改采列举扣除。〔７５〕另其纵使选择列举扣除，嗣后如因列举扣除之项目经剔除，以致列举扣除

之数额加总起来反而低于标准扣除额时，仍应以标准扣除额为其得扣除数额。关于选择之时间效

力范围，例如“营业税法”第２４条第２项规定：银行业、保险业、信托投资业就非专属本业之销售额

部分，依前项规定；农产品批发市场之承销人、销售农产品之小规模营业人、小规模营业人、依法取

得从事按摩资格之视觉功能障碍者经营，且全部由视觉功能障碍者提供按摩劳务之按摩业，及其

他经“财政部”规定免予申报销售额之营业人，依第２３条规定，申请依照本章第一节规定计算营业

税额者，经核准后三年内不得申请变更。

（三）费用数额及证据方法之限制

与推计课税类似者为，法规命令直接对于营利事业为取得营业收入可能支出之费用的数额或

用以证明该数额之证据方法加以限制。例如关于外销佣金，查核准则第９２条第５款第５目规定

“在台以新台币支付国外佣金者，应在不超过出口货物价款百分之三范围内，取具国外代理商或代

销商名义出具之收据为凭予以认定”。对于该规定，“司法院”大法官在释字第４３８号解释表示

肯定。〔７６〕

（责任编辑：许多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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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院”释字第６１５号解释：“‘所得税法施行细则’第二十五条第二项规定，纳税义务人选定适用标准

扣除额者，于其结算申报案件经稽征机关核定应纳税额之后，不得要求变更适用列举扣除额，并未逾越九十年一月

三日修正公布之‘所得税法’第十七条第一项第二款之规范目的；‘财政部’八十一年二月十一日台财税字第八○一

七九九九七三号及八十七年三月十九日台财税字第八七一九三四六○六号函释，系就上开规定之适用原则，依法

定职权而为阐释，并未增加该等规定所无之限制，均与‘宪法’第十九条租税法律原则无违。”

“司法院”８６．１０．３０．大法官释字第４３８号解释：“‘财政部’于‘中华民国’八十二年十二月三十日发布之

营利事业所得税查核准则，系规定有关营利事业所得税结算申报之调查、审核等事项。该准则第九十二条第五款

第五目规定‘在台以新台币支付国外佣金者，应在不超过出口货物价款百分之三范围内，取具国外代理商或代销商

名义出具之收据为凭予以认定’，乃对于佣金之认定与举证方式等技术性、细节性事项加以规定，为简化稽征作业、

避免国外佣金浮滥列报所必要，并未逾越所得税法等相关之规定，亦未加重人民税负，与‘宪法’第十五条、第十九

条与第二十三条尚无抵触。对于在台湾地区以新台币支付国外佣金，与同准则第九十二条中其他规定之国外佣

金，仅就认定标准为斟酌事实情况差异所为之不同规定，与‘宪法’第七条之平等原则亦无违背。”像该号解释所示

情形，“司法院”大法官尽可表示，外销佣金之数额上的限制系为划一管理不易管理之外销佣金的不得已手段，但不

宜表示不因此加重人民税负。盖纳税义务人之个别情况可能不同。查核准则统一规定之限额如果低于实际发生

者，不能说不因此加重人民税负。其次，限制费用之上限，宜以法律或经具体明确授权之法规命令定之。至于查核

准则的机能应重在于查核真伪，而不在于限制实际发生之过高费用。请参考黄茂荣：《证明佣金支出之证据方法

的限制规定》，载《税法总论》，台湾植根法学丛书编辑室２００５年版，第６６３页以下。


